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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 
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 
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 
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 
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 
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 
典' “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 n 之编 
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 
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 
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 
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 
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 
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 
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 
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 
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 
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 
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 
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 
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幵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 
t 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 
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 《大 学》〉 。温 
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 
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 
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 
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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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社会科学根本问题”？ 

—为“跨举科社会科举研究论丛”序 

汪丁丁 


为什么要追问“根本问题”？借用黑格尔的语言，一个核心概念 
在各向度上的充分展开，就是全部理论。再借用西美尔的类比，一旦 
康德开始追问“自然如何可能”的时候，他就写岀了《纯粹理性批 
判》，当西美尔追问“社会如何可能”的时候，他写出了一系列“社会 
理论”的基础论文，当我们追问社会科学根本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能 
写出统一的社会科学。 

在上述视角下审查人类知识的进步，我们意识到，全部人类知识， 
其实就是以追问根本问題的方式被激发、获取和积累起来的。人类知 
识的起点——哲学，始于对未知的“敬畏”，始于“爱智”，始于“天 
问”。从哲学当中，对“天”与“人”之间关系的追问，导致了道德哲 
学 I 由此又发展出两种叙亊方式，其一是“科学”——陈述外在感受， 
其二是“人文” —— 陈述内在感受 & 叙事方式是思维的惯式一思维可 
以是一，惯式却可以有多。 

沿着科学叙事的传统，对宇宙起源问题的关注导致了古代希腊语词 
所谓的“物理学” 一在这一学科内部，根本问题分殊为各层次的和各 
方面的，就产生了星象学、几何学、化学、数学。对人类起源问题的 
关注导致了古代希腊语词所谓的“生物学” 一在这一学科内部，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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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殊为各层次的和各方面的，就产生了博物学、遗传学、医学。 

沿着人文叙事的传统，对灵魂起源问题的关注导致了古代希腊语词 
所谓的“心理学” 一在这一学科 内部， 根本问题分殊为各层次的和各 
方面的，就产生了丧葬、图腾、神话、神学、命理学。对思维与叙事方 
式的关注导致了古代希腊语词所谓的“逻辑学”（逻各斯）一在这一 
学科内部，根本问题分殊为各层次的和各方面的，就产生了修辞学、名 
学、语言学、符号学、脑科学。 

第三，也是我们目前最为关注的，在科学叙事与人文叙事这两种思 
维惯式之间，始终存在着所谓的“跨学科”思维惯式。在西方思想史 
上，所谓“社会科学”，肇端于19世纪中叶，在生物学思想的主导下发 
展成为今天我们见到的样式。今天，社会科学领域内最偏向于科学叙 
事的部分，可以概括在“行为学”这一名称之下一它把人降低到动物 
现象的层次上加以研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最偏向于人文 
叙事的部分，可以概括在“伦理学”这一名称之下——它把人提髙到精 
神现象的层次上加以研究。 

科学的与人文的叙事传统，以及传统内部积累起来的人类知识，依 
照康德的分类，呈现出沿时间的秩序和沿空间的秩序。前者称为“历 
史”，后者称为“结构”。 

把历史与结构应用于社会科学，所谓“根本问题”，就表现为贯穿 
着社会科学全部历史的结构问题。我们不打算论证，也不太相信社会 
科学的根本问题是惟一的。有鉴于此，我们釆取了枚举法，来论证社 
会科学根本问题的存在性。 

首先，社会科学是建立在关于“社会”的经验基础上的知识，故而 
在它的传统之内，它只承认获得了经验支持的知识表达。每一位认真 
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难以拒绝这样一项 陈述： 贯穿着人类社会以及社会 
性动物社会的历史的一类秩序——通常被称为“合作”——不论从行为 
学角度审视还是从伦理学角度审视，它对社会现象而言，都具有“根 
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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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社会科学根本问题”？ 


•为“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论丛"序 


其次，社会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知识类似，必须表达为关于“结 
构”的陈述。对于“合作”这类社会现象，每-•位认真的社会科学研 
究者都难以拒绝关于合作秩序的结构的知识。因为合作的秩序，尤其 
是它的空间形态，是一切社会现象在科学叙事传统内获得 令人信 服的解 
释的基础。 

这样，我们不妨从一个特定角度把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定义为 ：“何 
种结构导致了合作？”注意，这里提出的定义，仅仅是从上述的特定角 
度提出来的。根据“对话的逻各斯”的逻辑，任何根本问题的定义都 
不是惟一的。 

何种结构导致了合作？这一问句包含了两个关键概念，其一是 
“结构”——人类知识沿空间的秩序，其二是“合作”。后者需要进一 
步界定，以免“社会科学”泛滥为“科学”。 

古希腊人的科学叙事，据海德格尔考证，其特征在于把事物的“本 
质”放置于事物的发生演变过程当中，从而避免落人后来西方人落人的 
思维的形而上学陷阱。把合作秩序放置于演化过程中，这样获得的知 
识，我称之为“合作的发生学”。 

就语义而言，“合作”指称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这 
种关系在经验世界里与“竞争”关系相对比构成了足够显著的差异，以 
致我们更愿意把它命名为“合作”而不命名为“竞争”。2004年10月 
发表在《神经呈像》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合作关系和竞争关 
系激活了不同的脑区组合。这一事实表明，经过漫长的物种演化和社 

会演化，今天，合作与竞争的神经元网络很可能激发出具有本质差异 
的人类情感。 

合作现象的发生学要求我们在界定“合作”之前首先界定“个 
体”。如果我们关注的个体是人类个体，那么，合作就应当被理解为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类结构所导致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关注的个 
体是单细胞，那么，合作就应当被理解为是细胞与细胞之间关系的某类 
结构所导致的社会现象。例如，生物学家非常熟悉的“共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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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一种合作。当然，共生现象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由于相持不下 
而实现的竞争的均衡。 

其实，共生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子，来说明竞争与合作 
的结构辩证法和广义政治学。当竞争着的个体达成某种合作秩序时， 
从更高层次观察，它们似乎构成了一个更大的个体——“社会的个 
体”。另一方面，走进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社会成员之 
间的竞争关系。我们甚至愿意 承认： 正是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界定 
了社会内部的“个体”概念。 

于是，当竞争关系对观察者而言不十分显著时，“个体”就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群体”。例如，典型意义上的“植物” 一相对“动 
物”而言，被定义为“缺乏个体性的物种”。 

这样，基于上述“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辩证法，我们甚至可以 
声称 ：所谓 “合作的结构”，无非是与“竞争的结构”相比较而言，凸 
显为合作的那些结构。例如，在一家企业内部，其实存在着个体之间 
的激烈竞争，但就与市场里相互竞争着的许多企业之间的关系而言，企 
业内部的这些竞争关系可以被忽略，代之以合作关系。 

更严格地说，一位经验主义者，或许可以把“社会”定义为 ：在单 
位时间内被观察到的不同时空点处的事件之间发生的足以引发观察者因 
果性联想的关系的频率达到了被观察者认为显著的程度，这些事件的全 
体，就构成一个社会。 

不过，西美尔非常不赞同从观察者角度来定义“社会”，因为那 
样就有可能忽略社会成员之间的心理联系。作为对西美尔的批评的回 
应，我们可以把上面给出的经验主义的“社会”定义稍加拓展，让它 
能够包含“心理联系”一不同时空点处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 
是物理的而且可以是心理的。纯粹的心理联系，涵盖着西美尔定义过 
的“可社会性”。 

社会如何可能？这一西美尔问题导致了 “广义社会理论”的发 
展。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回答西美尔 问题： 社会因个体之间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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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关系而成为可能。注意，这一回答导致了 “社会科学”，从而比西 
美尔的理论更狭义和更具实证性。同时，这一回答所包含的说服力超 
过了另一种似乎与它等价的回答——“社会因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而 
成为可能”。 

当代经济学，由于它与“个体理性”概念和“理性选择”概念之间 
的密切关系而在社会科学诸学科当中占有一种特殊的位置。从古典政 
治学家如斯密和小密尔，到新古典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和贝克尔，再到 
公共选择理论家如阿罗、森、布坎南，我们看到一群出类拔萃的经济学 
家，他们不仅关注经济学问题而且关注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 

在经济学文献中，合作问题通常由“囚徒困境” 一次博弈来刻 
画。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这一博弈的连续策略解，并在“合 
作”与“不合作”这两个极端之间引入连续的“合作度”。这样，合 
作就可以被视为基于生存竞争的个体理性选择，随着所选策略连续地 
趋于合作解，竞争着的一群个体就逐渐构成一个协调着的整体—— 
“社会的个体”。 

纳什最早把合作博弈刻画为竞争着的个体的理性选择过程——所谓 
“二人讨价还价问题”的解，及稍后发表的定义在“威胁”的策略集上 
的“二人合作博弈问题”的解。 

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1 661种1995年以来以英文出版的科学与社 
会科学期刊的大约 13* 4万期文章中搜索关键词“合作”，我得到了 
4209篇学术论文。以显著频率出现在这批文献里，与“囚徒困境博 
弈”的合作解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所谓“对等性”——英文是 
“ reciprocity ” ，依场合不同常被译作“交互性”、“互惠性”、“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 

例如，在国际贸易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一份2004年9月发表的 
报告表明，国家之间的互惠交往是国际间合作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两国间地理距离的增加使交易费用上升，那么，两国间合作关系弱 
化的速度将比两国间冲突关系弱化的速度更慢些。换句话说，长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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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国际关系呈现出来的格局不是“远交近攻”而是“远攻近交’’。推 
广而言，对地球人来说，外星人与地球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将大于地 
球上各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用社会学的语言解释这件事情，就是 
语言和交往导致了更多的了解。后者为人类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情感的 
与理性的基础，并且因此而发生的合作效应比因交往而发生的冲突效应 
更强烈。基于同样的原则，一个组织，它内部的人际之间的合作效应 
肯定比冲突效应更强烈。也因此，我们才可能观察到这一 “组织”。 

互惠性，在一位晚近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解释中，更主要的 
是一种相互惩罚的可能性一如果一方背叛了合作，那么另一方就有惩 
罚背叛者的冲动和权利。因为，对于方法论个人主义者而言，基于单 
纯互惠性的人类合作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金迪斯等人的研究表明，在 
关于合作的“囚徒困境”博弈的策略集合内引人“惩罚”策略，可以极 
大地扩展合作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 

在一篇发表于 2004 年 11 月的论文中，接续着金迪斯等人的思路， 
作者指出，对背叛合作者的惩罚，在组织内部比在组织外部更强烈。 
也因此，在地球上，同一区域内相邻各国之间的冲突关系甚至比它们之 
间的合作关系更为显著——因惩罚变得更加残酷而更显著。 

翻译和收录在这套论丛的第一册 （ 《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里 
的六篇论文，它们的主要作者是金迪斯教授和鲍尔斯教授一两位长 
期合作研究的作者。金迪斯196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 
位，196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1961年在宾州大学获得数 
学学士学位。鲍尔斯196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i 960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鲍尔斯教授曾发表过论文批评萨缪 
尔森，并因此为我所知。此外，他1998年发表于权威刊物《经济学 
文献杂志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上的综述型论文“内生偏 
好”，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自2000年起，鲍尔斯教授转任桑塔费 
研究院“经济学板块”的研究主任，从而成为所谓“桑塔费经济学”的 
代表人物。金迪斯在麻省大学任教多年，晚近研究演化博弈论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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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社会科学根本问题”？——为“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论丛”序 

论的演化并发表了专著《博弈论的演化 》 (Game Theory Evolving ) 0 
荣休之后，他转至桑塔费研究院，已经在那里发表了多篇工作论文。 
2005年1月，作为第一主编，他与鲍尔斯等三位主编共同出版了文集 
《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 （ MIT 出版社）。这部文集意味着西方学术 
界比以往更加关注斯密德情操论》的思想遗产，并试图在包括脑科 
学在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过分关注和 
扭曲了的斯密《国富论》的思想遗产加以反省。 

收录在这里的论文，旨在解释人类社会的一种超越普通动物界的现 

象-广泛存见于人类社会而不见于非人类社会的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合 

作关系。作者们的这一努力，持续约 f 年时间，在至少五门不同的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进行合作研究，今天，借助于脑科学研究手段， 
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关 于这一 突破性进展，在这套论丛的第二册 
(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里收录了更细致的研究 报告。 

跨学科的努力，为着解答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何种结构导 

致了合作？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故而要求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今 
天，根据我们的文献阅读，西方学者们正在从经济学、生物学、社会 
学、文化人类学、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符号逻辑等领域，围绕合作 
的发生学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通过这套论丛，我们由衷地希望国内读者注意到社会科学研究在过 
去十年所经历的这一方向性转变，注意到这一转变很可能引发的革命性 
后果，并尽快参与这些预期将成为社会科学前沿课题的研究。还是那 
句话： 我们把这套论丛献给未来的社会科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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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一: 


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 

汪丁丁罗卫东叶航 


汪丁丁 :我想 从两个角度，把这次报告的主题引出来。其实，我们 
今天的报告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阐释这个问题，仅仅依靠经济学是不 
够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视角上，用一种统一和演化 
的社会理论来谈人类的合作秩序。 

从演化社会理论谈这个问题，有两个角度可以切入。第一，我们 
假设，一个外星人突然来到我们地球，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想知 
道，统治这个星球的动物，即我们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作为外星 
人，他不会去考虑你是怎么行动的，你的动机是什么，或者你的行为背 
后是什么理论体系。他要把握的其实是最简单、最直观或者最宏观的 
事实，即这种动物以什么方式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从这个角度， 
外星人也许会发现，人类首先是以个体为单位进行活动的，不像其他动 


-本文是三位作者根据他们2005年4月 22-24 日在南京理工大学的演讲内容修改 
整理而成，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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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 


物那样一群一群地居住。维系人类个体之间联系的有两种主要形态， 
第一种叫竞争关系，这是经济学家很强调的关系，它导致了效率，导致 
了很多很多或好或坏的东西。但外星人显然还会注意到另外一种关 
系，即人类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我这个地球人来说，我不知道人类的 
这两种关系究竟哪个更重要。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从发生学的角 
度看，竞争关系和合作关系究竟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但我可以找出 
最新的研究文献，表明人类对合作的兴趣，最起码在生物脑演化的阶段 
上早于人类的竞争关系。你别看我们经济学家谈竞争谈了那么多，其 
实合作的重要性不亚于竞争的重要性，只不过经济学家不谈，或者很少 
谈到。这是主流经济学很大的一个不足，是需要我们来改变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讨论合作关系，因为竞争关系谈得太多了。就 
竞争关系而言，在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里面经常讲到，经济学的原理 
只有一个核心的概念 一 当然这是就芝加哥学派的口述传统而言的 ，一 
般教科书很少把它当成一个核心的概念一那就是“替代性”。各位 
在教科书里面看到“替代性”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平常、很普通，其实 
它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所谓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 
论、机会成本甚至理性选择等等，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资源之间或者事物 
之间的可替代性上。但我们今天谈的是合作关系，那么合作关系的核 
心概念是什么？相对于竞争关系的核心概念，我们有一个关于合作关 
系的核心概念，即“互补性”。这个在芝加哥学派的口述传统里面也 
出现很多次了，只不过像加里 • 贝克尔这样的领袖人物注意到了，但是 
他不怎么说，也不怎么写文章谈这件事情。就人类的合作关系来说， 
“互补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万事万物之间，不仅仅有非此即彼的 
“替代性”，而且还有相辅相成的“互补性”。前者导致了我们人类的 
竞争关系，而后者导致了我们人类的合作关系。 

这两个核心概念我把它放在这儿了，它们的含义是什么？从个体 
之间的竞争关系我们可以推出的核心概念是“替代性”，它意味着个性 
的 发展； 事物的可替代性导致竞争，竞争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导致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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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万千的个性化世界。从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可以推出的核心 
概念是“互补性”，它意味着群体的 发展； 事物的可互补性导致合作， 
合作导致社会化，社会化导致今天气象万千的共生化世界。 

上面是我说的第一个角度，再从第二个角度看我们今天报告的主 
题。 外星人走 r ， 现在轮到我们地球人自己解释这件事情了。于是就 
有所谓的理论家出来发表言论，理论家的任务是要从现象和经验观察中 
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比如通过观察天体运动推出牛顿三大定律，即给经 
验的世界建模。那么，传统的经济学家是怎么给人类行为建模的呢？ 
他们建立的模型是所谓“理性选择”模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 
就不解释了，这是整个现代经 r 学的核心范式。 

但现在的问题是，仅仅用所谓的“理性选择”是否能够解释人类的 
全部行为，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在外星人看来显而易见的人类合作 
行为？社会学家和一部分重要的经济学家，甚至像马歇尔这样的现代 
经济学创始人都承认，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或者决定了人类的行为。 
哪两个因素？在中文传统里叫“情”与“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 
理》第八版的前言里说，决定我们人类行为最裉本、最长远的力量，一 
个是经济，另一个是宗教。 【 i ] 什么是 宗教？ 宗教就是一种情感。所 
以“情”与“理”是无法割裂的，在人类的选择行为中是两个基本的支 
点。我们人类的理性从来就不是冷酷的、不带情感的理性。 

在以往的经济学教科书和主流经济学家的文章里，理性变成了不可 
爱的理性，变成了没有情感、社会正义和道德意识的理性，变成了冷酷 
的市场计算—“威尼斯商人身上的一磅肉”。我们浙江大学跨学科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注意到了最近10年西方经济学理论发生的一种变 
化。这种变化很微妙，是由主流经济学家自己意识到的，并且由一些 
主流经济学家带头调整了方向，开始转到对人类情感的研究上。在这 
—研究方向上，除了经济学，还有脑科学、认知科学、文化人类学、社 
会心理学和演化心理学的参与。如果纯粹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经 
济学家正在试图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综合到博弈论的框架里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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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一： 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 


2001年，一份很重要的学术刊物《经济行为与组织 》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 上发表了一篇艾章 ，题目叫“带有同 
情心的囚徒困境博弈” [2 ]，它的主要结论是同情心的存在可以在单次囚 
徒困境中导致合作。根据作者所做的博弈实验，在单次囚徒困境条件 
下，参与者的同情心越强，参与者之间同情共感的距离越近，合作就越 
容易实现。作者引进了一个度量心理距离的参数，结果发现这个参数与 
合作的概率完全成反比。人们的心理距离越小，合作发生的概率就越 
大。当这个参数收敛到某一个域值或者某一个点的时候，参与者几乎百 
分之百的合作。在这个点之前有一个区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部分 
合作，一部分不合作。作者挑选的实验者，都是同-所大学的学生。挑 
选的标准是，他们之间必须是互相熟悉并共同相处一年以上，只有这样才 
可以度童他们的同情心。通过博弈实验，他们得到了一些非常可信的数 
据。比如，作者发现同情心并不是对称的，我同情你的时候，你未必就同 
等程度地同情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情况，作者把它叫做“同 
情者的礼 物”： 我情愿单方面和你合作，甚至明明知道你会背叛我、出卖 
我，我也毫无怨言地作出 *1® 牲”，仅仅因为我可怜你、爰你或者崇拜你。 

上述现象都是把同情心引进了博弈论以后出现的新观察，或者是有 
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说明我们的决策行 
为，甚至在单次囚徙困境条件下也是无法离开情感因素的。它说明， 
“情”这个东西，在今天主流经济学家的眼睛里，已经不再像以前西方 
传统里的“情” 一样，是可以和“理”完全分开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研 
究称作“理”的情感化研究，它几乎和中国的传统看法一样，因为在中 
国人眼里，“情理”两个字从来就是合-的、连在一起的。 

我们综述了很多西方的文献，加上中国人的理解。因为中国人和 
西方人处于两个极不相同的文化传统，很天然地成为相互的他者，或者 
是对方的镜子。在西方长大的西方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不能自觉 
地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作为西方传统之外的学者，往往很容易 
看到他们的局限性，这样就可以加以补充，作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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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受到自己文化传统的局限，不可能知道自 
己的弱点，无法跳出来，所以我们仍然要大量学习西方人的著作。 

在“理”的情感化研究方向上，西方学者最近10年除了有许多非 
常前沿的探索之外，还有许多非常深刻的反思。他们开始反思，在经济 
学和社会理性选择理论的思想发展脉络上，他们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走 
错了路。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种思想史的梳理。正是这种反 
思和疏理，把当代经济学家重新带回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语境。 
当然，我说的不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是亚当.斯密的〈谴德情 
操论》。西方经济学家发现，在过去200多年中，人们对斯密有太多误 
读，甚至完全背离了斯密最初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洞见。所以西方学者提 
出，要重新发现斯密。最近10年来，西方人开始把亚当.斯密的研究 
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有大量讨论亚当.斯密的文献出现。这是罗 
卫东老师博士论文的主题，等下罗老师会给我们详细介绍这方面的情 
况。前些年，有一家出版社请我为《採救亚当.斯密》写一篇书评，这 
篇书评我写得很长。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感于上述变化。 

在“理”的情感化研究方向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研究是完全承 
接西方人自己的套路的。西方的思想传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逻各 
斯在形式逻辑方面的表现就是数学，在技术手段方面的表现就是科学。 
这两个方面，基本上可以说就是“赛先生”。在“赛先生”教导的方向 
上，西方人仍然在继续往前走，即把人的选择行为当作一般动物的行为 
学模式来研究，因为一般动物是有情感冲动的。于是在这个方向上， 
很多动物学家、行为学家、行为心理学家、脑科学家都加人到这个研究 
行列里面来，用科学仪器研究人脑里“情”与“理”发生的科学过程。 
这是叶航老师关注的领域，等下叶老师会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进展。 

从2000年到现在，西方学者终于发现了“情”和“理”本来就是一 
回事，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根本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把它们 
一刀 切开： 这边是完全的理性选择，它解决的是最大化问题，那边是完 
全的情感冲动，它决定的是社会福利函数，理性选择给社会福利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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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组成部分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把它们加起来。社会福利函数没 
有这种事情，今天的科学家不承认这种事情。这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 
和社会选择理论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在这个研究方向上，我们 
看到了两个世界：-个是思想史的世界，即亚当•斯密的 世界； 另一个 
是科学前沿的世界，即脑科学的世界。好了，我的引言就到这里。下 
面我把话筒交给罗老师和叶老师，让他们谈一下他们各自探索的世界。 


罗卫 东:丁 丁为我们今天的论题开出了一个很合适的入口，这样就 
很顺利地引出了我们后面的话题。现在经济学正在酝酿一场革命。浙 
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教授们一直在研究现代经济学范式所 
遇 到的危机以及可能的出路，国内也有很多同行对此给予关注。在座 
的韦森教授身体力行也在做类似的工作。我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承担 
的角色主要偏重思想史方面，具体说是对现代经济学基本命题的古典思 
想资源进行追溯，尤其关注在现代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有哪些 
资源可以为现代的经济学范式革新提供支持。 

我不得不回到亚当.斯密，因为他是经济学的 鼻祖。 现代这么发 
达的经济科学，几乎全部的重要思想都来源于他的集大成著作，这是相 
当了不起的。亚当•斯密提出的很多命题都具有全新的、创造性的特 
点。斯密为人熟悉的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但我们必须知道，他本质 
上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家。他的全部思想和理论都是问题导向而 
非学科导向的。所以，斯密理论最关 键的一 个方面就是它的整体性， 
或者说它是没有学科思维定势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熟悉的是亚 
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对他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不 
甚了了。其实，后者才是亚当.斯密本人生前更加重视的一本著作。 
遗憾的是，在他死后的100年里，人们几乎完全遗忘了《道德情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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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经济学家为《国富论》着迷，对 《 ii 德情操论》毫无印象。但 
是，这个状况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巨大变化。 

1976年，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 （1776 年）发表200周年纪念大 
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格拉斯哥大学也是亚当.斯密生前担任过校 
长的大学，他还长期担任这个学校的道德哲学教授。以这次纪念活动 
为契机，有许许多多的学者开始超出（(国富论》设定的范围，重新梳理 
斯密重要经济思想的哲学根源，由此开始关注他的《法学讲稿》、《道 
德情 操论》 等著作。借着这个纪念活动的推动，学术界推出了一个最 
权威的《亚当.斯密全集》，这个文本对最近30年亚当.斯密研究的 
推进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人们可以通过他没有面世的文稿和学生笔记 
来了解他的真实思想脉络。 

亚当， 斯密写德情操论》，花的时间和精力都是非常可观的。 
第一次出版是1759年，到最后一次修改是他死前三个月，1790年。中 
间有31年的时间，一共出了六个版本。他的《国富论》生前只出了三 
版。可以看出，他对《道德情操论》这个著作非常重视，始终不忘去 
完善它。实际上，伦理秩序是我们经济行为和政治制度相当重要的基 
础。如果我们对伦理方面不加研究，我们的经济行为和政治制度的 
“合法性”就很难说清楚。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就其主要的方面，特 
别是就其经济机制的设计而言，大体上是基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 
体系。但是，市场机制带来效率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道德情感方面 
的严重问题。对此，《国富论》并未作集中的探讨，倒是《道德情操 
论》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斯密看来，商业社会道德感情的败坏是人性 
和制度合谋的结果，因此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关注。 

我们全部的经济学基本假定，其核心是“经济人”假说。事实 
上，.亚当‘斯密从来没有提出过“经济人”假说，都是后人提炼出来 
的。厨师和面包师不是因为他的仁爱，而是他的自利才使我们每天能 
够吃到需要的食品，斯密的这句话常常被当作他主张自利是市场经济的 
人性基础的明证。在斯密看来，“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一个自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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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每个人按照自己利益的指引去生活，结果公共福利能够提高。 
斯密对自利人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也造成了误解。 
那时以来的经济学似乎不再问；为什么一个纯粹自利的人会选择交易这 
种和平与双赢的方式去对待他人？为什么两个自利的人彼此的行为一 
定会增进他人福利？难道这其中不需要某些必要的前提条件吗？我们 
看到，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但是，经济学到 
现在才发问，这到底是因为斯密的误导还是我们对斯密的误解。我本 
人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两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经济学多么严重地误 
解了斯密的本意，多么可怕地忽视了他思想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 点是： 斯密《国富论》当中对自利人自由选 
择可以增进公共利益的命题，其真正的学理基础隐藏在他《道德情操 
论》关于同情心的重要思想之中。 《国 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并非互 
相独立的两部著作，通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道德情操论》是斯密全 
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国富论》则是斯密将他的基本思想运用于 
财富研究所得出的成果。就学术重要性而言，《道德情操论》远在 
《国富论》之上，尽管后者在社会影响方面超过了前者。 

让我们用最简单的囚徒困境模型来讨论《道德情操论》的意义。 
如果甲、乙两个囚徒是极端自私的行为者，那么必然会陷入不合作的纳 
什均衡，这已经是广为人知的结论了。然而，我们发现，在人类生活 
的各个领域，合作是一个常态。很多经济学家试图对这样一个悖论作 
出解释，比如“重复博弈”，或者调整博弈规则即改变报酬矩阵等等。 
但是在纯粹自利人的基本假设下，解决这个悖论是不可能的。这意味 
着，除非我们对人性的假设作出调整，否则便无法很好地解释人类的合 
作秩序如何发生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之所以难以在自利人的假设基础上解释普遍的人类合作行为， 
一定是因为我们关于人的天性的假设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在古典 
经济学时代，这个东西还是在那里的，但是在边际革命以后，甚至早在 
西尼尔那里，这个东西就被略去了。在某种意义上，李嘉图时代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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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关于丰富人性的假设，而釆取了单一人性的假设。这个假设非常 
适合于将社会理论精致化，并賦予其科学的形式，所以被理性主义时代 
以来的科学家所热烈推崇。但是，关于自利人的片面假设被囚徒困境 
的纳什均衡拖人了沼泽地，其不合理的一面彻底地展示出来了。这就 
迫使今天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思考那个被遗漏掉的人性理论。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回到创立经济学之前的斯密，回到苏格兰启蒙学 
派的其他作者，如哈奇逊和休谟。 

那么，斯密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人类社会之所以没有 
陷入囚徙困境，我们的合作之所以可以成功，一定是人类具有了某种超 
越自利的天性0在斯密看来，这种天性就是人的同情共感能力。所谓 
同情共感就是一个人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有着即时的身心反应能力。我 
们能够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这个能力使得我们自然地形成某种心理 
和行为倾向，能够被他人的快乐和痛苦所感染。正是因为有这种能 
力，我们总是能够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考虑和评判自己的行为，就何为 
合适的行为作出判断。 

同情共感实际上就是人类形成社会秩序的基本的天然禀陚。也就 
是说，一个自利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同感能力的人，他在处世方面 
总是在自己的利益和他对别人感情的考虑之间作出判断和协调。这样 
一来，任何现实的个人并不只有自利的一面，而且还有设身处地为他人 
考虑的一面。如果人类仅仅具有自利的天性而没有同情同感的能力， 
就不一定会普遍选择交换作为获取利益的手段。因为纯粹自利人从效 
率的角度出发，更有可能选择暴力。斯密对人类行为中情感基础的考 
察为解释人类合作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翻看 ® 德情操论》，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在反复地探讨一个重要问 
题，那就是人类同情心的来源、形式和表现，以此为基础考察人类秩序 
的起源和运行。他翻来覆去说明的一个道 理是： 人类社会的秩序之所以 
可能，人类之所以能够合作，我们之所以能够组成社会，不仅因为我们 
自私，还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有某种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的能力，始终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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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换位思考的天生禀赋，也就是我们一般而言的有同情心。这个研究虽然 
完全建基于观察和内省的经验，但在今天却是具有极为有益的启示。 

斯密认为社会应该而且完全可能是建构在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共感 
的天赋能力之上的。他从同情共感这个最基本的禀赋当中，发现了商 
业社会得以成立，且具有让人放心的性质的根据。斯密被人们看做苏 
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性思想家之一，也是因为他从情感机制中找到了离 
开神的指导之后，人类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在他看来，人类凭着 
同情心就可以产生合作秩序，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同情心的互相作用， 
形成某种具有合宜性的规则和秩序。推而言之，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也是来自于人的天性当中的两层含义，即理性和情感。说到底，秩序 
或者规则是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互动达到均衡的产物。 

综上所述，对于今天经济学基础的重建来说，以亚当 • 斯密为代表 
的古典思想家的著作中蕴含着重要的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去挖掘、提 
炼。我在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也就是从18世 
纪英国经验主义、情感主义理论出发，重新梳理社会科学思想和学科演 
进的理路，分析现代社会科学赖以产生的土壤，寻求丢失掉的传统，将 
其引入当下的时代，为社会科学的革新增添力量。 

丁丁试图在学术传统资源和现代科学试验的基础上，把理性和情感 
统一起来。他提出了 “情境理性”的范畴，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 

“情境理性”，有助于我们寻找一个打通中西学术基本范式的可能进 
路。在某种意义上，基于“情境理性”的秩序，或者是基于“情境理 
性”的法治社会如何演生，或许会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当代最重大的本土 
化问题。下面，我把话筒交给叶老师。 


叶航：为了给大家作这个报告，汪老师准备了 100多篇最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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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的文献。昨天，我们与研究生有一个小范围的座谈，发现没有时间 
把这些文献全部介绍给大家。好在，我们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 
中心跟踪这…方向国际前沿的研究已经很多年了，可以筛选出其中最重 
要的介绍给大家。这么多文献中，最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有两篇。 

第一篇是《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叫，发表在 
2004年2月美国《理论生物学》杂志上，这是一本引领国际生物学发展 
趋势的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萨缪.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是桑塔 
费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到生物学杂志上去发文 
章？因为现在社会科学前沿研究的跨学科倾向非常明显，而跨学科研 
究往往涉及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结合。因为这两个学科都研究人的行 
为，从某种角度也研究人性。 

这篇文章事实上是一个计算机仿真实验报告。它要解决的，就是 
刚才汪丁丁老师、罗卫东老师都提到的问题，即最经典的博弈案例“囚 
徒困境”中的合作问题。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假设基础上 
的。你必须假设人是理性的，才能进一步推演出消费行为最大化和生 
产行为最大化。理性使经济行为变得有效率，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 
但在“囚徒困境”中，理性和效率是矛盾的。正因为人是理性的，怕 
别人背叛，最后导致了纳什均衡的非合作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主流经济学逻辑体系不合法。为什么？因为你的两个假设前提，理性 
与效率发生了冲突，无法自洽。 

上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经济学家试图解决这一难题。最初的思 
路是把单次囚徒困境看成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这样也许可以推出合 
作解，但也不能适用于所有场合。不过，这里仍然有问題。因为对主 
流经济学提出挑战的是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你用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解决 
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不是具有合法性？这样做事实上已经把前提改 

变了。我介绍的第一篇文献，就是为了解决单次囚徒困境条件下合作 
产生的问题。 

刚才提到，这篇文献是一个计算机仿真实验的报告。仿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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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距今20万年以前更新世晚期的人类狩猎一釆集社会，仿真条件是严 
格按照古人类学已经确认的事实设置的。比如那时人类社会没有权 
威、国家政权，连酋长、宗教和巫师都没有；又比如那时人们釆取的生 


产和消费方式是共同劳动和食物分享，而且也不储存食物。这样的条 
件一共有八个，•都是严格按照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已有的证据设定 
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要共同劳动，就需要合作，而合作就会碰 
到囚徒困境问题。 

比如原始人一起出去狩猎，面对一只猛犸象，其他人都冲锋陷阵， 
有一个人躲在后面，但分享食物的时候他却出现了，这就是搭便车。 
显然，这种行为的生存适应性比冲锋陷阵要高。 f 是，从进化论角度 
看，不管这种差别最初多么微小，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适应性高的行 
为会在一个生物群体中扩散开来，成为主导的行为模式。因此，英国 
生物学家道金斯说，如果你对生物学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得出一个必然 
的结论，所有从进化而来的东西都是自私的，包括人在内。⑷这个结 
论事实上和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非常 .一 致，我把它叫做“道金斯迷 
信”。但是桑塔费学派的经济学家却对这个结论提出了挑战。 

根据鲍尔斯和金迪斯的计算机仿真，一个完全自私的人类族群，由 
于无法建立稳定的合作秩序，最终会趋于灭亡。合作秩序是怎样建立 
起来的呢？必须依靠一种被桑塔费学派称为“强互惠”的行为，即 
“Strong Reciprocity” 。所谓强互惠行为，就是我首先和别人合作，如 
果对方背叛合作，哪怕这种背叛不是针对我，我也要进行惩罚，甚至不 
惜花费巨大的个人成本。在桑塔费学派的术语里，这种行为也被称为 
“Altruistic Punishment ” ，即“利他惩罚”。按照丁丁的说法，这是 

“见义勇为”，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人类 
所特有的“正义感”。根据计算机仿真，只有当一个人类族群演化出 
这种行为后，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秩序 6 

我要介绍的第二篇文献，是《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问发表在 
2004年8月的《科学》杂志上，是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这篇文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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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脑科学的实验报告，是接着金迪斯、鲍尔斯所作的进一步研究。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强互惠行为或利他惩罚在人类合作秩序的建立 
过程中具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么驱动这种行为的机制是什么？因为 
这种行为不同于自私行为，它无法给你带来利益上的激励。如果一种 
行为没有激励，它的动机是什么？这篇文献的通信作者是瑞士苏黎世 
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 • 费尔博士，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桑 
塔费学派的经济学家。文章一开始提出了一个 假设： 如果强互惠行为 
或利他惩罚无法从外界获得直接激励，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行为 
者能够通过这种行为本身获得满足。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依靠自激 
励机制实现的。 

亊实上，人和动物的许多行为都是依靠自激励机制实现的。脑科 
学已经证实，对高等动物来说，启动这类行为的机制是由中脑系统的尾 
核和壳核来执行的。比如我们人类和许多动物的成瘾性行为，像烟 
瘾、毒瘾和酒瘾等等，都涉及这一脑区。因此，这一脑区在医学上也 
称为“鸦片报偿区”。费尔博士猜测，如果强互惠行为依赖这种自激 
励机制，那么做出这种行为时，人脑的这个部位就会被激活，而且行为 
的强弱应该与其活跃程度正相关。于是，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场景 
来激发人们的利他惩罚行为，并通过 PET 即正电子发射 X 射线断层扫 
描技术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 对脑神经系统进行观察。实 
验结果证实了这个大胆的推断。 

实验结果显示，在预期的五个场合，与激励相关的脑区均被激活。 
尾核和壳核的血流峰值显示，其活跃程度远远超过平均水平，这时受试 
者表现出强烈的惩罚愿望并通过惩罚行为获得较高的满足。实验报告 
认为，社会偏好模型所定义的效用函数应该包含对违反公正和合作规范 
的惩罚愿望，这些模型可以比经济学传统的自利模型更好地解释人类的 
实际行为。强互惠或利他惩罚既不是一种像消化食物那样的自动机 
能，也不是一种基于深思熟虑、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理性行为。这种依 
靠愿望诱导的激励机制说明，人们可以从这种行为本身获得满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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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服 ， lit 
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 

对人和其他高等动物来说，中脑系统是主管情感的脑区。在解剖 

学上，中脑也叫哺乳动物脑。它意味着，从古人类学和进化论的角度 

% 

看，这一脑区在哺乳动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人类的大脑皮层是在后 
来的长期进化中逐步形成的，覆盖在中脑系统上面。中脑所激发出来 
的行为主要是情感型的行为。因此，中脑比大脑更远古，情感比理智 
更远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早期的动物没有大脑，很多具有重大生 
存价值的行为，无法通过理性思维来实现。于是，就像今天的计算机 
芯片，内置了一个已经设计好的程序，一旦碰到相应的命令，这个程序 
就会自动执行。情感对我们来说无非就是这样一种内置的程序，这个 
程序在一定条件下，会让你自动执行某些动作，而无需理性的推断。 

上面两篇文献代表着今天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方向。国 
内的主流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引进的，我们曾经跟着西方人，鹦鹉 
学舌地告诉大家“人都是自私的”。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走到前面去 
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讲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经济学讲道德是 
“狗拿耗子”。西方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道德对市场经济 
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缺失了道德维度，效率问题就没有办法真正解 
决。这些前沿研究对经济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非常深刻、 
非常深远的意义，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对“道金斯迷信”提出了挑战。道金斯认为，凡是进化而 
来的东西，其天性就是自私的。生物学家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点 
道理。随着现代基因技术和遗传科学的发展，所有实证研究似乎都证 
明了，生物进化必须通过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两种不同的生物 
性状，比如 A 与 B ， 假如 A 的遗传频率比 B 高，哪怕这种遗传优势微乎 
其微，也可能对生物进化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生物学家计算，某种生 
物性状只要有 0. 001的遗传优势，即使1年繁殖1次，经过23 400年 
也足以改变这个物种。 [6] 从这点出发，当代生物学家亊实上否定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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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利他主义行为。因为无论亲缘利他还是互惠利他，从基因层面都 
体现了一种自私性或利己性。由于利己行为的生存适应性大于利他行 
为，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后 
者也会被无情淘汰。 

但现在我们能够自信地指出，生物学家的上述看法是错误的，“道 
金斯迷信”可能来源于一个长期的误导和偏见。为什么？因为这一结 
论成立的前提，是孤立地考察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对适应性的贡献。 
我们认为，这个前提是不正确的。生物适应性是一个全面、综合的评 
价体系，它不可能被某个单一的事件决定。具体地说，一个利他者的 
生存适应性不仅取决于他与自私者的个别交往，还取决于他与其他利他 
者的 交往！ 由于这些交往更容易达成合作从而使双方享受到合作剩余， 
因此只要这个剩余足够大，就能弥补利他者损失的进化优势。同样道 
理，一个自私者的生存适应性不仅取决于他与利他者的个别交往，而且 
还取决于他与其他自私者的交往，由于这些交往很难达成合作从而使双 
方无法享受合作剩余，如果这种损失足够大，就会使自私者擭取的进化 
优势损失殆尽。 

如果不是孤立地考察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而是在合作及合作剩佘 
的框架中对生物个体的适应性进行全面评价，即使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 
是生物个体或个体的基因，利他行为也能够通过整体间的补偿机制获得 
相对的进化优势。因此，我们的结论与道金斯等主流生物学家的结论 
大相径庭——自私并不是人类惟一的天性！经过自然选择和进化产生 
的人类心智与人类行为，不仅与自利心相容，而且也与利他心相容。 

第二，为解决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0 
这个思路很简洁：突变产生出有利于合作的行为，合作导致了合作剩 
余*合作剩余增加了这类行为的生存适应性，从而有利于这种行为被自 
然和环境所选择，使行为人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一种稳定的道德偏好，而 
道德偏好一经形成，就突破了博弈者原有的策略集合，打破了完全按自 
利原则推演出来的“纳什均衡”。就这么简单！ 丁丁前面提到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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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在具有同情心的条件下，囚徒困境完全可以有合作解。其实， 
我猜测可能不仅仅是同情心，还有诸如正义感、愧疚感、宗教信仰等社 
会性情感，都可以在囚徒困境条件下诱导出合作行为。 

第三，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甚至整个道 
德哲学。我们知道，传统的道德哲学中，有两大流派。一个是所谓的 
“义务论”，代表人物是康德；另一个是所谓的“后果论”，即功利主 
义的道德哲学，代表人物主要有边沁、休谟，也包括斯密。按照义务 
论的看法，道德行为不允许有任何功利的考虑。比如我做好事是为了 
大家的认同，或者不希望被人指责。康德说，这已经不是道德行为 
了。因为你在绝对的“善”之外，还有其他非善的目的。而后果论的 
看法刚好相反，它认为一种行为只有带来好的结果，才可能是道德的。 
道德哲学的这两大流派已经争论了二三百年，至今也没有结果。 

但在我们现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义务论与后果论是可以统一的。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道德的产生肯定是具有效率的事件，因为它是维 
护合作秩序不可缺少的要素。从这点看，道德具有后果论的功利性。 
社会生物学创始人威尔逊早就 说过： “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正是用它 
来保持人类遗传物质的完整无损，除此之外，道德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 
的最终功能。” [7] 但对每一个人来说，道德偏好一旦产生以后，你作 
出的道德选择，就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了。因为，如果还能找到其他目 
的，我们终究可以把它归为某一类行为。就像费尔博士的脑科学实验 
告诉我们的，这种行为无需从外界获得激励，你必须对这种行为本身感 
到满意。我以为，这个实验正是用现代科学手段，揭示了康德“道德 
律令”的真谛。 

第四，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某些重大的哲学范畴和哲学争论。比 
如，“实然”和“应然”。休谟最早区分了这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 
所谓“实然”，指事物本身是什么。所谓“应然”，指我们应该怎么 
做。休谟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但在我们现在这个理 
论框架中，“实然”和“应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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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正义感、同情心、道德这些原本认为是“应然”的东西，事实上都有 
它进化的依据，可以被科学地分析，因此也是一个“实然”的过程。 
当然，并不是说“应然”就此消解、消失了。 “应然”还是“应然”， 
仍然有“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范式。只不过，在我们思考“应该怎么 
做”的同时，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也就是说，我 
们必须对“应然”本身作出“实然”的解释。另外，还有对“正义”的 
重新认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展开了。 

第五，对情感因素在认知过程和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新认 
识。刚才，丁丁老师和罗老师都提到，经济学自认为是一门关于理性 
的学问，把情感因素完全拒绝在决策过程之外。而且我们还知道，从 
古希腊开始，哲学家就喜欢把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好像情感只是兽 
性的延续，只有理性才是人性的昭显。因此，理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 
是对情感的纠正，或者是对情感的克制。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比 
如，休谟就认为“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但不管怎么说，情感和理性， 
在传统范式中总是处于对立状态。但在我们现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情 
感与理性事实上是人类认知过程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正如丁丁指出 
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情”与“理”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现在，西方人自己也开始反思这个问题。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前 
沿研究已经揭示出，任何思维过程和决策过程事实上都不可能是单一维 
度的。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也早就揭示过，一个人仅凭 
“智商”是不行的，一个健全的人还需要有“情商”。“情商”就是由 
情感激发的人类认知功能，像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些在人类合作秩序建立 
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品质，比如同情心、正义感、道德感等等，事实上都 
可以看作“情商” 一类的东西。这些曾经使我们这个物种成功演化的优 
秀品质和善良情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 

最后，第六，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制度演化的内在逻辑。我 
们认为，超越囚徒困境中个体理性的局限，谋求合作和合作剩余，可能 
是我们人类行为、人类心智与人类社会包括人类文化与人类制度共生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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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最终原因。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效率的合作秩序，也许是我们 
这个物种在生存竞争中的最大优势。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中，最初 
的合作秩序是通过自然选择建立的，即自然选择的压力迫使人类进化出 
有利于合作的偏好，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作“自然为人类立法”。随着 
生产能力的提高，自然施加于人类的选择压力开始减轻，合作秩序不得 
不通过其他手段来维护，强互惠者个人实施的利他惩罚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作“个人为社会立法”。最后，在近现代社会，工 
业革命带来的分工使人类合作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合作秩序的 
维护必须依赖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现代司法制度，于是我们把这一 
阶段称作“社会为个人立法”。 

汪丁丁 :我为 叶航老师补充一句。关于第六条，哈耶克很早就已经 
开始论证，现代社会是人类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这就是所谓哈 
耶克的扩展秩序理念。我们今天可以从新的高度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尤其是哈耶克的扩展秩序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联系。回到休谟和 
斯密时代，他们对合作秩序也有类似看法。比如罗老师前面介绍的斯 
密的同情心理论，以及从“同情共感”出发的元心理学理论，还有休谟 
提出的“元美德”理论，其目的都是为了论证它们在市场制度演化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从同情心到对快乐的同情共感，就可以有我们人类仁 
慈感的出现，产生好施乐善的行为，从同情心到对痛苦与不幸的同情共 
感，就有了我们人类正义感的出现，产生嫉恶如仇的行为。这些都是 
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里面说过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中国人终于碰到了休谟问题。什么问 
题？我们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会遇 
到巨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十几年来一直呼吁市场经济要有道德的基 
础。如果你既没有敬畏上帝的神学传统，又丢失了自己的道德传统， 
你所看到的市场经济就是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肆无忌惮的草菅人命、 
肆无忌惮的掠夺，以及目无法制。在这种境况下，高效率的合作秩序 
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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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工限制，我们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只能集中注 
意力进行纯粹的理论 研究，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关注现实。事实上， 
我们对理论研究的偏好，正是源于我们对现实的感悟和忧虑。我希望 
在座的同学们——年轻的学子们，更多关注我们报告中提到的问题，因 
为它既代表着主流经济学和整个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解决我 
们中国当下问题的良药。 


注释： 

[1]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 The Macmillan Company, 1890 
(1938)). 

[2] David Sally，On Sympathy and Gam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 
zation , Vol. 44(2001), 1 — 30. 

[3] Gintis&Bowles. 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 ： 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 ， Theor. Popul. Biol, 65 ， 1 ， 2004 . 中译 本见： 金迪斯，鲍尔斯等著， 
2005，《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2—99页。 

[4]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Press, 1976). 

[&] Fehr et ai. , The Neura!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Science 、 Vol. 
305, 2004. 

[6] 陈 阅增， 1997,《普通生物学 》 ， 高等教育出版社。 

[7] Wilson， On Human Natur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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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二: 


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 

意义 

叶航汪丁丁罗卫东 


1 传统： 一个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回顾 


1.1 经济人假设与理性人假设 

现代主流经济学把自利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前提，从而本质上排 
斥了利他行为⑴对经济研究的意义（张五常，2001,田国强， 
2005)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所谓的经济人假设。亚当 • 斯密在 
《国富论》中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确立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为 


* 本文发表于 《经 济研究>>2005年第8期。本文得益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 
究中心 ( ICSS ) 与美国桑塔费研究院 （ SFI ) 的学术交流，特别是鲍尔斯教授、金迪斯教 
授与我们的深人讨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杨春学研究员对经济人和利他主义经济学 
的系统研究 (1998, 2001)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深刻思 
考 （2002) ，也使我们获益匪浅。在此，谨向以上同行和朋友表承由衷感谢。此外，作 
者还要感谢教育部“语言与认知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和浙江大学“强所计 
划”对本项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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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奠定了分析生产者行为的基本范式 
(Smith, 1776) 。19世纪50—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追求效用最大化 
的个人确立为经济分析的另一个出发点，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主流 
经济学奠定了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基本范式 （Gossen， 1854； Jevons, 
1871; Menger ， 1871； Walras, 1874) 。这两个范式内在地统一于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帕累托把具有这种行为倾向的人概括为“经 
济人”，并认为它是全部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 （Pareto， 1896〉。由 
于这个假设隐含着一种对人性自私的肯定，一经面世就引发了众多批 
评，其中也包括来自经济学内部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济人假设逐步被理性人假设取代，这种取 
代主要基于两个 原因： 第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持续批评，使许多经济 
学家一也许他们并不赞同这些批评，但为了避免怀疑和争论——不得 
不在表述时使用一些更抽象的术语，比如最大化行为、最优决策、理性 
选择等，从而导致了 “理性人”这一概念的流行（杨春学， 1998) ;第 
二，20世纪 30-50 年代，萨缪尔森出于经济学数理化的需要，对许多 
传统经济学概念进行了重新表述，而效用的重新表述导致对理性和理性 
人的重新定义，并最终确立了它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根据现代经 
济学的解释，效用是偏好的函数，用偏好定义理性，只需满足完备性和 
传递性两条假定 （Mas-Colell, Whinston & Green, 1995) 。而所谓理 

性人，简而言之就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的人。 

新的定义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去伦理化”的可能。虽然大部分经 
济学家 仍然在 自利范围内使用这个术语，但经济学对偏好的定义事实上 
不依赖偏好的伦理取向。换言之，经济学所谓的偏好，既可以包括利己 
偏好也可以包括利他偏好。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贝克尔开创性地用 
理性选择模型对利他偏好作出了解释 （Becker，1976) ，从而使利他行为 
逐步进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但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在外生给定利 
他偏好的前提下进行的，即“只需假设利他主义者所要最大化的不仅仅 
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福利，还有他们所关心的某些其他人的福利”（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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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2001) ,就可以对诸如自愿献血、慈善捐款和非营利组织等利他行 
为作出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 Sugden , 1982； Collard ，1983) 。 

可是， 一旦 经济学试图将利他偏好内生化， 需 要解释利他偏好的形 
成原因时，经济学家就发现他们将面临和生物学家同样的 问题： “减少 
个人适应性的利他行为如何能够通过自然选择而得以进化？” （ Wil ¬ 
son ， 1975) 于是，很多经济学家试图从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或者人 
类学中寻求答案，把利他偏好的原因归结为道德规范、文化教育，甚至 
宗教信仰 ( Cavalli-Sforza et al . , 1981； Lumsden et al ., 1981； Boyd et 

al .，1985)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学科尚未形成更为系统或可资利 
用的偏好知识。” （ Becker ，1976) 事实上，即便经济学家可以从这些 
途径中找到答案，对经济学来说，可能仍然于事无补。利他偏好的内 
生化，需要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和框架中寻求解释。 

贝克尔是最早尝试这一努力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如果把利他行 
为看成适应性的生产过程，利他主义者最大化自己和受惠者适应性的 
总和，利他行为的均衡是施予者的边际适应性等于受惠者的边际适应 
性，因此，“利他主义并非像以往定义的那样必然会减少个人适应 
性” （ Becker ，1976) 。这个解释虽然勉强，但它的结论并非没有道 
理（本文第三部分将证明这点 ） ^西蒙则把社会奖赏作为一种激励机 
制引人经济学对利他主义的分析，他认为，如果这种奖赏大于利他者 
相应减少的生存适应性，“利他主义就会逐步在人口中占据支配地 
位。” （ Simon ，1982) 但西蒙没有说明这种激励机制产生的原因，因此 
这个解释不彻底，只是用一个外生变量替代了另一个外生变量。伯格 
斯特朗和斯塔克证明了亲属或邻居之间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可以产生 
合作，并推论合作剩余有利于利他主义的进化，因为“基因遗传是一个 
迟钝的过程，一般不会孤立地对个人发挥作用，那些具有合作倾向或是 
继承了有利于这一倾向基因的人，更可能比其他人享受到合作带来的利 
益。” (Bergstrom & Stark , 1992) 这个观点已经接近（本文第二部分将 
要介绍的）桑塔费学派的最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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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其中包括 Hirshleifer (1977 )、Lindbeck 
和 Weibull ( 1977 ) 、 Collard ( 1978 ) 、 Nakayama ( 1981 )、Arrow 
(1982)、 Hammond (1987) 等，坚持认为利他主义对经济学是一个多余 
的假设，它的存在可能导致经济活动的帕累托无效率。比如，有名的 
“先走悖论”，即如果每人都坚持对方先走，结果无人能通过一道大 
门；还有所谓的“萨玛利亚人困境” （ Samaritan’s dilemma ) ，即对未 
来援助的预期可能诱使人们过度消费，通过故意恶化自己处境的方法 
来获得更多 资源； 等等（更详尽的介绍参见杨春学， 2001) 。虽然利 
他主义行为在慈善事业、非盈利组织、公共物品领域的作用是有目共 
睹和显而易见的，但大部分经济学家仍然用沉默表明了他们在这个问 
题上的主流立场。 

1.2 群体选择理论与个体选择理论 

生物学与经济学内在的逻辑相当接近，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是受经 
济学家马尔萨斯的启发，才萌发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进化 
论的基本思想 （ Bowler ，1984) 。达尔文在自传里 写道： “1838年10 
月，……我偶尔翻阅了马尔萨斯的《人口 论》。 当时，我脑海里已经 
孕育了生存斗争的思想。通过对动植物生活习性的观察，我发现这种 
斗争无处不在。马尔萨斯的著作立刻吸引了我，在有限的空间里，只 
有适者才能够继续存在，而不适者势必遭到淘汰，结果形成新的物种。 
于是，我终于找到了一种继续工作的理论基础。” （ Darwin ，1887) 有 
人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 
果发现这两门学科包含的内在逻辑惊人地相似，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 
去总好像设法使某一目标函数最大化，而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方法 
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作岀统计校验 （ Tullock ，1983) 。 

达尔文的进化论曾经遭到许多曲解，以至于“达尔文主义” 一度成 
了冷酷无情的代名词 （ Wright, 1994) 。 但客观地说，达尔文并没有像 
以后的生物学家那样，把《物种起源》揭示的逻辑始终如一地贯彻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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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人类天性上去。1871年，《物种起源》出版12年后，达尔文出版 
了《人类的由来》，在解释人类道德感时，他说“道德水准较高，多数 
人奉行道德规范的部落，绝对比其他部落更为有利。无疑，一个部落 
若有许多热爱群体、忠于群体、服从群体，既勇敢又体恤他人，随时准 
备互相支援并为共同利益自我牺牲的人，必能战胜其他大多数部落，这 
便是天择。” ( Darwin , 1871) 虽然有人怀疑这是达尔文屈服于维多利 

亚时代虚伪道德传统的违心之言，但这个思想毕竟为群体选择理论提供 
了依据 （ Wright , 1994) 。 

直至20世纪60年代以前，也就是 《物种 起源》出版后的100年 
间，群体选择理论事实上是大多数生物学家关于进化的主流范式 （ Mar - 
tin ，2001) ，其追随者包括197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劳伦兹和 
丁伯根'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埃默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玆以及社 
会生物学的创始人威尔逊等。该理论的拥戴者认为，自然选择是在生 
物种群层次上实现的，当生物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利于种群利益时，这种 
行为就可能随种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当面临巨大灾变或是种 
群之间的生存竞争时，一个存在着利他主义的生物种群与一个完全缺乏 
这种献身精神的生物种群相比，具有更大的生存适应性。因此，利他 
行为可以伴随着种群的胜利而成功演化 （ Edwards ， 1962； Wilson , 
1975) 。这个思想和100年前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所表达的思 
想如出一辙。 

上述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大转向，肇始者是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生态学家威廉斯。他在《适应与自然选择》一书中声 
称，自然选择只能作用于生物个体，这是对达尔文进化思想的捍卫 
( Williams , 1962) 。 在威廉斯带领下，生物学内部展开了一场对群 
体选择理论的清算，并逐步使个体选择理论占据了主流地位。1964 
年，英国生物学家汉密尔顿首创了进化论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亲缘 
选择”，成功地从个体角度解释了生物世界普遍存在的亲缘利他行为 
( Hamilton ， 1964) 。1971 年，哈佛大学进化论教授特里弗斯借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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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论解释了生物个体之间的互惠利他行为 （ Trivers ， 1971)。个体选择 
理论真正大行其道，也许得归功于牛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道金斯，他 
1976年出版《自私的 基因》 一书，使这个理论走出生物学家的书斋，成 
为一般公众的常识。 

道金斯认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单 
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从严格意义来说，甚至也不是个体， 
而是基因这一基本的遗传单位。” ( Dawkins , 1976) 两种不同的生物 
性状，比如 A 与 B ， 假如 A 的遗传频率比 B 高，哪怕这种遗传优势微乎 
其微，也可能对生物进化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生物学家计算，某种生 
物性状只要有0_001的遗传优势，即使1年繁殖1次，经过23 400年就 
足以改变这个物种（陈阅增， 1997) 。从这点岀发，当代生物学家事 
实上否定了生物的利他主义行为。因为无论亲缘利他还是互惠利他， 
从基因层面都体现了一种自私性或利己性。由于利己行为的生存适应 
性大于利他行为，如上所述，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 
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后者也会被无情淘汰。以至于道金斯斩钉截铁 
地说，“如果你认真研究了自然选择的方式，你就会得出结论，凡是经 
过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自私的，” “对整个物种来说， 

‘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 
( Dawkins , 1976) 

从演化均衡的角度看，道金斯说，即便一开始存在一个没有叛逆者 
的利他主义群体，我们也很难阻止自私个体的侵入，因为不能保证不会 
由突变而产生一个自私的个体，只要产生了一个叛逆者，它不但拒绝作 
出任何牺牲，而且还会利用别人的牺牲为自己牟利，按照定义，它就会 
比其他成员有更大的机会生存下来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都会 
继承其自私的特征，这样的自然选择经过几十或几百代以后，利他的个 
体就将被自私的个体湮没，利他的群体与自私的群体就没有办法分辨了 
( Dawkins , 1976) 。因此，道金斯认为利他行为不是一个“演化稳定 
策略”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 ESS ), 因为它无法抵御自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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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侵入。反之，包括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在内的利己行为却具有很 
强的稳定性。 


道金斯强调基因自私性时虽然也考虑到了人类的道德问题，但他认 
为，道德必须从外部强加在一个本质自私的人身上，“我们能做的只是 
尽最大可能来宣扬慷慨大度和克己利人的精神”，因此“你不要指望从 
人的天性中得到任何帮助，因为我们天生是自私的”。 （ Dawkins , 
1976 ) 根据阿莱克什达的理解——他是上述生物学传统中最有影响力的 
伦理学家一甚至社会道德也只能从表面上超越自私，他断言“只有把 
社会看作一个追求各自利益的个人集合，我们才能理解伦理、道德、人 
类行为和人类心理”。 （ Alexander ，1987) 美国生物学家杰塞林甚至宣 
称，“如果不是感情用事，我们会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纯粹的慈善行 

为会改善我们对社会的看法，所谓的合作事实上只是机会主义和利用他 
人的结合体 9 ” ( Ghiselin , 1974) 

作为一种进化方式，群体选择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随着现代基因 
技术和遗传科学的发展，所有实证研究似乎都证 明了： 生物进化必须通 
过个体的基因介质才能实现一有利于个体适应性的生物性状才会在遗 
传中得以保存和进化，与个体适应性无益或有害的生物性状最终都会在 
遗传中丢失和湮没。群体选择理论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存在着一个 
致命的 弱点： 它无法解释能够给群体带来利益但却导致个体适应性降低 
的利他行为怎样才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对利己行为保持相对的遗传优 
势，从而使自己得到进化。 


2 前沿： 来自桑塔费学派的最新看法 


2.3 强互惠、利他惩罚及其演化均衡 

与生物学家对人性的悲观判断相反，1990年代以后，随着实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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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与行为博弈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发现，人类相当一部分带有利他 
倾向的行为，无法用亲缘理论和互惠理论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 
被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称为“强互惠” (Strong Reciprocity ) 的行为， 
这种行为的特 征是： 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 
那些破坏合作规范的人（哪怕这些破坏不是针对自 己〉， 甚至在预期这 
些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做 （ Gintis ， Bowles , Boyd , Fehr , 
2003) 。强互惠能抑制团体中的背叛、逃避责任和搭便车行为，从而 
有效提高团体成员的福利水平。但实施这种行为却需要个人承担成 
本，并且不能从团体收益中得到额外补偿。从这点看，强互惠是一种 
明显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因此，桑塔费学派也把这种行为称作 
“Altruistic Punishment ” ， BP “利他惩罚” （Fehr et al . ， 2004) 。 

在经典的公共品博弈中，受试者得到允诺，只要向公共账户投人自 
己的钱币，每个人都将获得奖励。与任何一个公共品的生产一样，这 
个博弈的关键在于，即便你没有投入一分钱，也可以通过搭便车提髙自 
己的福利。根据理性假设，该博弈的纳什均衡是所有博弈者都不向公 
共账户捐贈。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受试者符合这一推断。相关实验显 
示，最初几轮博弈中，捐赠的平均水平在 40% 到 60% (每人持有的初 
始货币为20元）之间。随着博弈的进行，捐贈有所降低，最后一轮有 
73% (总数是 1 042) 的个体拒绝捐赠。这个结果与理性人假设相符， 
即博弈者在重复博弈的最后一轮倾向于背叛。但实验后的调查却出乎 
人们预料，当问及为什么减少捐赠或拒绝捐贈时，大部分人声称这样做 

是出自愤怒，是想通过这个自己拥有的惟一手段来惩罚那些搭便车者 
(Fehr & Schmidt , 1999) 。 

受试者的解释是可信的吗？在一个新设计的公共品博弈中，受试 
者被允许对搭便车行为进行惩罚，即他可以要求罚没某个人的钱币，但 
行使这个权力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个实验的关键是，惩罚可以减 
少搭便车行为从而增加公共福利，但却需要个人支付成本。根据理性 
假设推断，又会产生第二种意义上的搭便车，即大家都希望别人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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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而自己坐享其成。但实验结果却显示，带有利他性的惩罚相当 
普遍，而且整体捐赠水平也因此明显提高。 （ Fehr & G 肋 hter ，2000) 
事实上，许多行为博弈实验，包括最后通牒博弈 （ Giith ， 1982； Blount ， 
1995; Gintis ，2003) 、劳动市场博弈 （ Fehr , Gachter & Kirchsteiger , 
1997) 、偷袭者博弈 （ Falk ，2002) 等都证实了 这点。 由于利他惩罚的 

存在，不但博弈者的策略集改变了，而且根据理性假设预测的博弈均衡 
也改变了。 

桑塔费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萨缪.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教授 
认为，人类行为具有的这种特征，可能是我们这个物种在漫长进化过程 
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当严酷的生存竞争迫使人类把合作规 
模扩展到血亲关系以外，而普遍存在的单次囚徒困境又无法为互惠行为 
提供条件时，由基因突变产生的强互惠或利他惩罚，可以侵入完全自私 
的人类群体，从而有效维护族群内部的合作规范，显著提高族群的生存 
竞争能力。为了证实这个猜想，桑塔费研究院通过计算机仿真技术， 
模拟了距今10万一20万年以前狩猎一采集社会的人类生活，实验结果 
支持了这个假设。2004年2月，美国《理论生物学 杂志》 发表了鲍尔 
斯和金迪斯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强互惠的 演化： 异质人群中的合作》 
( Bowles & Gintis , 2004)，详细介绍了这次实验的过程和结论。 

计算机仿真的背景是更新世 （ Pleistocene ) 晚期人类狩猎釆一集族 
群的生态与生活，仿真条件严格按照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对这个社会已有 
的知识设定，这些条件 包括： （1) 族群规模不大，族群成员之间可以 
相互观摩和 交往； (2) 不存在社会权威，比如酋长、宗族或宗教领袖， 
社会规范的维护依赖个体的参与， （3) 族群不是建立在亲缘关系基础 
上，不能用亲缘理论解释可能出现的利他行为 | (4) 个体之间的地位 

差异非常有限，主要根据行为特征而不是身份对族群成员进行分类， 
(5) 分享是主要的消费方式，除非藏匿，否则个体或群体劳动获得的 
食物都在族群成员间平均分配； （6) 个体不储存食物或积累资源，釆 
取所谓“即时回报” （immediate return ) 的生产系统； （7) 驱逐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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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部进行惩罚的主要形式，个体可以用逃离族群的方法躲避更为严厉 
的惩罚措施； （8) 族群中个体的行为存在小概率变异的可能，即由一 
个正的突变率引导出不同的行为类型。 

根据族群成员对待合作劳动的态度，把他们的行为分成三种基本 
类型： （1) 自私者 （ Selfish ) ，他们总是企图分享合作成果，而竭力 
逃避合作 责任； （2) 合作者 （ Cooperator ) ，他们无条件提供合作劳 
动，但不会惩罚背叛者； （3) 强互惠者 ( Reciprocator ) ,他们与别人 
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惩罚违反合作规范的人。仿真动力学模型 
由7个相关方程 组成： 它们分别决定了个体繁殖率，行为突变率，合 
作劳动的成本与收益（其净值体现为个体生存适应度），惩罚和被惩 
罚的成本等重要参数。根据生物学和人类学知识外生 给定： （1) 生 
存适应度小于零即视为个体死亡， (2) 规模小于7人视为族群灭绝。 
仿真的初始状态为： （1) 20个相对独立的原始族群，每个族群的规模 
为20人， （2) 族群成员100%都是自私者，即把生物学个体选择理论 
预测的结果作为仿真起点，然后检验其稳定性。下图是计算机仿真行 
经3 000代演化均衡的动态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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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结果 显示： （1) 由突变产生较小数量的强互惠者可以侵人自私 
者人群，使群体内的合作行为与适应性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2) 只演 
化出合作者的群体是不稳定的，单纯的合作行为不具备生存优势，群体 
最终将回归初始状态， (3) 完全由自私者组成的群体，由于缺乏合作 
机制维持的适应性相对优势，最终将导致灭绝。演化均衡的动态过程 
显示： 仿真的初始阶段，自私者占统治地位，逃避合作导致的卸责率 
(Shirking Rate ) 接近100%,其后，随着强互惠者的出现，合作者的 
人数开始增加，平均卸责率则迅速降低，在大约500代左右，卸责率下 
降到10%的水平，而强互惠者和合作者在群体中的比例继续 上升； 在其 
后大约2 500代内，群体中三种人群的比例及其平均卸责率基本维持在 
一个稳定水平，其均 值为： 自私者占 38. 2%，合作者占 24. 6%，强互惠 
者占37.2%,平均卸责率为11.1%。 

如果 把这一 结果看作群体成员中三种行为发生的概率，则可以有一 
个更符合实际的 结论： 在上述条件下，通过演化而形成的人类行为大约 
有 38. 2%的概率表现出自私倾向， 24. 6%的概率表现出单纯合作的倾 
向， 37. 2%概率表现出强互惠倾向；平均而言，每个人因机会主义充当 
搭便车者的可能性大约为 11. 1%。 

2.2 强互惠、利他惩罚及其激励机制 

强互惠或利他惩罚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但这种行为的 
激励 机制是什么？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不 惜花费 
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桑塔费学派的重要成员、苏 
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 ■ 费尔博士猜测，如果不能从外界 
得到必要的激励，强互惠者只能从利他惩罚行为本身获得预期的满足。 
为了证实这个假设，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使用 PET 即正电子发 
射 断层扫描技术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 对这一行为的脑神经 
系统进行了观察。相关研究表明，位于中脑系统的纹体 （ striatum 〉 包 
括尾核与壳核的神经回路，是人类及灵长类动物整合激励信息与行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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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关键部位。如果利他惩罚的发生是惩罚者预期从惩罚行为本身得 
到满足，通过 PET 应该观察到这一脑区的激活，且惩罚行为的 强弱与 
其活跃程度正相关。实验结果证实 了这个 大胆的推断。2004年8月， 
《科 学》 杂志以封面文章的重要地位发表了有关这一实验的 报告： 《利 
他惩罚的神经基础 》 （Fehr et aL ， 2004) 。 

实验过程大致 如下： 两个受试者 A 和 B 为一 组，每人都得到10单 
位初始货币，第一步， A 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货币全部交给 B ， 如果 A 这 
样做，实验者就把 A 交给 B 的货币扩大4倍，即 B 可以得到40单位货 
币*第二步， B 决定是否把50单位货币（自己10单位加上被赠与的40 
单位）中的50%回赠给 A ， 如果 B 不这样做，则信任他的 A 将分文不 
得，第三步， A 被赋予惩罚 B 的权利，即可以罚没 B 所拥有的货币 。 A 
有一分钟时间思考是否实施惩罚，以及惩罚的数量。实验者在这一分 
钟内通过 PET 对 A 的大脑进行扫描，一共有14位经历了背叛的 A 被作 
为观察样本。 

为了测试惩罚行为与大脑兴奋之间的关联，实验者设计了 4个不同 
场景： （1) 称为 1 C (有意但有代价），即 B 有意滥用 A 的信任，但 A 
惩罚 B 是有代价的，（2〉称为 IF (有意但无代价），即 B 有意滥用 A 
的信任，但 A 惩罚 B 是无代价的， (3) 称为 IS (有 意但象征性），即 B 
有意滥用 A 的信任，但 A 对 B 的惩罚是象征性的，不能实质上减少 B 
的货币； （4) NC (无意但有代价），即 B 的行为是随机的，比如通过 
骰子来决定（且 A 被事先告知），但 A 惩罚 B 仍然是有代价的。为了 
控制序列影响，四种情况出现的顺序是随机决定的。 

根据验前的假设推断， （1) A 在 IF 和 IS 条件下都有惩罚 B 的愿 
望，因为 B 是故意的，但由于 IF 是实质性的惩罚， IS 是象征性的惩 
罚，因此后者的满意程度较小，激励相关脑区的活跃程度应该低于前 
者。 (2) 如果 IF 条件下的惩罚是令人满意的，受试者也会接受相应 
的惩罚成本，那么，在 IF 条件下激励相关脑区的高度活跃者，应该在 
1 C 条件下愿意为惩罚承担较高的成本。 （3) 由于 B 不需要为 NC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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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行为负责，这样 A 就没有或者只有很微弱的惩罚愿望。因此 ， NC 
条件下激励相关脑区不会被激活或激活程度很低。 

实验结果证明， A 在1 C 、 IF 和 IS 三种情况下都显示出强烈的惩罚 
愿望， 1 F 条件下全体受试者都对 B 实施了惩罚， 1 C 条件下14个受试者 
有12个对 B 实施了惩罚， IS 条件下14个受试者有6个对 B 实施了惩 
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 NC 条件下 A 几乎没有惩罚愿望，14个 
受试者只有3个惩罚了 B ， 而且惩罚强度相当低。 

实验结果显示，在预期的五个场合下，与激励相关的脑区均被激 
活。尾核血流峰值显示，在 1 C 和 IF 条件下其活跃程度超过平均水 
平，这时受试者表现出强烈的惩罚愿望并通过惩罚行为获得较高的满 
足，在 IS 和 NC 条件下，其活跃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受试者要么不能满 
足惩罚愿望要么没有惩罚愿望。实验报告指出，尾核的兴奋值得高度 
关注，因为这--区域对行为激励具有显著作用。在大鼠的损伤性实验 
以及灵长类动物神经元实验的记录中，这一脑区与激励信息密切相关。 
人类尾核的神经成像研究也证明，该脑区的活跃与行为激励过程相关。 
此外，在诸如可卡因和尼古丁的强化刺激下，也发现了尾核的活跃。 

实验报告认为，最新的社会偏好模型所定义的效用函数包含了对违 
反公正和合作规范的惩罚愿望，这些模型比经济学传统的自利模型更好 
地解释了人类的实际行为。利他惩罚行为既不是一种像消化食物那样 
的自动机能，也不是一种基于深思熟虑、有明确目标导向的行为。这 
种典型的依靠愿望诱导的激励机制说明，人们可以从这种行为本身获得 
满足。大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 
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 c 


3利他行为的演化均衡及其相关讨论 

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曾经指出，从个体选择理论出发，当代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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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实上否定了生物的利他主义行为。因为无论亲缘利他还是互惠利 
他，从基因层面都体现了一种自私性或利己性。由于利己行为的生存 
适应性大于利他行为，不管这种差别在初始状态多么微小，经过千百万 
年的自然选择，后者也会被无情淘汰。本文第二部分，我们介绍了桑 
塔费学派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相当一 
部分带有利他倾向的行为，无法被亲缘利他和互惠利他解释。当严酷 
的生存竞争迫使人类把合作规模扩展到血亲关系以外，而普遍存在的单 
次囚徒困境又无法为互惠行为提供条件时，以强互惠为特征的利他行为 
可以侵入完全自私的人类群体，使族群内部的合作劳动与相对适应性维 
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经济学家的看法与生物学家的看法产生了严重分歧。对桑塔费学派 
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今天仍然面临着100多年来群体选择理论面临的 
同样 问题： 利他行为演化均衡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导致自身适应性降低 
的利他行为怎样才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对利己行为保持相对的遗传优 
势，从而使自己得到进化？我们以下的研究将证明，道金斯等主流生物 
学家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个体选择理论断言利己行为比利他行为 
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也许产生于一个长期的偏见和误导。因为这一结论 
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孤立地考察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对适应性的贡献。 
我们认为，这个前提是不正确的。生物适应性是一个全面、综合的评价 
指标，它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被某个单一的事件或关系所决定。 

具体地说，一个利他者的生存适应性不仅取决于他与自私者的个别 
交往，而且还取决于他与其他利他者的交往，由于这些交往更容易达成 
合作从而使双方享受到合作剩余，只要这个剩余足够大，就能弥补利他 
者损失的进化优势。同样道理，一个自私者的生存适应性不仅取决于 
他与利他者的个别交往，而且还取决于他与其他自私者的交往，由于这 
些交往很难达成合作从而使双方无法享受合作剩余，如果这种损失足够 
大，就会使自私者擭取的进化优势损失殆尽。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 
证明这个 观点： 

40 




导 读二： 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 


表1 


利他者 

利己者 

利他者 

5，5 


利己者 

10, 0 

1 -2, -2 


上表中，尽管利己者可以从利他者身上获取很大的利益（10，0或 
0, 10) ，但如果合作行为为利他者带来的利益（5， 5) 远远超过利己 
者损失的合作剩余（-2， - 2>，利他者在进化过程中仍然具有相对的 
生存优势。 

以尤 代表利己者的数量，以 F 代表利他者的 数量； 把上表假定的 
损益当作生物个体不同境况下的生存适应性，则利己者的期望适应性 
EUx =-2 X + 10 Y , 利他者的期望适应性= 5 Y ; 当利他者与利 
己者之比 Y/X = 2/5 时，每个个体的生存适应性都是一样的(- 2 X + 
107 =57- y/Z = 2/5) , 如果利他者与利己者之比小于 2/5, 利 
他者的适应性大于利己者，则利他者的数量将趋于 增加； 反之，如果利 
他者与利己者之比大于 2/5, 利己者的适应性大于利他者，则利己者的 
数量 将趋于增加。因此，演化均衡将使利他者和利己者的比例收敛于 
2/5，即在上述条件下，该生物群体中的个体行为有40%的概率表现出 
利他主义倾向，60%的概率表现出利己主义倾向。这两种行为都是 
“演化稳定策略”。在横轴为利他者与利己者的比例 Y / X , 纵轴为期 
望生存适应性的坐标中，二者的演化均衡如下图 所示： 



图2 


41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一般地，如果以 v 代表利他合作带来的全部收益，则 VV 2 表示两 
个利他者相遇时的平均收益，0与 K 或 V 与0则表示利他者遭受背叛而 
利己者独占全部合作 收益； 如果以（：代表合作剩余，则 （ V - C ) /2表 
示丧失合作剩余情况下每个利己者的平均收益，上述关系可以表 示为： 


表 2 


利他者 

利己者 

利他者 | 

- - - 1 

V/2, K/2 

0, V 

利己者 | 

V, 0 

(V-C) ,/2, (V-C) /2 


以 I 代表利己者的数量，以 y 代表利他者的数量，则利己者和利他者 
的期望适应性分 别为： 


EUx = vy + ( V - C ) X /2 (1) 

EUy = ( V / 2 ) Y (2) 

演化均衡 V 为利他者与利己者的预期适应性相等 ，即： 

0 # = EUx = EUy (3) 

将⑴、 （2) 式代人有 = VT + { V - C ) X /2 = ( V /2) F , 

化简 后有： 

0* = Y/X = ( C - V ) /I/ (4) 


如果考虑可能出现的非线性状态，在横轴为利他者与利己者的比例 
H 纵轴为期望生存适应性的坐标中，我们可以把上述演化均 
衡表 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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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表明，在00 < Y / X < 0* 区间，利他者的生存适应性 
高于利己者的生存适应性利他者的数量趋于增加；在00 > 


y / X > V 区间，利己者的生存适应性 EC / x 高于利他者的生存适应 
性£^^，利己者的数量趋于增加； 二 者比例收敛于0*。因此，在生 
物种群及个体行为模式中，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将以某种大致固定的 
比例同时存在。它说明，如果不是孤立地考察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的 
生存适应性，而是在合作及合作剩余的框架中对利他行为与利 己行为 
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则利他行为完全能够通过整体间的补偿机制 
体现出相应的进化 优势。 因此，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一样，也是一种 
“演化稳定策略”。 

上图表明，在任何一个生物种群中，由突变、迁徙或其他原因 
产生的利他者必须超越一个阈值才能得到进化。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 
曾经论证，由于亲缘利他的存在，其他利他行为可以从学习和摹仿中滋 
生。 （ Wilson ，1975) 因此，超越这个阈值，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中 
并非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 

如上基于 ESS 的模型，不是为了描述利他行为演化均衡的具体过程 
以及这一过程的动态特征（所以我们忽略了一些技术细节，这方面的研 
究将另行介绍）。我们的目的旨在说明，主流生物学在这一问题上存 
在着明显疏漏和严重 错误： 由于孤立地考察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从而 
得出前者适应性必然小于后者的结论。我们的模型证明，即使自然选 
择的基本单位是生物个体，利他行为也可以通过合作剩余条件下的整体 
补偿机制获得相对的进化优势。 

4结 论 

1 ‘我们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偏好模型虽然不排斥利他行为，但主 
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利他行为的偏见与忽视应该得到纠正。正如喿 


43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塔费学派经济学家所揭示的，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利他行为是 
人类合作秩序的必然产物。在生存压力特别巨大的环境中，我们的原 
始祖先不得不进化出一种超越囚徒困境的特殊行为模式，而由所谓的 
强互惠者实施的利他惩罚就是其中之一。利他主义由于其显而易见的 
伦理和道德意蕴，往往被人们视为一种“应然”，从而纳人规范性分 
析的范畴；但就其维持合作剰余不可替代的效率来说，它在事实上仍 
然体现了一种“实然”，应该纳入实证性分析的范畴。道德与效率、 
应然与实然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正如社会生物学创始人威 
尔逊 所说： “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正是用它来保持人类遗传物质的 

完整无损，除此之外，道德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最终功能。” 

(Wilson ， 1978) 

2. 我们认为，主流生物学的个体选择理论虽然得到了现代基因技 
术和遗传学的支持，但主流生物学家据此得岀生物和人类天性自私的结 
论存在着明显的疏漏和错误。基于 ESS 的演化均衡模型说明，生物适 
应性是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它不可能被某个单一的事件或关系所决 
定。如果不是孤立地考察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而是在合作及合作剩 
余的框架中对生物个体的适应性进行全面评估，即使自然选择的基本单 
位是生物个体或个体的基因，利他行为也能够通过整体间的补偿机制获 
得相对的进化优势。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都是一种“演化稳定策 
略”。因此，我们的结论与道金斯、阿莱克什德、杰塞林等主流生物 
学家的结论大相径庭——自私并不是人类惟一的天性！经过自然选择 
和进化产生的人类心智与人类行为，不仅与利己心相容，而且也与利 
他心相容。 

3 -我们认为，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有关利他行为的 研究不 仅对主 
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有重大意义，而且有益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 
实的经济活动。最新的社会偏好模型所定义的效用函数包含了对违反 
公正和合作规范的惩罚愿望，这些模型比经济学传统的自利模型更好地 
解释了人类的实际行为。由于利他行为不能像自利行为那样从外部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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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物质补偿，因此人类必须进化出一种使行为主体从这些行为本身得到 
满足的自激励机制。这种机制是对利他偏好内生化的最好说明和描 
述： 大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 时会感 到不舒 
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也许，这就是上 
百万年的进化陚予我们人类所特有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汪丁丁， 
2004) 。 现代社会，包括支撑这一社会的市场交易制度和民主代议制 
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的这种天性和禀陚。 

4, 我们认为，超越囚徒困境中个体理性的局限，谋求合作和合作 
剩余，可能是我们人类行为、人类心智与人类社会包括人类文化与人类 
制度共生演化的最终原因。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效率的合作秩序， 
也许是我们这个物种在生存竞争中的最大优势。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历 
史中，最初的合作秩序是通过自然选择建立的，即自然选择的压力迫使 
人类进化出有利于合作的偏好，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作“自然为人类立 
法”。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自然施加于人类的选择压力开始减轻， 
合作秩序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维护，强互惠者个人实施的利他惩罚就 
是其中之一，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作“个人为社会立法”。最后，在近 
现代社会，工业革命带来的分工使人类合作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 
度，合作秩序的维护必须依赖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现代司法制度， 
于是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作“社会为个人立法”。 

5.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也许和大多数人的认识不同，作为现代经 
济学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并非从一开始就排斥对人类天性中的利他 
主义成分进行分析。恰恰相反，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阿尔弗雷 
德，马歇尔不但没有排斥这种分析，而且认为这种分析是经济学家的最 
高目标。在《经济学原理》的导言中他曾经指出，“毫无疑问，即使现 
在，人们也能做出利他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 
最髙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源如何才能更快地得到发展， 
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 （ Marshall , 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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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分髙兴中国读者能阅读这些文章。 

在这套论文集中，我们运用了演化和行为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这 
个方法强调个人、社会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动态互动。这一方法虽然依赖 
于演化博弈理论、群体生物学以及为行为仿真动态体系提供分析工具的 
现代数学，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可以回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古典思 
想家，如亚当 ■ 斯密、大卫 * 休谟、卡尔 * 马克思的论著中。这个方法 
在近几年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应该归功于各个学科的学者为之所作的 
贡献。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计》经济学家和其他许多学科的专家对人类 
交往行为的深人研究，为这一方法提供了实证基础。最近，实验经济学和 
行为博弈理论这些新的领域又扩充了该方法的实证基础。与古典思想家一 
样，这种方法是用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统一的方法来理解人类行为。 

经济学家研究个人行为主要是为了理解这些行为所产生的总效应。 
例如，他们关心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为什么没有工作，而是关心社会 
失业率的高低，他们关心的不是一个既定的个人如何交付税款，而是关 
心自觉交税的人在人群中的分布。知道了一个人的偏好和信仰，以及 
在特定制度下他们所面临的约束，就可以预测个人的行为。但为了解 
释总的行为效应，我们就不能仅仅加总所预测到的个人行为，因为每个 
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其他人的约束、信仰或偏好。考虑这些反馈效应时 
必须运用群体行为模型，该模型在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时把个人的行为与 
其反馈效应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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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经济学中描述群体行为的方法主要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 
论。上世纪中叶，通过阿罗、德布鲁等人的努力，该理论的数学模型 
得到了极大的完善。这个模型的简单形式不但在经济学，而且在社会 
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比如在政治选举和婚姻市场上。但 
是，该模型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读者可以在“瓦尔拉斯经济 
学回顾” 一文中看到我们对这一缺陷的讨论。 

除了上述一般均衡理论，另一个用来描述群体行为的方法就是那些 
在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综合影响下描述生物学系统的动态演化理论。 
两个方法的相似之处是非常显 著的： 两个模型都伴随着由竞争所引起的 
收付转移。因此，达尔文 （1809 — 1882) 1838年阅读古典经济学家马 
尔萨斯 （1766 —1834〉关于人类为生存而奋斗的文章时，想到了 “自然 
选择”这一进化论的核心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几年来，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运用生物学模型对人类 
行为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证明，人类行为的许多特征可能是通 
过基因传递的。在这本文集中，许多文献都涉及了这个问题。这些文 
献一方面通过修改生物学模型来发展文化演化模型，即考虑人类所特有 
的能力一凭借拥有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从自己以及他人经历中学到的 
东西来不断改进我们的生存策略，另一个方面是演化博弈模型，如金迪斯 
(2000) 通过不完全的局部信息来考察我们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从而修 
改了古典博弈理论。因此，文化演化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分别修改了古典 
生物学的自然选择模型和古典博弈论的理性模型。第一种情况提髙了人类 
认知能力的假设水平，而第二种情况则减少了其认知能力的假设水平。 

读者马上会发现，我们的方法是建立在和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不同的 
假设之上的。我们提出的演化和行为方法不是标准的瓦尔拉斯方法 
(瓦尔拉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创始人之一）或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分析方法。我们所说的瓦尔拉斯方法或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是指 ：假设 
个人选择行为是建立在偏好基础上，且行为人对行为后果能够作出具有 
远见的评价，假设偏好是自利的，而且是外生决定的，假设社会交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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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取合约化的交流，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规模收益递增是忽略不 计的。 
这些假设集中体现了瓦尔拉斯方法的特色，以及它在分析上的成功和规 
范导向。事实上，这个“范式”也是新古典经济学诞生100多年来，我 
们一直在课堂上教给学生的核心主题。 

我们使用术语“演化和行为范式”来指另一个不同于瓦尔拉斯的方 
法。目前，这个术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学派。只是一系列方法的组 
合，而且很多方法是非常基础的。下面的表格（摘自鲍尔斯， 2004) 
给出了这两个范式的比较。我们希望，它将使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这 
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 


“瓦尔拉斯范式"与“演化和行为范式”的比较 



瓦尔拉斯范式 

演化和行为范式 

社会交往 

完全的和可实施的合约，在 
竞争市场上的双方交往 

在非竞争环境下，直接的（非 
合约的）关系 

技 

术 

无收益递增的外生生产函数 

收益递增的内生技术 

更 

新 

前向个人在所有知识体系基 
础上同时更新 

后向（基于经验）个人使用局 
部知识更新 

结 

果 

建立在个人静态行为上的惟 
一稳定均衡 

建立在群体动态行为上的非稳 
定的多重均衡 

时 

间 

静态 

动态 

变 

异 

只涉及风险和保险 

演化动力的基本因素 

领 

域 

经济作为一个自我包含自我 
约束的实体 i 偏好和制度 
外生 

经济嵌人一个更大的社会生态 
体系，偏好和制度共生演化 

偏 

好 

自利或自涉的偏好1通过结 
果界定 

自利或利他的偏好，通过结果 
和过程界定 

价格和数量 

以价格分配资源，行为人不 
受数量约束 

受数量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契约订立的时机 

方 

法 

演绎（从不言自明第一原则 
中得出 ）* 简约主义和方法论 
个人主义 

归纳（在实验、历史等实证研 
究上），非简约主义、在个人 
或更高次序的实体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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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几年中，这个新的演化和行为学的见解是否会成为瓦尔 
拉斯范式的一个一脉相承的替代还得拭目以待。我们最先通过学习， 


而后又通过教授瓦尔拉斯范式开始我们的事业生涯。因此，我们深知 
这一范式的力量，而且不打算从任何方面贬低这个范式。但是，对理 
解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些问题包括 
古典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提出的难题，即如何以我们及我们后代所拥 
有的知识、劳动和自然环境来改变或规范国家和人们的行为，确保社会 
财富的长期增长。一个多世纪以前，这些问题曾经激发了马歇尔 
(1842-1924) 和其他新古典范式创始人的兴趣。我们希望，这些问 
题今天仍然能够激励那些愿意对科学发展作出贡献的人，从而使经济学 
最后完成这个高尚的使命。 

我们谨希望我们的文集会帮助中国的同行也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Samuel Bowles, Siena and Santa Fe 
Herbert Gintis, Budapest and Northampton 

April, 2005 


51 





人类合作的起源 


萨缪 •鲍 尔斯赫伯特•金迪斯 


1引 言 

人类的合作在自然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合作可以扩展到大量相互无 
关的个体并可釆取很多不同的形式。我们对合作的理解是，个体耗费 
个人成本参加联合活动的行为，其带来的收益要超过引起的费用。比 
如，这适用于公共品博弈中的捐贈。 W 尽管在其他物种中这种独一无 
二的合作形式的缺失可能是演化中的偶然，但更合理的解 释是： 人类合 
作是人类某种特殊能力的结果。 

基于遗传相关性（亲缘利他主义〉和重复互动（如互惠利他主义〉 
对其他物种的合作所作出的一般解释当然也可应用于理解人类的合作。 
然而，这些机制所包含的能力并不是人类独 有的： 在很多物种中重复互 
动和亲缘间互动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并不寻求减小这些类似模式的重 
要性或建议将它们扩展以说明人类合作的独特方面是不吸引人的。我 
们宁可寻求一个为人类合作量身定制的新解释，由于其中包含着人类独 


* 原文题目为 The Origins of Human Cooperation, Working Paper ， 周新成译。我们 
对 Eric Alden Smith 所作的富有帮助的评论以及 Santa Fe Institute、John D . 和 Catherine 
E. MacArthur Foundation 对这项研究的支持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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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属性 （ attribute) ， 这种对人类合作的新解释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物 
种，或解释力 不强。 

我们的解释的关键在于人类的认知、语言和自然能力，这些能力使 
人类可以明确表达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规范，使调节这些行为的社会制 
度得以出现，还使人类有内化规范的，心理能力，使族群成员建立在非亲 
缘特征的种族划分和语言行为的基础之上，这些都有助于减少族群间冲 
突所引起的髙额成本。当然，这并不是要把这些制度和规则看做是先 
验的。我们必须证明这些制度和规则能同其他人类特征一起以一种合 
理表现相关环境的方式共同演化 p 

通过必要的推测，我们把思路限定在三个领域中。首先，我们寻 
求的对合作形式的解释可由自然观察、历史记录和行为实验来验证。 
第二，我们要求我们的描述是基于一种将遗传和文化元素相结合的可信 
的演化动力学，其一致性能够通过正式建模来证明。第三，我们提出 
的模型的运行必须在能眵反映人类生活状态的参数值下对人类的合作作 
出解释^当模型无法得出分析结果的时候（因为它们太复杂且是髙度 
非线性的），第三个要求使得根据可信参数值的计算机模拟成为必需。 

本文内容由以下 构成： 

• 我们认为，基于亲缘和利他互惠主义的对人类合作的解释是不 
完全的。 

• 我们认为，“强互惠性”是人类个体行为的关键特征，这个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的合作。 

• 我们解释为什么人类族群中基于文化和遗传变异的多层次选择 
一定在我们的分析中起重要作用。 

• 我们发现，一些共同的人类制度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多层 
次选择力量异常强大。这为为什么诸如资源共享和竞争冲突的族群层次 
的制度，能够和我们称为强互惠的个体行为共同演化提供了一个理由 

• 我们解释了当强互惠者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很难作假的信号，展 
现了一般很难被观测到的作为配偶、合作伙伴或对手时的品性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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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化中是占优的。 

我们认为，通过排除来自外面区域的“外来者”所维持的族群边界 
有益于合作行为的成功演化。同样，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族群成员 
的特色是决定合作关系范围的因素。 

我们认为，人类内化规范以及为了支持合作行为而动用情感的能力 
削弱了个体利益同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且即使在多层次选择和以高 
发信号成本为特征的合作诱导效应都薄弱的情况下也能支持合作交往。 
鉴于所收集的资料，我们集中表达一个观点，但并不考虑更多细微和正 
式的讨论。我们也不考虑其他学者的工作，他们许多人加人了我们这 
项研究，只想说接下来的文章是近年来同 Ernst Fehr , Simon Gachter , 
Armin Falk , Urs Fischbacher 和他们的合写者，以及 Robert Boyd , 
Marcus Feldman , Joe Henrich , Peter Richerson，Eric Alden Smith 等人 

之间长期合作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所表述的观点的意义在我们近年所 
写的教材中有概述 ( Gintis , 2000 a ； Bowles , 2003) 。 


2为什么基于亲缘和互惠利他 
主义的解释是不完全的 

我们不怀疑血缘关系是解释人类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他动 
物之间也可以这么解释，并且这种亲缘间的合作也许可以逐渐扩展成为 
非亲缘合作的模板。然而，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大量没有亲缘关系的个 
体间的合作是不可信的。 

同样的，允许对反社会行为进行报复的重复互动无疑有助于人类或 
者其他动物间的持续合作。有些观点认为完全自利的人之间的合作演 
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但这是错的 6 首先，许多关于人类行为有 
助于合作的实验证据来自于非重复性的互动，或者是来自于重复互动的 
最后一轮。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受试者没有发现这是一次性的场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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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实验室进行实验时不能脱离其在真实世界中重复互动的经历。确 
实，人们很容易区分重复和非重复互动并能相应调整他们的行为，我们 
对此拥有足够的证据。非实验证据同样明显，因此不能轻易地用对未 
来互惠的期望来解释日常生活中冲突的通常行为。 

第二，早期人类的环境可能使得重复报复机制对合作的支持无 
效。游猎成员可以通过加人其他族群而逃避报复。而且，在许多人 
类演化的关键情形中，当冲突或逆境导致族群面临解散时，不太可能 
发生重复互动。 

第三，在有大量人员互动的情境下，能够用重复互动和报复来解释 
为什么自涉者会合作的条件无法得到满足。经常用来说明自涉个体间 
的重复互动能够支持表面上的他涉 (other-regarding) 行为的著名定理 
是“无名氏定理”，但它不能很可信地从两人扩展到 n (n 值较大）个 
人组成的族群。在这方面，两人之间和 n 人之间互动的关键差异在 
于： （a) 偶然和故意的背叛的数量将随着 n 的增大而增大，而这个 
“顫抖”将显著增大对背叛者进行惩罚的 成本； （b) 族群中很大一部 
分异质行为者有足够的远见预测到《上升时合作利益会急剧 下降* 
(0 协调与激励机制要求自涉族群成员对背叛者进行惩罚，在 n 上升 
的时候这变得非常复杂和难控制。[ 2 ]尽管许多重要的人类互动是双人 
的（比如，商品的双向交易），但许多合作的重要例子（比如，通过共 
同保险减低风险，信息共享，维持有利于族群的社会规范，族群防卫） 
都是大规模群体间的互动。就这些事情而言，无名氏定理不能为合作 
是普遍、长久而不是稀少、短暂的提供理由。 


3利他主义的心理和行为 方面： 

趋社会情感和强互惠性 

趋社会情感是一种导致行为者从事我们前面所定义的合作行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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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心理反映。一些趋社会 情感， 包括羞耻、负罪感、同情，以及对 
社会制裁的敏感性，导致行动者承担建设性的社会互动 行为； 其他的， 
如对背叛规范者进行惩罚的愿望，当趋社会情感不能在社会族群的一部 
分人中诱发足够的合作行为时有助于减少搭便车行为 （ Frank , 1987； 
Hirshleifer , 1987) 。 

如果没有趋社会情感，不管怎样加强契约制度、政府法律的强制 
力和提高声誉，我们都会成为反社会的人 （ sociopaths ) ，而且人类社 
会将不会存在。除了体验羞耻、负罪、同情和懊悔的能力严重受到削 
弱或缺失外，反社会的人没有任何智力障碍。他们在美国男性中占 
3%-4% ( Mealey , 1995) ，却占美国囚犯数量的大约33%，以及惯 
犯人口的33%到800/ 0 。 

趋社会情感是产生善意和关爱行为的源泉，这些行为丰富了我们的 
日常生活并使我们在陌生人中生活、工作、购物和旅游时感到舒适和愉 
快。此外，代议制政府、公民自由、妇女的权利、对少数民族的尊重， 
这些没有人类尊严就不会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关键制度都是在人们参与 
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不仅让他们追求个人目标，同时也关怀整个 
人类。我们的自由和舒适等等都是基于过去几代人的情感积淀。 

尽管趋社会情感可以解释人类合作重要形式的证据确凿，但还没有 
普遍认可的关于情感如何与认知过程相结合来影响行为的模型。现在对 
如何最好地描述支持合作行为的趋社会情感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尽 
管我们 （Bowles andGintis ，2002) 已经在这个方向上作了尝试。但是， 
对于自涉偏好不能解释很多善行的断言是不存在争议的，这些行为包括 
为什么人们投票，为什么人们会匿名行善，为什么人们会在战斗中牺牲 
自己。在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些领域时，证据指向了我们所说的强互惠性 
行为。一个带着合作倾向进入一个新社会环境的强互惠者，倾向于通过 
维持或提髙他的合作水平来对其他人的合作行为作出回应，并对他人的 
%便车”行为进行报复，即使这会让他花费成本，甚至不能理性预期 
这种报复能否会在将来给个人带来收益。这个强互惠者既是有条件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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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作者也是一个有条件的利他惩罚者，他的行为在付出个人成本的时候 
会给族群其他成员带来收益。我们称其为“强互惠”，以区别于其他如互 
惠利他主义、间接互惠以及由重复互动或正相配 （positive assortation ) 所维 
持的安排个体自涉行为互动的“弱互惠”（见 Fehr et al . , 2002) 。 


4多层次选择 

群体成员内部之间交往远比同外部人交往的多得多，我们早就知道 
演化过程可以分解成群间和群内选择效应 （ Price , 1970) 。在 特征复 
制率依赖于族群成分以及族群成分 存在差 异的情 况下， 族群选择对演化 
变化的速度和方向有影响。然而，直到最近，大多数将群体和个体选 
择共同影响的演化过程模型化的学者得到的结论是前者不能抵消后者， 
除非是在特殊的环境因素（小族群，有限移民）升高和维持相对于群内 
差异的群间差异的地方。 


因而，普遍认为族群选择模型不能解释利于群体但对个体是髙成本 
的行为的成功演化。相对于其他动物而言，基于遗传和文化变异上的 
族群选择对于人类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人类特有的增强族群选择相关 
性的特征使我们具有压制群内表型差异（比方说，通过资源共享、共同 
保险和一致决 策〉， 盲从的文化传递，民族优越感（以支持群内调和并 
维持族群边界）以及群间频繁冲突的能力。 

在金迪斯 (2000 b ) 的论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解析模型，该模型 
显示，在可行的条件下，强互惠性可以通过族群选择在互惠的利他主义 
中产生。这篇论文中，合作被模拟为在一般的条件下，行为者对将来 
能从其他成员那里得到回报有充分认识的 n - 人公共品重复博弈，如同 
无名氏定理中所断言的那样，合作通过触发策略得以持续 a 但是当族 
群面临灭绝或者解散的威胁时，比如说遇到战争、瘟疫或者饥荒，为了 
生存，合作将变得更为必须。然而，当族群受到威胁时，一个人对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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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贡献在将来得到回报的可能性急剧下降，群体解散的可能性上升， 
从而合作的动机也会不复存在。因而，恰恰当-个族群最需要趋社会 
行为时，基于互惠利他主义的合作将崩溃。在我们这个物种演化的历 
史上，这种关键时期是很常见的。少量不考虑未来的回报而对背叛者 
施以惩罚的强互惠者，能够显著提高人类族群的生存机会。而且，人 
类是群居且个体具有以低成本对受罚者施加严厉处罚的能力的惟一物 
种，这是人类高超的制造工具和狩猎能力的结果。确实，同其他灵长 
类作比较，即便是最强壮的人在睡觉时也能被最弱的人轻易杀死。使 
用 Price 方程可以简单证明，在这些条件下，强互惠者能够侵入一个自 
涉类型的人群并保持均衡。 

我们同 Boyd 和 Richerson (Boyd et al. , 2003) 的合作研究结果显 
示，通过基于行为人的模拟，对某些合作行为（显著地惩罚那些违反合 
作规范者而言），基于文化传递特征的族群选择即便是在非常大的族群 
和存在大比例移民的族群中仍然具有决定意义。产生这个令人惊讶的结 
果的原因在于，如果族群的大多数成员坚持规则，事先确定的对违反者进 
行惩罚所引发的成本是非常小的，因为背叛行为并不常见。因而，即使反 
合作行为的群内选择存在，它在合作均衡的附近也是非常弱的。这点说明 
了不同的族群长期存在很大 差异： 一些族群内几乎完全是合作的行为者， 
都事先决定合作并对不合作者加以惩罚，而另一些族群几乎完全由自涉的 
行为者组成。胜利的族群吸收失败者并随后分化导致了其他的群间变化。 

这些模型中一个特别吸引人的特点是，它们预测了一个异质的均 

衡，如同在实验文献中发现的那样，自涉者和强互惠者都包含在这个均 
衡中 （Fehr and G 沒 chter ，2002) 。 


5制度和行为的共同演化 


58 


如果族群选择是对个体合作行为的成功演化的部分 解释， 那么可以 




人类合作的起源 


认为增强族群选择压力的族群特征（比如，相对较小的族群规模，有限 
的移民，频繁的群间冲突）是同合作行为共同演化的。这种族群特征 
和个体行为可能存在协同效果。合作部分基于人类某种特殊的能力， 
它可以构建某种制度环境，以限制群内竞争、减少群内表型变异，同时 
提升群与群竞争的重要性，并允许代价昂贵但利于群内的个体行为通过 
群间选择过程同那些支持性的环境共同演化。 

这种对群内竞争进行压制可能会严重影响演化动力的观点可以在群 
居昆虫或其他物种中得到广泛认可 。 Alexander (1979 ) 、 Boehm 
(1982) 和 Eibl-Eibesfeldt (1982) 首先将这种推理运用到人类社会， 
探究文化传递的惯例对减少群内表型变异的作用。这些作法中有均等 
制度，如在非亲属间分享资源，以及减少群内繁殖适存度或物质福利的 
差异等，它们可以减少在福利缺乏时群内成员所获得的显著差异。因 
此，尽管存在对群内其他成员慷慨的优秀猎人可能比其他猎人拥有较高 
的适存度和较好的营养（作为消费比较平稳的结果）的亊实，但这并不 
表明缺乏均等，除非这些惯例同样会导致不太成功的猎人的适存度和营 
养的恶化（这似乎不太可能）。 

通过减少个体成功方面的群内差异，这些惯例可能会削弱那些压 
制对族群有利但对个人有成本消耗的举措的群内遗传或文化选择的操 
作，因而族群可以在群间竞争时得到这些利益。族群层次的制度因此 
创造了能够告知生物演化和文化改变过程明确方向与速度的环境。因 
此，减少了不利于群内利益的个体特征的选择压力和具有这些特征的 
人可以有效地减少族群灭绝可能性这些事实可以解释减少群内表型差 
异的社会制度的成功演化。 

我们沿着这些新的特征建立一个演化动力学模型。这些通过文 
化、遗传传递的个人行为以及通过文化传递的族群层次的制度特征受制 
于选择，并且群间竞争对族群层次的选择起了决定作用 （ Bowles ， 
2001； Bowles et al . , 2003) 。我们可以看到，群间冲突可以解释下面 
两个成功演化 ： （ a ) 人类社会的利他形式转向非亲缘， （ b ) 族群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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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制度结构，例如资源分享，在人类漫长历史进程中重复出现并扩散 
到各种生态系统。如果对群外成员施加惩罚的成本足够高而族群层次 
上的制度能够限制这些行为所带来的成本，减弱反对这些行为的群内选 
择，那么有利于群内利益的行为就可能得以演化。 

我们的模拟显示，如果族群层次上贯彻资源共享或者族群成员非随 
机配对的制度能够演化，那么利于族群的个体特征就能和这些制度共同 
演化，即便后者会对采纳它们的族群施加高额成本。这些结论在下面 
的说明中保持 不变： 人群中的个体合作行为和社会制度在开始是缺失 
的。然而，在缺乏族群层次的制度时，只有当群间冲突非常频繁、族 
群较小且移民比例较低时，有利于族群的特征才能演化。因此，存在 
于90 000年前的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在相关环境下合作行为的成功演 
化也许是人类特有的建构社会制度的能力的结果。 


6作为品质信号的强互惠 

因为增加了个体交配和共同建巢的机会，合作行为在演化过程 
中将可能受惠。如果其他人把有价值信息的共享和保卫族群引致的 
危险当作个人特质的诚实信号（这些作为配偶和政治同盟的特质不 
然是无法观察到的），那这就可以成为一个例子。许多关于昂贵的 
信号和人类演化的文献解释了诸如好的猎人将他们的猎物贡献给其 
他人的行为，同样的推理可以应用到合作行为。合作行为因此能够 
产生以这种信号方式结成的联盟，这个结盟产生的增强适存度和物 
质成功的结果能够解释构成这个信号的合作行为的增加。和 Er i c 
AldenSmith —起 (Gintis et al . , 2001), 我们将这个过程模型化为 

多人公共品博弈。这个博弈不包含重复或协调互动，因此如果没有 
明显的信号收益，非合作将成为占优策略。我们可以注意到，通过 
为群体其他人提供一项公共品发出关于品质的诚实信号传递能够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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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演化，并且如果拥有确定可行的条件，可以在最初稀少的人群 
中扩散。因此，与我们所说的强互惠性相一致的行为可以通过这种 
方法演化。 


然而，单单信号均衡并不需要这个信号賦予族群其他成员利益。 
反社会的行为可以执行同样的 功能： 痛打邻居以显示威力与在群体防御 
中表现勇敢是差不多的。如果发出信号是一种有利于群体行为的解 
释，本模型的逻辑必须通过证明有利于群体的信号要优于反社会的信号 
而得到补充。我们通过指出所提供公共利益的水平与发信号者提供给 
那些对信号作出反应的人的利益是正相关的来证明这一点。例如，防 
卫族群的人将比那些敲打邻居的人更有可能给予他的同伴或盟友利益 
(比方说，保护）。有利于族群的信号比反社会的信号更能吸引大 
众。最后，相互竞争族群的族群选择将青睐那些使族群受益的信号均 
衡而不是那些非信号均衡或反社会信号均衡。 

如同这个最后的原因所提出的，发信号的族群选择对合作的作用是 
促进而不是简单的累加。族群选择解释了为什么发信号是趋社会性 
的，信号理论提供了为什么族群受益的行为在群内动态过程中可能是演 
化稳定的，从而有助于行为的族间差异并因此增强了族群选择力。 


7狭隘主义 （ parochialism ) 和互惠 

个体表现合作的倾向通常依赖于对他们交往的人的 认同： “内部 
人”优于“外部人”。在上面的模型中，内部人一4卜部人的差异充当着 
关键的角色。在我们的族群选择模型中，合作行为给予同族群成员以 
利益并允许高合作的族群从族间冲突中胜出。某些有利于族内成员的 
特定行为对其他族群成员是有代价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另外，如 
我们所看到的，维持族群的边界以限制移民数量以及族群间冲突的频 
率，这为提升群内合作的族群选择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于是，似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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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群内的合作与对“外部人”的敌意是共同演进的。 

群内的偏爱经常受到物质上、语言上和其他标志内部人的特征的 
文化优势的支持，并对外部人施以排他性行动，我们把这个行为称为 
狭溢主义。我们将狭隘主义模型化为具有可互动的归属特征并排除相 
反特征的一个过滤器 （Bowles and Gintis ，2000) 。群内成员通过两种 

方式从釆用狭隘过滤器中 受益： 均衡的族群规模的缩小以及族群成员 
文化差异的降低，这都将增强互相监督和建立声誉的有效性，支持群 
内高水平合作。更多的小族群在形成规模经济、通过交换获利，以及 
从更多不同的成员中获得可能的集体认知收益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观 
察到的狭隘程度取决于这些利益同排他性行为的成本之间的平衡。由 
于所有这些都随着环境和技术的改变而演化，我们关于“优化的狭 
溢”的分析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合作与群外敌对共同演化的模型， 
尽管我们没有尝试这一宏大的计划。 


8趋社会 情感： 模型和实验证据 

如同我们前面论证的，忠实于社会规范不仅是出于追求自利的认知 
考虑，同时也是出于情感。羞耻、同情和其他内心活动在维系合作关 
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令人困惑的是趋社会情感乍看起来是一种利 
他的行为，能够给别人带来利益而自己花费成本。在动态收益单调的 
情况下，自涉的特征一般会增加频率，因此趋社会性将萎缩。 

痛苦是一种趋社会的情感。羞耻是一种社会 情感： 当一个人因为 
违背一种社会价值或没有遵守一种行为规范时，他会因被他所处的社会 
群体的其他人贬低而感到痛苦。 

羞耻能够实现类似痛苦的那种效果吗？如果被社会贬低具有适 
存度成本，而且羞耻的数量与福利成本的水平密切相关，那么答案 
就是肯定的。像痛苦一样，羞耻使行为者去弥补导致这种刺激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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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在将来避免类似的情况。如同痛苦那样，羞耻用一种简单的信 
息取代复杂的优化 过程： 不管你在做什么，可能的话停下来，且不 
要再做。当然，如果好处足够大， 个人也可以 克服这种不愉快的羞 
耻感，但是在平均水平上，这种情感仍然能够减少导致羞耻的社会 
行为的发生频率。 

既然羞耻是一种演化选择而且具有成本，平均来讲它应该给予 
那些体验过羞涩的人一些选择优势。两类选择优势在这里起作用。 
首先，羞耻可以增强一个具有不完全信息（比如，一个特定的反社 
会行为是如何减少适存度的）、有限或不完善的信息处理能力以及 
倾向于低估未来再行动的成本与收益的行为人的适存度。或许在没 
有羞耻的情况下，所有的三种条件将共同导致对社会非难的次优反 
应，而羞耻使得我们更接近于最优。羞耻有警示我们将来的消极结 
果的作用是以所组成的社会会对规则违反者施加惩罚为前提的。羞 
耻可能是与促使对反社会行为进行惩罚的情感共同演化的（我们模 
型中的互惠动机）。 


那些有羞耻感的人的第二种选择优势通过族群竞争效应而体现。 
在羞耻感非常普遍的地方，对反社会行为的惩罚将非常有效，其结果是 
惩罚很少被釆用。于是，普遍有羞耻感的族群将以有限的成本维持一 
个较髙的合作水平并通过群体间选择得到扩张。羞耻于是成为一种节 
省成本的群内惩罚的方法。 

着耻可以在实验室内进行研究。鲍尔斯和金迪斯 (2002) 研究了 
—项行动者最大化包含五项不同动机的效用函数的公共品博弈，这些动 
机有个人的物质收益、对别人收益的评价、对利他性和互惠程度的依赖 
和由于没有能够对集体努力作出同等贡献带来的负罪感或羞耻感。如 
果被别人惩罚过的参与者以比一个物质收益最大化行为者更为合作的行 
为来回应，那么羞耻感就是存在的。我们提供间接的实验证据来说明 
这种情感在公共品博弈中起着某种作用。但是，博弈中情感作用的直 
接证据仍然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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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规范的内化 

内在规范是部分通过内在制裁来强制实施的种行为模式。当人 
们自己评估某些行为以及/或不论这些行为对个人适存度和/或可觉察 
到的福利的影响时，他们在遵循内在的规范。将规则内化的能力在人 
类中是很常见的。虽然规范内化在社会学文献（社会化理论）中有广 
泛的研究，但在该领域之外几乎完全被忽略。 

社会化模型因为提出人们釆取的规范独立于他们的认知收益 （ per ¬ 
ceived pay off ) 而遭到严厉批评。 事实上，人们并不总是盲目遵循那 
些社会规范，有时他们将顺从作为一种策略选择 （ Gintis ，1975) 。在 
社会学文献中提出的“过度社会化” （ oversocialized ) 模型中，个体能 
通过增加一个反映行为者从低收益转向高收益策略的表型复制过程而获 
得平衡 （ Gintis , 2003 b ) 。 

所有成功的文化都鼓励增强个人适存度的内在规范，如面向未来、 
好的个人卫生、积极的工作习惯以及控制情感。文化同样普遍地促进 
使个体从属于群体福利的利他主义的规范，如勇敢、诚实、公平、积极 
合作以及对他人痛苦的同情。 

给定大多数文化促进合作行为，并且如果我们接受社会学关于个 
体内在规范是通过父母和其他有影响力的长辈来传递的观点，解释人 
类的合作将变得简单。只要社会的一小部分人将合作的规范内化并惩 
罚搭便车者和其他违反规范者，高度的合作就能够长时间得到保持。 
这样我们有两个谜题：我们为什么要将规范内化？为什么文化能促进 
合作行为？ 

我们提供一个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内化能力得到发展，因为这 
种能力可以在一个社会行为非常复杂和多面以至于不能通过个人理性评 
估获得成功评判的世界中增强个体适存度 （ Gintis ，2003 a ) 。内化把 


64 



人类合作的起源 


规范从个人实现福利最大化的手段变为终极目的。不难显示，如果一 
项内化的规范能提高个体适存度，为了可行的社会化模式，内化规范的 
等位基因是稳定演化的。 

我们 （ Gintis ，2003 a ) 使用这一框架来模拟赫伯特 • 西蒙对利他主义 
的解释。西蒙认为利他性规范可以搭内化规范一般倾向的“便车”增强 
适存度。但是，西蒙没能提供这个过程的正式模型，而且他的观点完全 
被忽略了。本章指出西蒙的见解能够解析地进行建模，而且在可行的条 
件下是有效的。一场直截了当的关于基因一文化共同演化的辩论就解释 
了为什么降低适存度的内在规范是趋社会的而不是有害社 会的： 有着趋 
社会内在规范的族群将胜过那些有着反社会或中立的内在规范的族群。 


10结 论 

我们对人类合作的说明中贯穿着两个 主题： （ a ) 人类演化中族群 
的重要性和多层选择的力量。 （ b ) 潜在动态的基因一文化共同演化。 
我们以对被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两种方法进行评论作为结束，它们是把自 
利以同义反复的形式拓展到演化基本法则的地位以及将文化当作基因和 
环境互动的一种附带表达。 

如同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有名的 
传统已经开始寻求用“正确理解自利的原则”来解释合作行为。从 J . 
B . S . Haldane “他将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八个溺水的兄弟姐妹”的双关语 
到现代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这种传统已经阐明了血缘关系、重复博 
弈，以及群体成员间社会互动的其他方面可以赠予那些从事无私行为的 
人适当的好处。关键在于，如果注意到通过遗传和文化传递的特征选 
择的差异复制是收益单调的，那只有平均高收益的特征才能成功地演 
化。如果自利行为被定义为具有平均高收益特征的行为，那么自利原 
则就成为演化的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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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著名的演化生物学家正好坚持这-•点。例如道金斯 （1989) 在 
《自私的基因》的前四页中 写道： “在一个成功的基因中可望发现的显 
著特征是无情的自私性。这种基因的自私将产生个人的自私行为…… 
让我们试着传授慷慨和利他主义，因为我们生来自私。” 类似地， 

从人类行为的演化分析中抽象出哲学含义 ， Richard Alexander (1987) 
说： “只有社会被看作是个体追求他们自己个人利益的集合时，我们才 
能理解伦理、道德、人类行为以及人类心灵。我相信，人们通常服从 
于他们所能觉察到的个人利益才是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准则。” 

如托克维尔一样，我们反对将自利概念作同义反复地扩展。我们 
不关心这个方法中假定的基于适存度或其他收益单调的动态过程。毫 
无疑问，人群中适存度较低的特征在可行的动态演化中将遭受阻 碍：甚 
至文化的演化也会偏向于导致个体物质上成功的行为。而且，我们注 
意到对“自利”这个概念的曲解。在达尔文的词语中，诸如“随时准 
备在危险的时候警告对方、相互帮助和彼此保卫”都被认为是“自私” 
的同义词。像达尔文 （1871/1893) 认为的，普遍存在这些行为的部 
落将“扩张并战胜其他部落”。我们避开“自私”和“自利”两个术语 
以避免混淆，根据对个体的成本和对群体成员的利益来定义合作行为。 
我们的模型和模拟显示，在合理情况下这些行为将增加，这是人类群体 
的族群结构和合作者普遍存在的族群成功的结果。 

转到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要点。我们注意到，各种不同的作者， 
如马克思和一些当代的社会生物学家，在他们的论述中普遍（即便很少 
直接提出）将文化缩影为遗传和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一种结果。如同 
自利原则，那些认为自然环境和基因交互作用影响文化演化的假说引发 
了众多的洞见。然而，同样正确的是，文化会影响到某些自然和社会 
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基因传递的行为特征的相对适存度是已经决定了 
的。 Cavalli-Sforza 和 Feldman ( 1981 ) , Boyd 以及 Richerson 

(1985 ) ， Durham (1991) 和其他一些人提供了一些文化影响遗传演化 
的引人注目的例子。我们自己的通过基因遗传个体行为和通过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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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群体层面上的制度这两者共同演化的模型只是这个过程中许多模型中 
的一部分。例如，在我们的一个模型中，我们看到通过文化传递的习 
俗（资源共享）对于由自然选择所控制的通过基因遗传的利他特征的演 
化具有重要作用。把人类文化，尤其是它们所支撑的制度结构表达为 
一种生态位构架，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影响遗传演化的环境，这会是很 
有帮助的 (Laland et al . , 2000； Bowles , 2000) 。 

对人类合作的起源的解释所作的挑战引导我们对以游猎为生的人类 
或者是无国家的简单人类社会及生活环境进行研究，他们可以无可争议 
地构成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并构成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同样的探索 
使得非合作博弈理论（假设不存在可实施的参与前协议）成为一种基本 
工具。但是，如同几个作者所指出的，大多数当代合作是以多边对等 
交往和第三方强制的实施为基础，并由现代国家来实现的。或许，避 
免根据我们对晚更新世的合作的起源的思考来对21世纪的合作下冒然 
的结论是谦逊甚至是明智的。 


注释： 

[1] 合作的这种定义排除了互惠交往（互利共生，进化理论对此的解释更为简 
洁）、利他主义的非生产性形式（这时得到的利益不会超过利他主义者的成本），以及缺 
乏共同收益的联合活动这些我们渇望解释的行为特征。 

[2] —个著名的定理显示，一大群行为者中的重复能够支持有效率的合作均衡 （ Fu - 
denbergandMaskin , 1990) , 这种均衡髙度要求族群成员 永生， 甚至不能近似地应用于 
那些拥有最乐观地长寿假设和未来安排条件的人类族群。 

[3】注意这最后一句中的傾向以鉴别具有一般意义上髙收益的自利，但使用该术语 
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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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和共同体治理* 

萨缪•鲍尔斯赫伯特 •金 迪斯 


1引 言 

社会资本通常涉及信任、关心同事、自觉遵守共同体规范以及自发 
惩戒违规者。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_阿奎那到埃德蒙 • 伯克 （Ed¬ 
mund Burke) ,这些古典思想家都将此类行为看做是有效治理的必要因 
素。然而18世纪后期的政治理论家和宪政思想家 （constitutional 
thinkers) 则把经济人当作分析的出发点，并且在此基础上强调其他必 
要因素 （desiderata) ，特别是竞争的市场、明确界定的产权和有效且 
具备善良意志的政府，从而使好的游戏规则代替了优秀市民 （good 
citizens) 成为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 （sine qua non) 。 

19世纪到20世纪初出现的两大阵营界定了治理所需的很多制度和 
政策条件，争论的一方拥护自由放任 (laissez faire) 而另一方则支持全 
面的政府干预。实践型的人 (Practically-minded people) 出于良心或 


• 原文題目为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 发表于 Economic •/ournaf 
112 (2002) : 419 —436 ，熊艳艳译，感谢 Kate Baird, Michael Carter, Jeff Carpen¬ 
ter t Christina Fong, Yujiro Hayami 和 Elisabeth Wood 的帮助和评论，以及 John. D 和 
Catherine T. MacArthur 基金会的财政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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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到选举的约束，很少以武断的态度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从 
不简单狭隘地接受争论中任何一方的观点。不过这场争论活跃了学术 
界的气氛，20世纪中期甚至后期比较经济制度的课本中就包含了相关 
的内容。争论双方共同的隐含假设是市场或政府都能充分控制经济过 
程*除了市场和政府别无其他的资源配置方式，对市场和政府进行混合 
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争论的主要观点、那些维护自发秩序或是社会 
计划的夸张言辞，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 
争论双方都不再执着于自己的立场，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同时存在 
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社会资本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不是因为它 
自身的优点，而是由于市场和政府都存在缺陷。 

主张政府千预的一方重视社会资本是因为它肯定了在解决社会问题的 
过程中信任、慷慨和集体行动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从而反对这样一个观 
点： 明确界定的产权和竞争的市场可以成功地驱使自私动机实现公共目 
标，至于公民美德则并非必要。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对社会资本着迷则是因 
为它表明，在市场失灵（如提供地方公共品和各种保险）的地方，住宅区、 
父母教师协会和保龄球社团等组织而非政府就可插手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不是政府的能力和责任的局限性在官僚制度的自负和不切实际的 
五年计划中得到了无误的证明，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市 
场社会主义者也许不会加人这场争论。如果保守派理想化的制度能够运作 
得好一些，那么他们的渴求也许就会少一些。但是20世纪早期出现的大 
萧条、增长的环境问题以及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使得教科书中理想化的资 
本主义失去了光泽。这些幻想的破灭为社会资本的引入建立了基础。 

10年前，一些在其他方面持怀疑论的学者和疲惫的政策制定者指 
出意大利托斯卡纳区合唱队的社团和该地的有效治理存在高度相关性， 

还对一个公民意识渐缺 （bowl alone ) 的国家提出预警，并引用托克维 
尔对美国作为一个社区国家的评论，这使他们的朋友感到非常吃惊。 
乔治 •布什 （老的那个）总统一直极力主张美国人民进行政府转向，建 
立起一个富有活力的市民社会。前第一夫人希拉里也提出“应该让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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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去抚养孩子”，世界银行还专门为这个题目建立了一个网站。 

社会资本的兴起反映了政界和学术界日益重视真实的人的价值观， 
它并不仅是经济人的一个经验上可信的效用方程，它强调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如何与家庭成员、邻居、同事交往，而不仅仅是局限在作为买者、 
卖者和市民的身份上。社会资本概念的兴起也表明了充满意识形态色 
彩的“计划 VS . 市场”争论的结束。 

如同伏尔泰的上帝一样，“如果社会资本原本不存在，它也可以被 
创造出来。”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并不是一个好的说法。资本指 
可以拥有的物品，即使是孤立社会中的鲁宾逊.克鲁索也拥有一把斧头 
和一张渔网。对比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的意义在于描述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共同体”很好地反映了有效治理的方方面面，因为它关注 
于群体在做什么，而不是拥有什么，这解释了社会资本的流行。提到 
共同体，我们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直接地、频繁地、多方面地互相接 
触 和互相影响。一起工作的人通常构成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像住宅 
区、一群朋友、专职人员和商业网络、帮派、运动联盟都是共同体6 
这些因素说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非感情才是构成共同体的最主要特 
征。无论一个人生于一个共同体，抑或是主动进人一个共同体，在通 
常情 况下，迁徙到另一个共同体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共同体这个概念使我们明白，要理解信任、合作、慷慨以及其他社 
会资本研究所涉及的概念时，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交往的结构，弄明白同 
一个人为何在不同场合的社会交往中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资本水平与类 
型。这条从社会结构入手研究社会资本的路径可能会和 Glacser , 
Laibson 和 Sacerdote (2002) 提出的基于个体的社会资本模型形成对比。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提出一个新的“共同体治理”框架。 
我们先举一些例子，给出一个简单的模型和一些实验结果，证明基本行 
为假设的合理性。与 Durlauf ( g 卩将发表）强调的社会计童问题不同， 
我们怀疑那些常用的指标是否能精确预测我们的实际行为。例如， 
Glaeser ， Laibson , Scheinkman 和 Soutter (2000) 发现，由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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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和其他人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关于衡量信任的那些标准问题， 
不管是受试者在现金激励的实验中的反应，或者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行 
为（如是否愿意借款给别人），都没有提供任何新信息。接着我们回 
到共同体治理的本土性问题，以及那些和我们一样确信政策设计必须认 
识并且致力于加强市场、政府以及共同体之间互补性的人所提出的挑 
战。 [ li 最后，我们将以对共同体未来重要性的一些思考结束本文。 


2共同体治理 

共同体是有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可以处理一些个人无法 
独立解决，市场和政府也很难解决的问题， 

例如 Felton Earls，Robert Sampson 和 Steven Raudenbush (1997) 

研究了芝加哥的一些住宅小区后发现，居民们会严厉地批评那些逃学、 
制造麻烦、在墙上乱涂乱画的青少年。他们愿意干涉小区内务，维护 
对小区有利的机构。当地方消防队受到预算削减的威胁时，共同体居 
民将对此进行干涉。这些都是作者们所称的“集体效力” （collective 
efficacy ) 的例子。但在另一些小区中，居民们则釆取一种不干涉的态 
度。作者们还发现，小区之间的集体效力水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但不论在富人还是穷人、黑人还是白人的社区里，都可能呈现出或高或 
低的集体效力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种族异质性在预测低水平的集体 
效力时，相比于经济劣势、低房屋所有率和其他居住不稳定的指标，显 
得不那么重要。作者们还发现集体效力水平髙的地方，暴力犯罪明显 
较少。芝加哥住宅小区的例子说明了共同体规范的非正式执行力。 
Platteau , Jean - Philippe 和 Seki (1999) 研究了日本富山湾的捕鱼 

合作组织，阐明了共同体问题的另一方面。面对不确定的捕捉物和所 
需的较髙技术水平，一些渔民选择共享收入、信息和培训。一个35年 
前成立，至今还非常成功的合作组由7条捕虾船的全体船员和船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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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些船队共享收人，共担成本，共同修理破损的渔网，共享捕虾 
地点变换的信息。年长的成员传授他们的技术，受更高教育的年轻成 
员则教授其他人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和声呐的使用方法。合作组的 
收入共享和成本共担活动允许船队到更具风险、产量更高的地区捕鱼， 
共享技术和信息则提高了利润，缩短了船队间生产力在船只、捕鱼、远 
距离装运和营销上的差距。这与增加利益分享过程的透明度，使得机 
会主义行为更容易被察觉的过程是同步的。 

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拥有自己企业的夹板工人吸取了芝加哥住宅 
小区相互监督方式和渔民风险共担方式两方面的经验。他们选举自己 
的管理者，要求成员分享企业的所有权并以此作为雇佣的条件，同时又 
以在企业工作作为拥有企业所有权的条件。在这个产业向美国东南部 
转移之前，这些合作组已能成功地和传统企业竞争，时间达两代人之 
久。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高水平的工作承诺和管理监督成 
本的节省（当一家企业的性质转变为合作社所有制之后，管理者可以减 
少 3/4) 。 Ben Craig 和 John Pencavel (1995) 通过计量研究指出，合 

作组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传统企业。当遇到夹板需求周期性下降 
的时候，这些合作组并不解雇工人，只是减少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时间， 
使得周期性风险不再强加于一小部分人身上，而是由所有共同体成员来 
分担（参考 Pencavel, 2000) ,还可以在 Hansen (1997) , Ghemawat 
(1995) ， 以及 Knez 和 Simester (1998) 那里找到更多的例子。 

如这些例子所示，共同体可以解决经典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问 
题： 像因为以邻为壑造成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缺少保险和其他分担风 
险的业务（即使对双方都有利），将穷人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以及对 
工作努力过多和无效的监督等等。共同体之所以有时可以弥补政府和市 
场失灵，是因为共同体中的成员而非外部人拥有其他成员行为、能力和 
需求的关键信息。共同体成员可以利用这些信息维持共同体规范（例如 
夹板工人间和渔民间的工作规范、芝加哥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同时还 
可以通过这些信息选择有效的制度安排以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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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信息分散在共同体内部，一个扬眉的动作，一句话，一个警告，一 
些闲话或者嘲笑，当它们在人们习惯称“我们”而不是“他们”的邻居或 
同事之间互相传递的时候，所有这些言行举止都可能含有特殊的意义。 

因此，当市场契约和政府指令失效的时候，共同体对治理起了重要 
的作用，因为法官、政府官员或者其他共同体以外的人无法有效利用那 
些对加强有利的市场交换和政府指令来说所必需的信息。然而共同体 
成员可通过彼此间持续的联系，加强信任、互相关心，从而支持群体 
规范简单有效的 执行。 这种观点在社会学中早就存在，即使是经济学 
家中也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个现象。 30 年前，阿罗和德布鲁首次给出 
亚当 • 斯密200年前关于市场“看不见的手”论断的完整证明。但是 
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必需的公理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于阿罗强调了我 
们现在称之为社会资本的东西的重 要性： 


缺少信任 …… 人们会失去互利的合作机会……社会行为规 
范，包括伦理道德准则（可能是）……对弥补市场失灵的社会反 
应 。 （Arrow 1971:22) 

共同体就是维持这些规范的一种方式 （Bowles and Gintis ， 1999, 
Bowles and Gintis, 1998) 0 


3 共同体和激励 

目前，比较制度分析的任务就是在不考虑计划还是市场的争论的情 
况下，阐明不同的制度组合能处理哪类问题。契约理论、机制设计、 
博弈论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已经能让经济学家处理相当多的问题。市 
场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能利用私人信息。所以当交易者可签订完全 
契约并能在低成本下执行该契约时，市场通常优于其他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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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契约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紧密相连的时候，市场竞争提供了 
--种分散的和难以被破坏的 机制： 惩罚无能者，奖赏高缋效者。 

和市场一样，政府也能相对较好地处理某些特殊问题。特别是， 
对于私人部门之间的交往，政府有权力制定并强制执行博弈规则。所 
以当参与项目带有强制性时（例如社会保险或建设国防），由政府控制 
的经济过程最有效。 

但是，共同体可以解决一些政府和市场都失灵的问题，尤其是当社 
会交往的性质或者所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性质无法在契约中完全界定， 
或者其界定成本极为高昂的时候。共同体治理依靠分散的私人信息， 
根据共同体成员是否遵守社会规范而作出相应的奖励和惩罚，通常这些 
分散的信息是政府、雇主、银行和其他大型的正式组织难以获得的。 
—个有效的共同体会监督其成员的行为，使得成员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 
责。与政府和市场相比，共同体能更有效地鼓励和利用激励措施，使 
得人们按传统规制他们的共同行为，这些激励包括信任、团结、互惠、 
名誉、自豪、尊重、报复和报答等。 

共同体的以下几个方面可解释其作为治理结构特有的能力。第一， 
在一个共同体中，今天互相接触的成员，今后仍然接触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人们有强烈的动机按对社会有利的方式行事，以避免日后他人的报 
复行为。第二，共同体成员间的频繁交往使得他们彼此间能发现更多的 
个人信息，了解彼此近期的行为和未来很可能釆取的行为，从而降低交 
易成本、提高收益。共同体成员越容易广泛地获取分散人信息，他 
们就越有动机向有利于集体利益的方向行事。第二:，共同体通过其成员 
直接惩罚“反社会”行为的人克服搭便车问题。当影响他人福利的个体 
行为不受强制实施的契约约束时，不良动机就会不断滋长，而在工作团 
队、信用社、合伙经营、地方公共事物和住宅小区中，成员间的互相监 
督 和惩罚是削弱这些不良动机的有效办法。 （ Whyte , 1955； Homans , 
1961; Ostrom , 1990; Tilly , 1981,* Hossain ，1988； Dong and Dow , 
1993 b ; Sampson , Raudenbush and Earls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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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共同体的运作机制，经济学家还是从理性个人出发，处理 
那些一眼看上去不合作肯定是占优策略但最终却形成合作的模型。我 
们在很多地方已经阐释过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解释是不充分的 （Bowles 
and Gintis , 2001； Gintis ，2000 a ； Bowles , 2002) 。与此相比，经济 

学之外的行为科学家一直通过对利他、情感以及其他非自涉动机的考察 
来解释共同体。但是，许多研究都缺乏对共同体结构的考察，没有关 
注共同体结构是否与基于意向性行为的均衡这种传统看法一致。在这 
个部分里，我们引人一个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面向均衡的经济学模型 
(或者说，博弈论模型），再加上 …种特 殊的他涉偏好 （ other - regard - 
ing preference ) ,即在共同体中个体有遵守集体规范的倾向，哪怕自己 
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引人非自利动机，因为我们坚信要解释共同体 
是如何通过相互监督执行规范，必须超越传统的个体行为模型。 
Besley 和 Coate (1995) 引人了社会惩罚机制 ， Kandel 和 Lazear 
(1992) 引入了同辈压力机制，都表现出对传统行为模型的不满。共 
同体往往有强制执行规范的能力，因为有一部分个体愿意付出一定的代 
价来惩罚那些卸责的人，虽然他们自身无法得到明显的回报。我们把 
这种行为称为“强互惠性”。强互惠主义者无条件地与他人合作，并 
惩罚不合作者，即使惩罚行为不符合传统的理性人假设 d 鲍尔斯和金 
迪斯 (2000) 提供了大量的互惠性证据。也可以参考 Fehr 和 Gdchter 
(2000) 以及金迪斯 (2000 b ) c 

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社会里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包括彼此完全 
陌生的情况下，人群中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是强互惠主义者 （ Herich , 
Boyd , Bowles , Camerer , Fehr , Gintis and McElreath , 2001) 。 

我们这里回顾一下公共品博弈实验的证据，它的博弈结构与共同体治理 
的问题非常接近。至于其他相关证据，包括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 
弈、共用资源与信任博弈，可以参考 Gilth 和 Tietz (1990) , Roth 
(1995) 以及 Camerer 和 Thaler (1995) 。 

公共品博弈由《个严格匿名的受试者组成。每一个受试者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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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验结束后，点数都可以兑换成现金。每轮博弈中，每个人可以 
把一部分点数放人一个“共同账户”，保留其余的点数。该轮博弈结 
束后，每个人除了手里保留的点数，还获得(1/〃， 1) 倍公共账户 
的点数。于是，为公共账号存钱就变成一种利他行为，因为它增进了 
团队的收益 （g > 1/« ) 而减少了个人的收益 （g < 1 ) 。 

如果受试者是自利的，那么不为公共账号存钱在公共品博弈中就是 
一种占优策略。但是，在公共品实验中，只有-部分人的行为符合自 
利的模型。通常情况下，受试者在博弈开始时一般会往公共账户里存 
入一半的点数。 

如果博弈持续几轮，那么为公共账户存钱的点数趋向于减少。在 
Fehr 和 Schmidt (1999) 的12轮公共品博弈实验中，早期几轮大家对公 
共账户的贡献大约在40%到60%之间。在最后阶段通常是（第10 
轮）， 73%的个人 （AT = 1042 ) 什么都不捐献，还有很多人的贡献率接 
近于 I 对此的解释是，受试者发现为公共池捐献还不如不捐，认为自己 
被那些捐献很少或者不捐的人欺骗了，他们惟一可以用来抵制搭便车的人 
的办法就是降低自己的贡献率 ( Andreoni , 1995) 。实验支持这一解释。 
当实验允许个人惩罚那些不作贡献的人的时候，他们情愿承担一部分成本 
来惩罚那些人 （ Dawes , Orbell and Van de Kragt , 1986； Sato , 1987, 
Yamagishi , 1988 a , b , 1992； Ostrom , Walker and Gardi ^ r , 1992)。 

例如， Fehr 和 GSchter (2000) 就建立了一个 n = 4 的 10 轮公共 
品博弈实验，实验中存在有代价的惩罚，并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分配族群 
人员。在私人 （ personal ) 情境下，4个受试者组成一个团队不变，进 
行10轮博弈。而在陌生人 ( stranger ) 情境下，每一轮受试者都随机 
搭配。最后，在完全陌生人 （perfect stranger ) 情境下，受试者被随机 
搭配而且保证以前博弈过的个人永远不会再相遇（在这种情况下，总的 
博 弈轮次必须从10轮减少到6轮，以避免受试者的重复相遇）。平均 
来看，每个受试者能够从实验中获得35美元的收益。 

Fehr 和 Gichter (2000) 分别在有惩罚和无惩罚的条件下进行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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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的博弈实验。他们的结果表示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有代价 
的惩罚机制被允许实施时，合作不会最终崩溃。在伙伴博弈的情境 
下，虽然是严格匿名的，但合作水平持续提高，几乎到达完全合作，哪 
怕在最后一轮都是如此。但如果不使用惩罚机制，那么这些受试者在 
进行同样的公共品博弈实验时，合作最终解体了。 


有惩罚 


无惩罚 


伙伴 


图1伙伴，陌生人与完全陌生人环境下，实施惩罚机制的 
平均贡献领先。（取自 Fehr and Gachter , 2000) 

伙伴效应与陌生人关系之间的对比是值得关注的。在后一种情境 
下，惩罚机制能防止合作的变质。对前者来说，惩罚机制则能持续推 
动合作比例的上升，直到接近完全合作的程度。这个结果表明，受试 
者个人有意愿惩罚搭便车者（在陌生人情景中），但在能识别身份的共 
同体中博弈时，惩罚搭便车者 （与 伙伴 博弈） 的意愿更强烈。这样， 
越 是维持强烈的互惠性倾向，共同体就越紧密，存在的时间也越长。 

受试者经常自己承担损失来惩罚团队里其他人，这种情况对标准的 
行为模型提出了重大挑战。在完全陌生人的环境下（或者在其他环境 
下博弈的最后一轮），占优策略必定是什么都不贡献，也不惩罚别人。 
事实上，从策略的角度来看，惩罚机制与对公共品作贡献是相等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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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惩罚机制是典型利他主 义的： 做对别人有利的事，自己承担成 
本。受试者惩罚低贡献者，并且在被询问为什么这样做时表现出强烈 
的厌恶态度，这些事实都表明这种惩罚是情绪性的反应。更确切地 
说，这是一种愤怒感的表达。 

我们自己的实验 ( Bowles , Carptenter and Gintis , 2001 ； Bowles 
and Gintis , 2001) 表明，在完全陌生人的公共品博弈实验中，惩罚低 
贡献率者并不仅仅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下面的博弈中多贡献一些，从而使 
得大家都能获得更多。同样，被惩罚者在后面的博弈中表现积极也并 
不是因为他们想避免未来继续受惩罚。我们猜想，可能是惩罚引发了 
推卸责任者的羞耻感，这使得他们对惩罚作出积极的回应（并不是简单 
的收益最大化），这是对惩罚有效性的一种解释。公共品博弈实验表 
明，个人动机包括互惠性偏好可以通过互相监督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上，即使在很大规模的共同体里也是如此 （Bowles etaL ，2001) 。长 
期以来，经济学忽视这些非标准的动机。不过，如果这些非标准的动 
机是使共同体运作的部分原因，那么它们也一样隐含着共同体的失灵。 


4共同体失灵 

共同体跟市场、政府一样也存在失灵。成员彼此间持久的接触要 
求共同体的规模要相对小，同时，由于共同体成员偏好与共同体内部的 
其他成员交往，这经常限制了他们发展从外界更广泛的交易中获得利益 
的能力；此外，共同体相对同质性的趋势使其不可能获得由不同的知识 
和其他技术补充所能带来的经济多样性利益。然而这两点缺陷并非无 
法克服。通过共享信息、设备和技术，日本渔民实现了合作程度低的 
群体很难达到的规模经济，并从成员才干的差异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同样，在被称为“第三个意大利”的地方，当地商业网络和政府 
一起使得原先无法独立生存的小企业在营销、研究和培训的规模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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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益，让它们能与其他的公司巨头竞争。但是与官僚机构和市场相 
比，共同体有限的规模经常造成不可避免的成本。 

共同体失灵的第二个方面比较不明显。当由个体选择而不是由集 
体决定群体成员时，群体的构成就很有可能会在文化和人口统计上更具 
同质性，因此剥夺了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假设大多数住宅区的人口由 
仅通过外表和谈吐就能辨识的两类人组成，每个人都强烈地选择加入大 
群体而不愿意成为少数派。如果个体都想将他们自己归人共同体群体 
中，那么在全部共同体成员中将产生一种趋势，即所有成员都将最终处 
于被隔离的状态，其原因在 Thomas Schdling (1978) 关于邻里倾卸的 
文献中作了解释。整合后的共同体能使其中每-个成员的福利获得改 
善，但是当成员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该群体时，这个共同体就无法维系 
了 。 Young (1998) 和 Bowles (2001) 建立模型证明了这个结果。 

经济学家使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术语来指出这些治理结 
构有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我们讨论中所述及的“共同体失灵” 
也指这种情况。但同政府和市场一样，共同体经常在其他地方，有时 
甚至是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失灵。大多数个体在熟悉的人中寻找群体 
成员，不然他们会感到孤独。但这种归属要求会导致恶待那些不喜欢 
合群的人，群体的同质性往往会加剧这个问题。当基于种族、地域、 
民族和性别在道德上不一致而引起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差异时，共同体治 
理会比市场和政府更多地导致地方狭隘主义和种族对抗。当内部人有 
财有权而外部人遭受剥削时，共同体的这个问题将变得更为突出。 

这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共同体成员有效地工作是因为他们擅长加 
强规范，并依据规范而确定事情的好坏或对错。开普镇附近地区的白 
人居民最近反对种族融合，正如人们可想像到的，这是社会资本发挥作 
用的结果 （ Jung ，1998) 。更显著的是 Dov Cohen (1998) 对美国暴 
力和共同体稳定之间关系的区域差别所作的研究 。 Richard Nisbett 
(1996) 阐述了 “荣誉文化” （culture of honor ) 现象，他发现在美国 
南部和西部的白人男子中，荣誉文化通常会使人们由公众场合的辱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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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吵转变为势不两立的对峙。 Cohen 的研究证实在美国北部地区由于 
争吵而导致的谋杀事件在那些较稳定的住宅区中发生得相对较少。但 
是这个结论在南部和西部地区正好相反，在荣誉文化占主导的地方，住 
宅区的稳定与谋杀事件的数量显著正相关。 


5加强共同体治理 

很多自由主义哲学传统的追随者，不论是保守的自由放任鼓吹者 
还是他们的社会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批评家，都只把共同体视为远古 
时期的残留物，它们缺少治理所必需的产权、市场和政府。从这点上 
说，共同体不是解决市场和政府失灵方案的一部分，而是地方民粹主 
义或者传统原教旨主义所引出问题的一部分。很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一直反对武断地拥护计划或者市场，但他们仍然坚定地把锚拋在好政 
府这条船上，目前争论的焦 点是： 最佳的治理结构应落在从政府到市 
场中的哪一点上。 

而那些倡导社会资本的人，或者像我们这样认为共同体治理是政策 
制定和制度建立的重要方面的人，则对上述观点表示不满，质疑（如 
Arrow ) 政府和市场的组合是否已经很完美以致其他社会规范都已多 
余。我们相信共同体治理的本质缺陷可以由足够的社会政策来填补。 
很多学者也指出完善市场或是确保政府干预成功的努力，会破坏虽不完 
美但并非无价值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治理系统，他们认为仅仅将政策范 
式限定在政府和市场上，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我们的看法跟新古典经济学课本上的乌托邦资本主义和乌托邦计划 
经济的一个分支——福利经济学不同。福利经济学在过去的50年中一 
直天真地认为政府同时拥有获取信息和弥补市场失灵的能力，但亊实上 
并没有理想的共同体治理的蓝图。正如 Ostrom (1990 ) 、 James Scott 
(1998) 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共同体包含上百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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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规则、事实上的产权形式和决策制定过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 
解决问题。但以上这些可能间接地说明了一些经常能在绩效良好的共 
同体中发现的共同要素，它们也许能够成为旨在加强共同体治理的公共 
政策的重要部分。 

首先，我们的实验证据强烈支持的政策措 施是： 共同体成员在解决 
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时应当分享成功的利益，分担失败的损失。在日 
本渔民的例子里，船长和船员都拥有合作组的产出，因而能从成功中直 
接受益。在芝加哥的住宅小区中，即使控制了大量的人口统计和经济 
变量，普遍拥有房屋所有权的共同体仍然显示出较高水平的集体效力。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房屋所有者从他们与邻居互动关系的改善中完全获 
益，而不仅仅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这个解释与 Sidney Verba 等 
(1995) 指出的一致，他们认为在控制了大量的人口统计和其他变量 
后，美国房屋所有者更愿意参与地方而非国家政治 。 Edward Glaeser 和 
Denise Depasquale (1999) 也发现德国人房屋所有权的变化预示了公民参 
与水平的变化。最后，夹板工人获得成功的例子太复杂，用分享合作组 
收人的剩余索取还无法解释，因为每个人的收益都与其他人的努力结果 
相关。总体看来，这些例子说明，为实现成功，共同体成员必须拥有那 
些资产，他们或者使用其工作，或者以共同体工作影响其价值。 

其次，正如我们已经在带有惩罚的公共品实验中看到的，如果监督 
机制和惩罚不合作者的机制能够内化进人互动的结构中去，那些会颠覆 
共同体的破坏合作机制的行为就能被制止。那些旨在提高共同体内个 
体互动行为透明度的政策，再加上鼓励对卸责者采取各种形式惩罚的机 
制，就能解决合作的问题，即使多数个体都是自利的。狩猎一采集的 
原始部落往往保持一种 风俗： 大家一起分食所得的食物。这种机制的 
目的就是使大家都能很容易地发现谁违反了分配规则。日本富山海湾 
渔民在统一时间上岸卸货，以保证实施公平的分配机制。 

在这些描述适度规模团队内合作行为的模型里，一个非常重要的 
特征是，通过惩罚卸责者而维持合作的多种均衡存在。如果合作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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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那么具有规范意识的人惩罚卸责者的成本很小，规范就可以维 
持下去。当合作非常罕见时，那些惩罚卸责者的人本身要付出极高的 
代价，从而使得他们在演化过程中被淘汰 （ Boyd , Gintis , Bowles and 
Richerson , 2001) 。这就意味着，在具有文化规范的异质人群中， 
是否去惩罚那些违背社会规范或者自私自利的人从而表现出高水平或 
者低水平的合作率，不仅与人群中不同类型人的分布有关，更与团队 
近期的历史相关。 

早在1754年，休谟就说过这样的话 （ Hume ， 1898 [1754]) : 
“那就是说，为了设计任何治理体系……每个人都必须被假定为流氓。 
在他一切行为中，除了私利，再没有其他目的。”但休谟是诉诸于审 
慎， 而不是现实。他下一句话 就说： “奇怪的是，这句格言在政治中 
应该是正确的，可事实上是错的。”如同休谟意识到的那样，个人并不 
仅仅是自私的，常常还有关注荣誉等情感。于是，审慎和现实的关系 
如同一句格言所说的，政策和宪法制订者应该知道人是异质的 d 个体 
能够被朝各 个方向塑造和改变。好的政策和宪法不仅要驾驭个人自私 
动机，使之走向社会价值观目标，还能够唤起、培育人们的公共精神。 

第三个必要条件是，上述例子以及其他很多类似的例子都表 明：运 
作良好的共同体需要一个法律和政府环境支持其发挥功能。芝加哥居 
民小区里如果没有随时待命的警察，其减少犯罪率的成果就很难实现。 

日本的超过1000名渔民的合作组，是在国家和地方环境以及其他规制 
下实现的，他们可以自由地制订地方规范与国家规范互补，但不会越 
界。学者们比较台湾地区和印度南部农民的灌溉组织，发现前者的成 
功应归功于政府的有效干预、提供有利的法制环境、处理那些共同体的 
非正式规定不够有效的事物 （ Lam ， 1996； Wade ，1988) 。类似的 
“共同体一政府”协同作用在 Tendler (1997) 关于获取卫生保健的研 
究和 Ostrom (1996) 关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中有所论述，二者 
都是关于巴西的研究。政府干预有时会破坏共同体治理能力，但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支持极端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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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面对面的局部互动并不是有效治理结构的替代物，而只是一 
种补充。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普及很可能是因为人们忽视了这一点。 
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实验者询问了大量美 国人， “你认为以 
下哪一个群体对帮助穷人负有最大的 责任： 教会、私人慈善机构、政 
府、穷人的家庭成员和亲戚、穷人自己还是其他人？”他们同时也询问 
了收人和财富不平等是否“可接受”或者是否“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 
题”。测验结果表明，样本均匀地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认为政府应当 
对此作出反应，而另一种则认为应由非政府组织来 解决； 在那些漠不关 
心收入和福利水平差距的被访者中，支持以私人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人3 
倍于选择政府来解决问题的人。⑺在该测试中，那些选择社会资本相 
关选项的人可能更倾向于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减少政府干预，而并非希望 
靠它来 减少不平等。 


因此，与共同体治理能力互补的法律和政府环境，以及能保证成员 
从共同体成功中获利的产权分配制度都是加强共同体治理的关键因素。 
发展出使得政府、市场和共同体三者互补的制度框架是一项极具挑战性 
的任务。例如，当模糊的产权和非正式契约的执行对互惠交易必不可少 
时，更精确界定的产权可能会降低共同体成员间接触的多面性和重复性 
(Bowles and Gintis , 1998) 。 同样，大量证据表明，利用惩罚和认知机 

制可以调动自利的动机，以达到较高的工作努力、遵守规范和保护环境 
等水平，但这也有可能会破坏互惠行为以及其他社会动机 （Fehrand 
Gachter , 2000； Bewley , 1995； Gneezy and Rustichini , 2000； Cardenas , 
Stranlundand Willis , 2000 ； 以及 Bowles 1998 所引用过的其他资料）。 

共同体有效治理的第四个要 素是： 倡导平等对待的自由道德观念和 
加强反歧视政策。成员间没有“我们”敌视“他们”的行为，共同体能 
够达到有效治理，这并非不现实。很多运作良好的共同体都能说明这 
点，这些共同体在治理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我们前所述及的丑陋的地方 
观念和潜在分裂趋势。 

我们还能设想出其他加强共同体治理的方法，但是有些措施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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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体有效治理和前面提到的地方观念之间权衡比较的困难。例 
如， Alesina 和 La Ferrara <1999) 考察了 美国- 些地区，发现当控制其 

他众多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收人分配越公平的地方，成员参与教会、 
地区服务和政治组织以及其他共同体组织的水平也越高。他们的调查 
显示，增加收人平等的政策将加强共同体治理。此外，他们在共同体 
中随机选取两名成员，测量这两个人属于不同种族的概率，发现种族差 
异大的地区成员的参与水平显著较低。 因此， 人们也许认为有利于共 
同体的公共政策将不会增加群体中的种族同质性。 

但是简单地反对同质化治理政策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Alesina 和 
La Ferrara 的研究结果以及其他学者类似的研究也表明，成功的共同体 
很有可能是同质性较高的，那么对共同体治理的高度信任在缺少足够的 
制衡政策时会促使高水平的地方同质化，因为族群的成功以及他们可能 
存在的时间将随着同质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工人集体所有制企 
业组成的竞争性经济实体可能比传统经济体表现出更多的同质性。族 
群内部的同质性和族群之间的竞争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效地促进了 
好的治理形式的产生，从而减轻了 “我们对他们”这种敌对情感。但 
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完全消失。 


6经济演化和共同体治理的未来 


人们普遍认为商业时代和民主政治的到来将使共同体黯然失色。持 
各神信仰的作者都认为市场、政府或者简单地说“现代化”将毁灭一种 
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维持着一种基于亲密情感的治理 
形式〃正如浪漫派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 (1955 [1790 ]) 所说 

……骑士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些诡辩家、经济学家和 
精于计算的人们胜利了……没留下任何对国家集体的感情…… 


85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以在我们中间产生友爱、尊敬、钦佩或是眷恋。 

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通过回顾1830年间美国的民主文化，对伯克 
的忧虑作出回应： 

每一个人……对于其他人而言都是陌生人……他的孩子和 
密友是他全部的 人生； 至于身边的其他人，他接近他们但却看不 
到……接触他们但又感觉 不到； 他只为他自己而存在…… 

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 （1972 [1848]) 提出： 


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 
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 
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 
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无数争取自 
由的地方，资本主义建立了单一的、不合理的自由——自由贸易。 


很多预言共同体消失的学者将他们的论据建立在这样的想法上，即 
共同体的存在应归功于一套独特的前现代 ( pre - modern ) 价值观，这种 
观念一定会被市场中的经济竞争和民主政府中的政治竞争所磨灭 。现 
代作者也强调地方观念需要文化认同，这些认同与现代社会制度相对 
立 。 Talcott Parsons 的社会学体系提出“特定的” （ particularistic ) 价 
值观与原始文明相一致，而“普适的” ( universalistic ) 价值观则与近 
代文明相一致。 

Fred Hirsch 同样认为前资本主义的道德准则正逐渐 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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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为越来越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建立在共同态度和目标 

上的习惯与本能已经丟失了 。 Hirsch (1976) : 117— 118。 

我们并不怀疑市场和民主政府塑造了文化环境，提升某些价值观同 
时打击另一些。我们确实可以预见到伯克、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在很久 
以前就指出的价值观念的衰落。但是共同体发展、衰落和转换的基础 
并不是早期残留的价值观，而在于共同体的能力，像市场和政府一样能 
成功解决这个时代的社会协调问题的能力。 

共同体治理并不是过时的治理方式，它在未来社会可能会变得更重 
要。原因在于，当个体间互动行为过于复杂或交易信息无法核实，使 
得完全契约或外部命令难以约束个体之间的行为时，那些需要由共同体 
解决，同时政府和市场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类个体间的 
互动行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日益增多，诸如信息密集的团队生产逐渐取 
代装配线生产以及其他用契约和指令更容易处理的生产技术，还有像难 
以测量投人和产出的服务等等。在日益以质量而不是以数量为目标的 
经济体中，共同体通过互相监督、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机制逐渐表现出 
优秀的治理能力。 

但是共同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受制于成员间等级差异以及经济上 
的不平等。许多观察家相信，日本企业中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有限的不 
平等是管理人员和生产工人之间信息分享的关键因素 （ Aoki ，1988) 。 
Dayton Johnson 和 Bardhan (2002) 发现在印度和墨西哥等地的灌溉组 
织中，如果农民之间存在有限的身份和等级不平等，那么他们就较有可 
能合作以有效利用水资源。这些研究结果反映出的行为规律与以下实 
验结果相同，即当隐含在收益矩阵中的利益冲突程度增强时，在两人不 
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合作水平将急剧下降 （ Axelrod , 1970, Rap - 
oport and Chammah , 1965) 。 

如果我们以下的论述是正确的，即当任务只是定性的且难以明确地 
在契约中表达，同时成员间的利益冲突又比较有限，共同体就能够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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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运作，那么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很有可能将来会处于竞争劣势，因为他 
们的特权结构和物质报酬结构限制了共同体治理在现代经济系统下促进 
定性互动行为的能力。 


注释: 


[1] Ouchi (1980) ， Hayami ( 1989 ) , Ostrom { 1997 ) ， Aoki 与 Hayami 
(2000) 都提出过类似的看法。 

[2] 来自 Christina Fong (1999) 对盖洛普民意测验社会审计调查 (Gallop Poll So¬ 
cial Audit Survey) 中的数据分析结果，这项名为“富人和 穷人： 对公平和机会的 理解 ” 

(Haves and Have - Nots ：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and Opportunity) 的调查于 1998 年 4 月 
23日到5月31日在全美展开，调查随机抽取了 5001 名成人作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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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道徳 经济： 结构化的人群和 
趋社会规范的演化< 


萨缪 •鲍 尔斯赫伯特 •金 迪斯 


1引 言 

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么共同体的兴起、消亡和变革，并不是由早 
些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价值观，而是由共同体的能力所造成的《正如市场 
和国家一样，共同体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解 
决方法。我们所说的“共同体”，是指一种社会互动结构，具有很髙的 
进入和退出成本，并且成员之间相互认识。正如生物学中的“族群”一 
样，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比和外部成员[ 1] 的交往更加频繁和广 
泛。共同体像族群，但是它不像公司和家庭，因为它缺少一个以其成 
员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式的决策机构。共同体的例 子有： 邻居、老男 
生网络 （old boy networks ) ,种族协会以及很多商业、贸易和工匠组织。 

我们认为“规范”的含义是一种文化特征，能够操纵影响到其他人 


* 原文题目为 The Moral Economy of Communities ； Structured Popu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 social Norms , 发表于 cmc/ Human Behavior 19» 1(1998 )： 3 — 

25, 林山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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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利的人类行为，同时这些行为不能被无成本的强制性契约所限制。 
规范的其他用法也曾经被提出来。但是，我们要强调的问题是，既然 
社会互动会培养出趋社会的受规范支配的行为，那么，社会互动又是如 
何被构造出来的？趋社会规范就是那呰不断提升一个人群的平均福利 
水平的规范。趋社会规范的例 子有： 诚实，在“鹰一鸽”互动中使用 
“鸽式”行为；在囚徒困境下倾向于协调（不管是单方的还是有条件 
的），对有反社会行为的人倾向于报复。 

趋社会规范的重要性体现在交往过程中所带来的结果。个体的协 
调行动所产生的结果，优于个体的不协调行动（学术上称为“不合 
作”）所产生的结果。这样的例子有囚徒困境、鹰鸽博弈以及其他一 
些多重均衡下的互动（这些均衡中的一部分明显优于另一些）。这些 
互动一般称为协调问题，而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不良结果则称为“协调 
失败”。协调失败的一般原因是，激发个体行为的收益和成本没有把 
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的相关收益或有成本的后果考虑进去。 

共同体通过支持与趋社会规范相一致的行为，如诚实、互惠、朝着 
共同目标合作等方式克服搭便车问题，同时也惩罚了 “反社会”行为。 
这些规范通常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历史遗产，通过有意向的教化和人们 
的普遍认可而得到支持。但是，这种以共同体为基础的规范是不具有 
强制性的。首先，族群对很多重要的规范具有不同的看法，并且，在 
说明族群成员的规范性定向 （normadve orientations ) 分布时，普遍规 
范的偏离理论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解释力 （ Gintis ，1975) 0 第二，有意 
向的教导规范所带来的潜在力量被很多失败的社会工程学实验掩饰了。 
在前苏联和其他地方，试图建立“新社会主义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子。第三，价值取向看上去受制于快速的转变，可以观察到的例子 
有，本土文化的快速解体以及20世纪现代女权运动的剧烈上演，这表 
明历史尽管重要，但在当代过程中特殊规范也可以维持。 

有一种看法认为以共同体为基础的价值观是过往社会反复灌输下来 
的遗产，作为对这种思想的替代，我们发展了一种新的观点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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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互动的当代结构可以用来刻画共同体的特征，这种结构不是由 
传统的内在力量或者有意识的教导所形成的，而是由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趋社会规范发展而来。“社会互动的结构”指的是这样一种规则，它 
可以支配人们的需求，决定人们的日常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带来的结 
果。在本文的后面，我们将会 利用一 组与群体成员相匹配的规则和通 
过描述他们配对交往的博弈结构来使社会互动结构形式化。 

本文的论证可以概括如下。第 一 ，共同体会影响规范的演化，因为 
共同体构建的社会互动影响了受规范支配行为的收益和成本，并且规范 
的获取和保持受到了相关收益的影响。第二，共同体支持了具有高频率 
的趋社会规范的均衡。我们认为，共同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减少 
了市场、国家和其他竞争性的制度所难以处理的协调失败问题。 p ] 

因此，我们就把论证重点集中在规范和人们在做事获取规范的方式 
上面。因为我们所讨论的特征很大一部分是道德准则或行为规则，而其 
他特征，如一个人的口音，是不能被用来当作研究对象的。我们需要一 
种比标准经济学更加一般化的方法。在标准经济学那里，行为或者控制 
行为的规则，是实现目标函数最大化的工具。在本文中，我们引进了演 
化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行为。我们所 
研究的是差异复制 （differential replication) :具有耐久性的行为（包括 
规范） 被模仿、保留、传播和复制，而其他特征则没有这些功能 。⑷ 

异质复制可能来源于个体想要取得和保留那些成功人士所具有的特 
征。异质复制也可能产生于工具味较弱的 原因： 那些拥有“成功特征”的 
人可能是拥有特权的文化典范，如父母或者教师。在权力的应用过程中，异 
M 制可能发生作用，如在国家、阶级或者其他集体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总 
是引进成功一方的文化、制度和其他因素。 （Kelly， 1985, Weber,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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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这主要是通过鼓励以下内容来实 现的： （a) 行为者之间频繁的交 
往， （b) 在共同体成员之间，信息成本是比较低廉的， （c ) 共同体成 
员倾向于内部互动； <d) 共同体之间的移民受到限制。这些结构特征 
对共同体促进趋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着重要怍用。 

共同体的互动结构与市场和国家相反，至少是与它们的理想化形式 
相反。市场互动的特征是短期的接触，并且互动者是匿名的，而理想 
化的国家官僚机构的特征是长期的匿名关系。在图1中我们进行了相 
应的对比。作为治理结构，国家和市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缺点， 
但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共同体。问 



短期的 

长期的 

匿名的 

( anonymous ) 

市场 

国家 

私己的 

( personal ) 


共同体 


图1不同制度下的 S 动结构 


具体来考虑，一个特定的共同体面临着囚徒困境式的协调问题。 
假设一个共同体是由大量配对交往的人们组成，他们可能的行为和收益 
如图2所示。在常见的收 益下： t 6 】 


a > b > c > d 且 a -f d < 2 fc (1) 

每个人所选择的行为并不受强制性的契约限制。在这种互动过程中， 
背 叛是最 普遍的占 优策略均衡。 


■一 一 

协调 

背叛 

协调 

b，b 

d，a 

背叛 

a，d 

c , c 


围2囚徒困境 :收益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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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a > b > c > d t a + d < 2 b 

如果行为者能够以某种契约的方式进行协调，那么他们当然会选择 
合作。但是，我们假设行为者是在没有契约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博弈， 
也就是说它们的互动是非合作的。虽然如此，共同体的结构为什么会 
导致普遍的合作呢？我们有三个选择来解决共同体的合作问题。每个 
选择都是以众所周知的博弈模型为基础的。 

第一，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频繁互动降低了信息收集成本，并且，提 
髙了发现与别人交往可以降低信息收集成本的特点的成员的收益。信 
息的获取和传播越快，共同体的成员就越有动力，他们会以有利于他们 
邻居的方式进行活动。因此，在一个重复的互动过程中，他们就会有 
动机以合作行为建立“声誉” （ Shapiro , 1983, Gintis , 1989, 
Kreps , 1990) 。这就是共同体的声誉效应。 

第二，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如果成员之间今天进行交往，那么他们 
在未来进行交往的概率就会比较高，因此他们就会以比较善意的方式进 
行 交往， 以避免对方在今后出现背叛行为 （Axelrod and Hamilton ， 
1981 1 Axelrod , 1984 ( Taylor , 1987, Fudenberg and Maskin ’ 
1986) 。成员之间的互动越全面，那么惩罚机会主义者的机会就越 
多。我们把这种效应称为报复效应。 

第三，趋社会和反社会的行为者一般会包含有对他人的贈与收益和 
施加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收益和成本并不服从成本效率规律。在一 
个人口众多的共同体当中，其成员之间互动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也就增 
加了互动的频繁程度。趋社会行为者更有可能得到奖励，他们之间也 
更加容易进行交往。对于反社会行为者来讲，则情况刚好相反 
( Grafen ， 1979, Axelrod and Hamilton , 1981, Bowles , 1996) 。 

这就是所谓的分割效应。 

上面提到的声誉效应、报复效应和分割效应使得共同体会支持趋社 
会特征所带来的均衡。由于族群之间的流动性有限，进人和退出的成 
本比较高，因此这些效应得到了强化。地方观念效应的实现并不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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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趋社会行为者直接操作，而是通过对声誉、报复和分割效应的强化来 


实现的 （Bowles and Gintis ，1997) 。注意地方观念效应和族群选择机 
制不同，它是由族群之间的各种不同特征决定的。在族群内，声誉、 
报复和分割效应得到了纳什均衡的支持，因此，当族群之间的竞争 [7] 
消失时，这三种效应也是存在的。 

图3总结了共同体结构和协调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本文接下 
来的部分，我们将会来探讨这四种效应的机理，但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 
一点是，与特征相联系的收益是如何影响异质复制的，因为这种关系是 
理解制度效应对文化演化所产生影响的关键。 



有助于解决协调问 
题的效应 

该效应所必需的共 
同体特征 

模型变量 

声誉 

对趋社会行为者的 
强化的声誉价值 

其他行为者的低信 
息成本 

8 

报复 

对反社会行为者的 
惩罚 

交往的长期性或者 
频繁性 

P 

分割 

反社会行为者的不 
利配对 

行为者的非随机 
配对 

a 

狭隘主义制度 

有利于趋社会特征 
的强化压力 

族群间的有限迁徙 



图3共同体如何解决协调问题 


3经济制度和文化演化 


支配社会生活的经济制度和其他规则影响着人群的社会互动结构， 
互动结构反过来又影响与特定行为相关的收益，这个特定行为受规范和 
其他文化特征的支配。由于这些收益影响着对文化特征的差异化采 
纳、保持和放弃，因此制度影响着群体文化特征的均衡分布。也就是 
说，制度混合的变化影响着文化的演化，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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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并因此改变文化传播过程来实现的。 

我们用一系列的文化特征来定义文化这个词。文化特征是一种信 
念、价值观或者其他对个体行为方式产生长期影响的后天特征。 [8i 乐 
于助人、喜欢建立起大的家庭、不吃早餐等都是文化的特性，当然，互 
惠的社会邀请和竞标中高价者有权购买也是文化特征 6 文化演化是文 
化特征在人群中的分布随着时间变化的过程。文化均衡是指文化特征 
的分布不受内生因素变化的影响。文化环境是任何一种影响现有文化 
特征被其他人接受和保留（不管是自愿、自觉还是不自愿、不自觉）以 
及新文化特征被引进的社会情境。 

共同体就像市场和国家一样，是一种使文化特征得到发展或者改变 
的环境。不同的文化环境可以通过喜欢复制和发展不同的文化特征来 
加以区別。 M 我们假设文化演化就是在群体成员认可的特征异质复制 
的影响下发生的。 [1 G 】 个体文化特征的模仿被认为是社会成功的，这就 
像生物学上的适存生物体繁殖成功一样。如果成功的文化特征没有道 
德的压力，并且只是由于其预期结果而得到信奉，那么模仿就会非常迅 
速。甚至，当一个受到深度信奉的价值观与成功人士的行为发生冲突 
的时候，这种价值观也可能受到人们的拋弃。这可能发生于族群选择 
的过程中，这是因为，拥有成功价值观的族群可能取代那些没有成功价 
值观的族群 （Soltis et al _ , 1995)。另外，个体本身也有可能拋弃某 
些不合适的价值观 （ Festinger , 1957) ,或者，新生一代可能拒绝接 
受老一辈的价值观 (Fromm and Maccoby , 1970) 。除此之外，在一 
个社会环境（如工作 车间） 中有用的价值观也可能不自觉地“传递”给 
其他人，从而威胁或取代传统的价值观 （ Kohn ， 1969, Bowles and 
Gintis , 1976) 。最后，某些成功的个体，如政府领导人、公众人物、 
教师等等，他们作为文化的典范有特殊的渠道接近大众，因此，他们对 
公众的影响力就比较大，他们的文化特征因为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 
更容易被模仿 （ LeVine , 1966) 。 

我们用异质复制的学习规则取代了自觉的最优化。我们并不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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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特征为什么被复制。这个课题仍然是幵放的 & 我们只是要指出， 
成功的特征更容易被复制。 

文化的传播是以成功特征被复制为基础的，我们用下面的模型来进 
行解释。假设有两个相互排斥的特征 U 和 y ) ，它们代表人群中的每 
个成员（没有 I 时，： V 存在）。用 h 表示人群中拥有; c 特征的成员， 
Vx 表示 a 随时间增长的比率。 [11 ]文化传播过程的结果是这样 的：在 
一个大量人口的群体中，给定特征的分布，由行为者来执行由自己所分 
配到的特征决定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特征得到了复制，产生了新的人 
群分布。在这里，均衡被定义为特征频率分布达到稳定的状态。 

假设在一个两人博弈中，群体成员被随机配对，然后进行互动，他 
们的收益记为 7 T ( i ， ）），表示/特征行为者和）特征行为者的收益之 
比。因此，一个人遇到 X 型行为者的概率是仏，遇到 y 型行为者的概 
率是 (1_ Pd 。 期望收益由下面的式子 给出： 

b x (p x ) = p x n (x, x) + (I - p x ) tt (x, y) 

b y (p x ) - p x 7T (y, x) - p x ) n (y, y) (2) 

第一个方程可以这样理解，型行为者与另一个 x 型行为者的配对概率 
是 A ， 他们的收益用; r ( x , x ) 表示， x 型行为者遇到 y 型行为者的概 
率是 （ 1 _ Ar ) ，他们的收益用 TT ( JC ， 表示。 

假设在每个周期的最后，每个行为者 A 会把他这种“类型”的收益 
和一个随机选择的行为者 B 进行比较，比较的概率为 vl >0 o 如果 B 
的收益比 A 低，我们就认为 A 不会改变他的文化特征。但是如果 B 的 
收益比 A 髙，并且 B 和 A 的类型不一样，那么 A 转化为 B 的概率与 
A 、 B 收益的差别成比例，这个比例因子是 y 2 >0 o 因此，我们可以表 
示如下 ( Gintis , 1997) * 

r x = y \ Y2 [ b x ( p x ) - b ( p z )] (3) 


^ ( p x ) 是人群的平均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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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x ) — Pxbx(Px) + (1 _ pX)by(Px) (4) 

很明显，当且仅当 Kx =0 时，人群分布 p , 才会发生变化。我们把 
(3) 重新表述 如下： 

Tx = VI Y2(l - Px) [b x (p x ) - by(p x )] (5) 

我们发现，当且仅当满足 

by(p x ) = bx(p x ) ( 6 ) 

的时候，人群分布才会处于均衡状态。 

因此，内部均衡的条件是收益相等。假设 （6) 的解是 P ^， 为了 
保持稳定状态，的微小增加必须使得 y 特征的复制倾向大于 Jt 特征 
的复制倾向，从而增加 y 的复制量、降低 Px 。 可以表示如下， 


必要条件是 

71 (y, x) - 7T (jc, x) > n (y, y) - n (x, y) (8) 
现在，我们开始来分别讨论共同体治理中的四个效应。 


4声 誉 

假设每个行为者都属于两种行为者类型中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正 
派的 w 和“下流的”。行为者通过收益5 >0的观察成本来判断出哪一 
个行为者是“正派的”。 【12 ] —个正派的行为者是指，要么他可以无条 
件的合作，要么他对另外的正派行为者釆取合作的态度，同时对下流的 
行为者釆取背叛的态度。除此之外，其余的行为者都是下流的。在图4 
中，我们列出了 6种纯粹策略。我们只给其中的3种策略进行了命名， 
因为其他策略是严格的占劣策略，并不会在纳什均衡中 出现： （ a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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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是由于背叛而严格占劣的，而 （ b ) 是由于信任而占劣的。 


箄略 

观察 

行为 

背叛 

不进行 

背叛 

诚实 

不进行 

合作 

( a ) 

进行 

背叛 

( b ) 

进行 

奇作 

观察 

进行 

如果行为者下流则背叛 
如果行为 者正派 则合作 

( c ) 

进行 

如果行为者正派则背叛 


團4囚徒困境中存在观察变置时的策略 


频率 

1 - a - /? 


a 


图5表示愿意进行互动的一对行为者的收益矩阵。如果所有的行为 
者都是背叛的，我们就把纳什均衡称为普遍背叛均衡 （universal defect 
equilibrium) ,如一些行为者进行了观察但是没有行为者相信，我们称这 
种均衡为不信任均衡 （nontmst equilibrium) ， 如果 至少存 在一个行为者 
相信这种观察，我们就称这种均衡为信任均衡 （trust equilibrium) 。 除 
此之外，不再存在其他的均衡。[ 13】 毫无疑问，普遍背叛均衡存在，并 
且从逻辑上讲，它是稳定的，因此，背叛是一种演化稳定策略。 



观察 

诚实 

背叛 

观察 

b — d * b - $ 

b — d ， b 

c - 8， c 

诚实 

b，b — S 
_ 

b f b 

d，a 

背叛 

Cf c ~ d 

a, d 

c ， c 


图 s 观察变置存在时的 H 徒困境收益矩阵 


为了研究均衡存在的概率，我们用《 >0， 々 >0, (l-a-fi) >0 
分别表示进行策略观察、诚实和背叛的概率。如果不存在背叛，那 
么，观察相对于诚实而言将会是占劣策略，因为观察者付出了成本但没 
有找到背叛者，这样所有的行为者都将会是诚实的。但是接着背叛就 
会占优于诚实，这是个矛盾。因此，存在一个正水平的背叛行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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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此时没有观察行为，那么背叛就会又一次占优诚实，均衡也就无法实 
现。因此，在均衡中，如果存在诚实者（如0 >0) ， 那么三种策略 
都将会是正水平的。 

现在，我们来确定在一个诚实均衡中诚实、观察和背叛这三种人群 
的分布。设 f (6 T ， 0) 是釆用；策略时的期望收益。然后， 根据 
(6) ,在均衡中，每种行为的收益都要相等。因此，我们 得出： 

7T l ( a , P) = n T ( a f 0) = n D { a , P ) ， 

或者 

(x (, b — 5) + 0 (b — 5) + (1'" cx ™ )( c 一 3 ) 

=( a + j 3 ) b + (1 ~ a — p)d (9) 

=ac + p a + (1 — a — p)c (10) 

式子 （10) 意味着（用星号表示均衡 值）： 

a * + 点 * = 1 (11) 

c - a 

从这个式子可以清楚地看出，趋社会策略（观察或者诚实）与信息成本 
5成反比，当5 = 0时， a 、 p 之和为1。更进一步，我们来解 
(9) 和 （10) ，可以 得到： 


a 

P 



a - c 


a - b) 1 


8 


c — d 


a - c 


(b - c ) - (b ~ d ) 



( 12 ) 

(13) 


这样的解决方案要存在，要求 cr *，0 * 都大于0,式子（11>表明必 
须 <5 < c - d 。 为了保证点* > 0，从式子 （13) 中我们可以知道 

3 < (c-d)^j ( 14 ) 

b — a 


注意，式子 （14) 的右边是严格正的，即有5 >0 ， a >0 o 因为式子 
(14) 还包含着 <5 < c - d , 同时，考虑到囚徒困境收益中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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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可以发现 （14) 是存在正水平诚实的纳什均衡混合策略的 
充分必要条件 & 因此背叛 1 -a ‘的频率是 (5 / (c~d) , & 

是一个观察成本的递增函数。我们还发现诚实^ * 的频率是5的递减 
函数，因为从（13> 中，我们可以 得到： 

d 0 _ _ _ b — d _ n mc 、 

d 5 _ (c - d)(a - c) () 

因为均衡时所有策略的收益相等，即所有策略的收益和诚实的收益相 
等，从式子 （9) ，我们知道期望收益是 （《 * + 0 * ) (b - d )。 从式 
子 （11) ， 我 们有： 

d -h (b- d)(a * -f 0 * ) : b - ^~4 d (16) 

c ~ a 


该式子的值随着观察成本 5 的增加而减少。[⑷ 

总之，在共同体提供低成本信息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行为者互 
动，从而产生了四种不同的声誉效应。首先，信息成本的减少使均衡 
得以实现，从而产生诚实行为者，如 （14) ^第二，在这样的均衡中， 
诚实行为者的数童比较大，信息成本比较低 （15) 。第三，如果诚实 
发生在均衡之中，那么人群的平均收益与信息成本成反向关系 （16) 。 
最后，人群中的背叛行为将会直接随着信息成本而发生改变 （11) 。 


5报 复 

如果图2中的囚徒困境以某种概率重复进行的话，那么由于对背叛 
者报复威胁的存在，合作将会得以进行，并且威胁越有效，重复的可能 
性也就越大。如果重复次数足够，并且每次重复的间隔时间很短，那 
么收益结构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出现两种均衡；普遍背叛 （universal 
defect ) 和普遍合作 （universal coopera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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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后的博弈成为信任 （ assurance ) 博弈 （ Sen , 1967) ,因为在 
合作中，每个行为者都会做到最好，只要能够确信其他的合作也能做到 
最好。 [15] 

在原来的囚徒困境中，背叛是优势策略（即无论另外的行为者釆取 
什么样的行动，都能给行为者比较好的收益）。但在信任博弈中，每 
个行为者都相信别人会采取合作策略，因此社会最优产出（互相合作） 
是均衡状态。我们将会看到，共同体的高额进人和退出成本和共同体 
成员之间的重复互动，可能会把一个难以处理的合作问题转变为一个更 
经得起检验的解决方案。我们还会看到，共同体会增加合作均衡的吸 
引域，因此即使在随机干扰的情况下，合作的结果也会更加稳健。 

由于共同体具有高额的进人和退出成本，个体间互动就更加频繁和 
具有重复性，这就使得在短暂条件下不能实现的合作结果得以实现。 

重复通过两种方式改变互动，更复杂的策略产生了。一种是考虑 
到行为者以前的行为，这就需要把收益看成是整个时期内的期望所得。 
于是，行为者就会釆用所谓的以牙还牙 ( Tit - for - Tat ) 策略： 在第一个 
回合中采取合作策略，随后的策略则取决于对手前一回合所采取的策 
略。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策略限制在以牙还牙 （ T ) 和无条件背叛 
( D ) 之间。现在我们可以来计算期望收益了。 

假设在每个回合之后，互动终止的概率是 p ， 并且每次重复的时 
间间隔很短，因此可以忽略时间偏好率。例如，当两个 T 型行为者相 
遇时，他们会采取合作的方式直到互动终止（期望的持续时间是 
1/ P ) ，期望收益是 6/ p 。 当一个 T 型行为者遇到一个 D 型者，前 
者在第一回合中将会得到收益 d ， 然后双方都将釆取背叛的方式直到博 
弈终止，第一回合之后的期望博弈数是1/ p - 1 = (1— p )/ p , 
期望收益是 d + ( l - p ) c / p 。详细的收益矩阵见图6。 

如果人群中釆用以牙还牙的部分是 r (其余的釆取无条件背叛）， 
并且博弈的双方是随机配对的，则和 • 个以牙还牙者配对的概率是 T * ， 

T 和 D 型行为者的期望收益分别用;； 70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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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牙还牙 无条件背叛 

以牙还牙 
无条件背叛 

图6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的收益矩阵 { p 是博弈终止的槪率) 


b / p 

c / + (1 — /? )c/ p 

b / p 

d + (l ~ p )c / p 

a + ( l — p )c / p 

c / p 

d + (l — p ) c / p 

c / p 


7t r ( r ) = r 

b / p + (1— r ) {d + (1 — p 

)c / p } 

(17) 

7l D ( T ) = T 

-f (1 ™ p )c / p } + (1 — 

T )C / p 

(18) 

均衡时 ， r * 为： 




r # 

c ~ d 


(19) 

2c — ti — d + — c) / p 


对 终止概 率有： 

〆 b — c 

P < 

a - c 


(20) 


对于 Od ， 我们有 r * ^ (0， 1) ，从而给出内部均衡。注意 

(20) 也保证了 （19) 的分母为正数。第二个条件必须是真的，因为对 
于单期博弈来说，收益矩阵是会出现囚徒困境的。当普遍协调的收益 
比单期背叛的收益大的时候，第一个条件是正确的。上面所提到的收 
益和内部均衡 r * 可以用图7来表示。 



b/p 

a J r{\—p)c/p 


图7报*效应(终止概率(虚线)的增加会 
减少•甚至消除普遍合作均衡的吸 引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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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声誉效应的博弈不同，是不稳定的 ， r ‘ 的微小偏离不会回到 
其收敛状态。这是因 为有： 

d n D ( r ” dn r ( r * ) 

d r ~~~ 〈 ^~ d ~ T ~~~ 

这个条件与稳定性条件 （7> 相违背。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考察来探 
讨这一点。当 r > r * 的时候， D 的期望收益相对于 T 来讲是递减 
的，但是，如果收益等于 r *， D 的收益就会比 T 小，在本文的第三部 
分，我们描述了动态过程，在这样的过程里，对 T 而不是 T * 的回报增 
加了。因此有三种均衡的人群频率，分别为0, 7*和1。第一和第 

三是稳定的，不稳定均衡 t * 描述了两种稳定均衡的分界状态。 

式子 （20) 已经表明，当人群中没有背叛者的时候，以牙还牙的收 
益会超过人群中存在背叛行为时的收益，因此以牙还牙是一种比较好的 
反应策略。如果人群中背叛者的人数比例是正数 e ，我们就称以牙还 
牙是一种演化稳定策略，因此，如果背叛的人数比例小于 e ，那么异 
质复制的过程会导致背叛行为消失 （ WeibuU ，1995) 。当背叛者与总 
人口的比例小于 e 时，人侵就会失败。因此，以牙还牙是一种演化稳 
定策略，根据上面的定义，临界值 e 等于1 - T * 。 

共同体的治理效应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如果终止的概率足够 
低，那么互动就会产生一个普遍合作的均衡（普遍背叛会保持一种均 
衡）.这可以从 （20) 直接 得出： 如果内部均衡存在并且是不稳定的， 
那么 r =0是一种必需的稳定均衡。第二，终止概率的增加会减少合 
作均衡的吸引域。这是 因为： 

dr * _ ( r * ) 2 (b - c ) 
dp p 2 (c - d ) 

如果初始收益是囚徒困境式的，并且 r * ( (0，1〉的话，那么上式就是 
正的。随着互动持续时间的减少 （ p 增 加）， 普遍背叛和普遍合作的程度 
分界线会朝着后者移动，扩大了初始条件的范围，从而使得 r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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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20) 并不能保证普遍合作•定发生。它只能保证普遍合作 
一旦发生，那么单方的背叛过程并不能拆开这种合作。这是因为共同 
体交往的连续性（较小的 P ) 使合作成为可能。 


6分 割 

共同体的高额进人和退出成本使得人群被分割，共同体内部成员之 
间的交往，远远频繁于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间的交往^例如，小村庄 
的人们内部互动非常频繁，他们只是偶尔在一个单独的市场上和其他人 
群交往. 

假设在一个单期的囚徒困境博弈中，个人要么是背叛者要么是合作 
者，他们根据两种策略的相对成功性来定期重新确立他们的类型。与 
声誉和报复模型相反，分割模型是建立在非随机配对基础之上的。共 
同体的人们被分割成同质性更强的人群，这种分割要么是由于血缘关系 
的亲近，要么是基于文化特征的相关性。[ 16】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减少了合作问题的产生，诸如囚徒困境中 
的趋社会行为者会采取合作的手段，把利益给了与自己互动的人，那是 
因为背叛是会产生成本的。因此，一个有偏见的 （ biased ) 配对过程会 
提高趋社会行为者的收益。与共同体有关的分割使得趋社会行为者可 
以获得较多的收益，因此这种特征在人群中就会得到传播。 

我们用下面的方式来定义分割的程度。如果人群中合作者的比例 
是《，这样一个协调者遇到另一个协调者的概率不再是 a ，而是 
a + (1— a ) a ， a 6 (0, 1) ， a 代表人群分割程度。相应 

的，一个背叛者遇到另一个背叛者的概率是 a + (1 - a ) (1 - 

a ) 。注意当^ = 1时，表示有共同爱好的人进行配对，当 a = 0时 
表示配对是随机的。因此从 Hamilton 定律来说，分割程度和相关性是 
等同的，控制着利他行为者的演化 ( Grafen , 1979, Grafen ，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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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lrod and Hamilton , 1981)。如果整个族群都是同质的，那么就会 
出现一种特别简单的情况， C 7 表示从族群中选择互动对象的概率，而 
不是表示从整个人群中选择互动对象的概率。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就 
是村庄内的人们进行交易，而不是在整个大市场内进行交易。期望收 
益可以表 示成： 

n c ( a , a ) ~ cr b + (1 - a ) [a h - a ) d ] 

<7 ) = a c (l ~ a ) [a a -h (1 - a ) c ] 

考虑到共同体的聚集特征，我们把配对规则和分割程度当成共同体所支 
持的聚类 (clustering of types ) 的给定外在因素，现在我们来考虑它在 
合作的均衡水平中的作用。为了研究这种作用，我们发现， a 的数 
值等于上面两个期望收益，或者 

* — (y — b ) + c — 

(1— a )(b — d — a + c ) 

这个均衡是否稳定取决于收益水平。在后面的例子里， a * 表示 
a =1和 a =0两种稳定均衡的吸引域之间的临界线。图8表示的是 
稳定内部均衡的例子。 [18】 



四个结论支持了我们对分割效应的解释。首先，存在着某个^ <1, 
因此普遍合作是一种均衡状态，即使行为者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单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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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博弈。我们把这个分割程度的临界值记为 a ' ，此时 a # = 
1。因此有： 

a — b ^ 

a =-<1 

a - c 


这个不等式成立的原因是，囚徒困境下的收益指定 b> c 0 

第二，存在某个数值 a <1，称为 a 〃，当 a > a 〃时， 某种程度 
的合作可以像均衡那样维持，这时 a =0,或者 

〃 _ c — d 

- V^d 

因为 C </?， 所以上式小于1。 

第三，如果 a * 是稳定的，那么分割的增加会导致合作人数的增 
加。因为 da */ da 和 （c - fc ) (6 — d - a + c ) 的正负号相同，在一 
个稳定均衡中，这是个正数。 

第四，如果 a * 是不稳定的，那么 a * 将区分出所有的背叛稳定均 
衡和所有的合作稳定均衡，分割的增加会扩大普遍合作均衡的吸引域， 
因为在这里，有 da ， /da < 0 o 


7狭隘的地方观念 

如果一个人群中的子族群表现出不同层次的趋社会规范，并因此而 
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失败，那么，大量迁徙到相对趋社会的族群中也 
许会使得合作均衡难以达成。“地方”文化价值观降低了迁徙率，这样 
与趋社会规范本身的交互能够帮助共同体维持稳定的合作互动。为了说 
明这一点，我们引用了 Boyd 和 Richerson (1990) 的囚徒困境模型。 

我们先回到报复效应模型，但现在把族群加入到第五部分所提到的 
模型中。互动只在族群内部发生，但在每个时期中，族群之间会出现 
迁移，假设每个周期的迁移数占族群人数的比例是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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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讨论迁移过程。如前所述，个体以终止概率 P 在一定 
时期内互动，并且在交往终止后，他们通过观察其他人的收益来更新他 
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族群中的 A e (0， 1 ) 部分的人迁移出 
去，而同等比例的外部成员则迁移进来。关于迁移的更加复杂和现实的 
模型——迁移的人会把成功的族群作为选择对象——不会改变 （Bowles 
and Gintis , 1997) 结果。进入和退出的成本越高，^就越低。 

假设那些在一个特定族群中运用以牙还牙策略的比例是 r ， 这个 
比例由于行为的更新而随时间发生改变 ，有： 

T / = T + f dt 

迁移改变了人口组成，我们根据 

r 1, = (1— // dt) r ' 十 " rdf 

把迁移前的频率转换为迁移后的频率 r 〃。 在这里， F 表示总人口中 
以牙还牙行为者的比例。 

族群中以牙还牙行为者的均衡频率必须满足 r = r 〃 （频率必须 
是固定的），或者满足， 


T 





( 21 )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21) ，由于更新（式子左边）而带来的特征转换 
效应必须刚好被迁移所带来的效应所弥补。正如某些人所预测的，族 
群特征的频率等于人口的平均数，迁移对族群的频率不产生影响，因此 
式子 （21 ) 必须要求有/ =0，或者条件 （6) 成立。 

从 （5) 我们知道，人口频数的增长率 r _ / r 可以表示 如下： 


—= Vi Y2 [ n T ( r ) —亓 （r )] 

= Ki K2 (1 — t )[tt 了 (r )— n D ( r )] 

应用报复博弈的收益 （17) 和 （18) ，我们又可以得到下面的 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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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T 


yi K 2 (l - r ) 



b - c 1 
P > 


c ^ d 


我们运用这个表达式和上面的均衡条件来定义均衡的人口频率 r 〃，在 
图9中，我们可以发现 rp > f 。为了检查 r # 是否稳定，我们假设 
T > Tp 。 人口组成的迁移效应比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收益变动所带来 
的行为更新效应要来得大，因此， dr /dr <0 o 如果 r < ,则出 

现相反的情况，因此根据 （7) ， Ty 是稳定的。 



图9迁移下的报复效应 :迁移 的增加 
(虚线)减小了合作行为的均衡频率 


在前面的报复模型中，如果终止概率足够低，则普遍合作（通过使 
用以牙还牙策略〉是一种稳定均衡。族群成员的收益越高，则特征的 
繁衍就越快，这是因为特征在不同的族群中得到异质复制。族群之间 
的迁移以下面的方式来改变结果。 

首先，如图9所示，如果以牙还牙的行为者数目 r * 比整个人群的 
比例 F 小 的话， 那 么有： 


这就意味着迁移比率的增加，会减少均衡时行为者以牙还牙的频率，同 
时增加了均衡中行为者背叛的频率。如图9的虚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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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 r < (图9中没有画出这种情况），那么就可能 
存在一种低水平合作的均衡（低于,也可能存在三种均衡，其中 
两种是稳定均衡（一种合作程度比较高，另一种则比较低），一种是介 
于上面两种均衡之间的非稳定均衡。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原来是比 
较高的稳定均衡，那么迁移比率的增加会减少合作水平；如果原来是比 
较低的均衡水平，那么迁移比率的增加会增加合作水平。同时，存在 
着某个足够高的迁移比率可以消除比较高的合作均衡。 


8结 论 

行为者之间的个人交往是由共同体、市场、国家、家庭和其他的制 
度来组织的。在这种治理的连接关系中，共同体的重要性至少在部分 
上反映了共同体效应所产生的收益与替代的制度结构的收益之间的平 
衡。尽管在这里不用模型来模拟这种过程，但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 
由共同体均衡和其他治理结构所控制的人群互动，可以成功地解决协调 
失败，这样就会增加和占领新领域，吸收其他的人群，并因此而替代其 
他比较不成功的治理结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性的压力也许会造成 
军事和经济竞争，以及人们可能通过观察其他社会中的成功治理结构来 
取代不成功的治理结构。 

尽管共同体不能充分运用市场的效率改进和国家所提供的普遍强制 
性规则，但是，共同体的工具使得它们可以在市场交换和现代化的国家 
中持续发展下去。在共同体的这些工具中，本文所研究的一个，就是 
共同体可以培养成员的合作行为，从而以较低的成本来解决囚徒困境的 
协调问题。相似的结论可以用于一般化的收益结构中 （ Bowies , 
1996) 。通过诱导趋社会行为，共同体可以支持使行为变得有秩序和 

公正的规范和价值观，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在寻找行动和评价之间的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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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说，共同体因为这些理由而存在。我们只是证明了这 
种存在的可能性。也有人提出其他的原因，在这些提法之中，最突出 
的观点是，共同体和它的价值观由于信奉者和文化传播过程的内在倾向 
而得以延续。我们并不怀疑这种倾向的存在，并且有时这种倾向还是 
决定性的。但由于本文开始所提出的那些理由，我们并不认为在解释 
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互动或与此相关的社会规范时，纯粹惯性和追溯 
过去的方法可以提供足够的解释力。 

国家和市场作为现代治理结构，其繁衍、分散、衰落和消亡受到时 
代进程的规制。与以前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共同 
体将会在治理结构的关联性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因为共同体可以成功地 
解决某些市场或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随着产品由货物向服务转化，与信息相关的服务的 
增加 （ Quah ，1996) ，以及团队生产方式的重要性的增加，合作所带 
来的收益也会得到增加。原因在于，监视这样的行为需要高额成本， 
或者说不可能实现，因此，不管是完整契约所需要的运行良好的市 
场，还是集权化管理所需要的良好的国家监管，都是不切实际的。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共同体的生存能力会逐渐增加。另外，与以共 
同体为基础的社会互动相联系的社会有时会出现强烈违反普遍性规范 
的事，也可能激发要么法律禁止要么演化上有残缺的问题，这些都不 
在本模型的考虑之内。 


注释： 

[1] H.O.Wilson (1975) 把族群定义为“任何组织体的集合，这些组织体同厲于一 

种类，它们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交往，保持一致的程度远高于和其他种类保持一致的程 
度。” (P-585) 

[2]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对“俱乐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俱乐部”和我 
们的“共同体”有不同的地方，俱乐部有一个常规的决策机构，并且提供公共产品。 

[3 J 当然，对于我们所定义的共同体*它们也有可能妨碍效率的提髙。 

[4] 文化的传播过程可以是“传教式”的，因此，人群中的 t 沐就以较高的频率模 
仿文化形态。文化演化的关键文献是 Cavalli-Sforza and Feldman (1981) 和 Boyd and 
Richersoii (1985)。 

[5] 我们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市场、国家和共同体的优点和缺点 • 详细内 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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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les and Gintis ( 1998) , Farrcll(1987) 6 

[6] 第个条件排除了背叛者和协调者交换所带来的社会最优性。只要我们有 
a^d>2c, 那么协调就是普遍的社会选择，尽管我们不需要这个事实。 

m 注意，在肓从的文化传播缺位的情况下，我们采用 f 趋社会特征来支持这种均 
衡。我们可以认为，地方观念和族群选择都可能对趋社会特征的演化有贡献 （ Wilson , 
1980* Boyd and Richcrson , 1990, Soltis , Boyd and Richerson , 1995 1 Wilson and 
Sober , 1994) 。在这些力量无效的情况下，我们用摸型来对此进行研究。我们的本位 
主义模型是由 Hamilton (1975) 提供的，他认为，利他主义的特征在单个族群中会得到扩 
散，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外来人口的迁人， 导致了 遗传相关性的增加。 

[8] 这个框架是根据注4所提及的文献的得来的。还有其他定义文化的方式，但它 
们所强调的方面，如文化的功能性和法律性角色，以及文化在历史传统中的综合性质和基 
础作用等等，在这里，我们都把它们排除在外。 

[9] 当然，在文化传播结构下，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文化特征是文化本身所带来的遗 
传和文化演化过程。 

[10] 这个框架是从前面的文化演化模型中得来的，但它也和其他的方法相一致。 
例如，可以参见 Bandura (1977)。 

[11] 我们假设人口数量足够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y , 和化当作实际的数字。 

[12] 对观察和诚实的这种处理是根据 Guth and KliemK 1994) 。土个动态模型是鲍 
尔斯和金迪斯 （1997) 全面发展出来的。 

[13] 我们将会假设 x 型的行为者足够多，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x 作为一个连续的 
真实 变量。 特别的，我们假设所有的行为者都选择了适当的纯战略以满足纳什均衡，我 
们也允许 X 的爭数在正实数上是连续的。 

[14] 为了更加全面地进行讨论，我们必须处理当只存在观察和背叛两种行为时的 
情况。如果观察的概率是 a >0，那么均衡时背叛的概率是 1- a ， >0。因为背叛的收 
益是 c ， 观察的收益也一定是因此在普遍背叛均衡中，这样的一种均衡并不能产生社 
会效益。这种均衡是动态不稳定的，因此在现实中就不能观察到 （Bowles and Gintis , 
1997) 。我们将不再对这种均衡作进一步的讨论。 

[15] 该博弈也被称之为“会猎 (stag hunt )" ,是 J.-J. Rousseau (1755/1987) 在 
他的寓言中给出的。 

[16] 例如，如果某一群体是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的后代，并且从父母那里得来的直接 
遗传很明显的话，那么这个群体的同质性就比较强。 

[17] 在族群选择的压力下，配对规则和 a 也许会发生改变，尽管不存在必要的例 
子。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种可能性。 

[18] 第三部分给出的稳定条件是上式的分母为负数，且 a >0，分子也为负数。 
我们可以从图8中的纵轴截距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当单方面背叛 (a — fy ) 的收益比惩 
罚的损失 (d — c) 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取得一个稳定的均衡。 

[19] 为研究的简便，我们假设，相对于共同体来讲，总人口足够多，则 T 不受迁移 
的影响。 

[20] 这可能和均衡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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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金迪斯 # 


1引 言 

如果一个行为者对某物拥有排他性的使用权而且能从这个专断性的 
使用权中得到收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该行为者拥有该物品。进一步 
说，如果该所有权很少受到威胁，而一旦受到威胁，原所有者一般还能 
继续拥有该所有权，那么所有权就是得到尊重的 （ respected ) 。 

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和马克思直到现在，西方思想史的主流观点 
总是认为私有财产是一种伴随着现代文明兴起而出现的人类社会结构 
( Schlatter , 1973) 。但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们从动物行 
为研究中所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说明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在非 
人类物种中发现各种各样领地宣告 （territorial claim ) 的情况，这些物种 
包括蝴蝶 （ Davies ，1978) ,蜘蛛 （ Riechert ，1978) ，野马 （ Stevens ， 
1988) ，雀类 （ Senar，Camerino and Metcalfe , 1989) ，黄蜂 （ Eason ， 
Cobbs and Thnca , 1999), 灵长类 （ Ellis ，1985) 和许多其他生物 （ Mes - 


奈原 文题目为 The Evol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谢家驶 
译。我要感谢 Carl Bergstorm 和 John Maynard Smith 给我的评论，他们的评论给了我很 
大的帮助，我还要感谢 John D. 和 Catherine T.MacAthur 基金为我提供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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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on-Gibbons and Adams , 2003)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幼儿和儿童运用 
那些类似于动物的行为规则来认可和保护产权 （ Furby ，1980) 。 

在非人类生物中，一群动物拥有一块领地一般是建立在这群生理上 
接近的动物控制领地以及打算以维持和开发的方式来转变 ( transform ) 
领地的事实之上的。在人类社会中还有其他的所有权标准，但是上述的 
原则依然是重中之重。下面我们以约翰.洛克的说法为例： 

……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他的身体所 
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 
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 
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 
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 


《政府论》， §27(1690) 

至于所有权是怎样演变的以及它在演化的背景中又是如何维持的， 
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谜题。试想一下麻雀在我家花园的葡萄藤上筑 
了一个巢。它们先要选择巢的位置，然后花费数天时间来准备鸟巢的 
构建。当然这个巢对于其他的麻雀来说也会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为 
什么其他的麻雀不试图把第一对麻雀驱逐出 去呢？ 如果双方同样强 
壮，而且对巢价值的评价也相同，那么双方各有一半的机会贏得这场领 
地争夺战的胜利。 

—个常见的观点认为，最初的那一对麻雀会失去更多，因为它们已 
经为改善财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解释却犯了被称为合成 
谬误 （Dawkins and Brockmann ，1980) 的逻辑 错误： 为了最大化适存 

度， 一 个行为者只会考虑一个实体未来的收益，而不考虑过去已经为该 
实体所付出的成本。另一个曾被认可的观点认为所有权是出于对整个 
群体利益的考虑，但是 20 世纪 60 年代岀现的关于群体选择的批评 
(Maynard Smith, 1976, Williams ， 1966, Dawkins, 1976 ) 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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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毫无疑问，在许多环境下通过认可所有权可以提高一个群 
体中所有成员的适存度。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只关心自己后代利益的 
突变体可以非常轻易地破坏产权并使得破坏产权的基因扩散。换句话 
说，对所有权的尊重并不是一种明显的“演化稳定策略” （Maynard 
Smith and Price, 1973) 。 

在成功地对私有财产的群体选择解释提出批评以后， John Maynard 
Smith 又创造性地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Maynard Smith, 1982) ，即 
现在非常有名的鹰一鸽博弈模型。在这个博弈模型里，老鹰和鸽子属 
于同一种类中不能通过外部表征加以区分的成员，但是在对领地的竞争 
中却表现得十分不同。当两只鸽子竞争领地的时候，它们会装模作样 
一番，然后对等地平分领地（或者说，双方各有 - - 半的机会占有这块领 
地）。 但是当一只鸽子和一只老鹰竞争领地时，老鹰则会拥有整块领 
地。最后，当两只老鹰竞争时，一场可怕的战斗将会随之而来，而且 
领地的价值会小于竞争双方付出的成本。 Maynard Smith 指出，在种 
群中存在着一种有部分行为者扮演模型中老鹰的角色、剩下的扮演鸽子 
的演化稳定策略。然后 Maynard Smith 考虑了第三种 策略： 如果你是 
第一个发现这块领地的，就像老鹰那样行为；若不是第一个发现者，则 
像鸽子那么行为。我们非常容易看出这种把老鹰和鸽子都排除在外的 
“中庸”策略不但是演化的而且是全局稳定的。我们很难再想像出一 
个解答私人财产问题的更有说服力的答案。 

但是鹰一鸽模型还是存在着几个问题。首先，中庸策略是全局稳 
定的。这意味着只要种群中的成员有能力分辨出谁先占有领地，而且 
有能力在出现争夺战的情况下让对手遭受到足够沉重的打击，那么私人 
财产的利害关系就会受到重视。而事实上，私人财产看上去比我们根 
据上述推断所期望的要少得多。在竞争者一侵占者模型中，私人财产 
均衡通常是演化稳定的，却很少是全局稳定的，所以当一小部分保护财 
产的突变体在面对大量不承认产权的行为者时就不能成功地侵犯。 

关于全局稳定性的争议引出了私人财产概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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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鹰一鸽模型的框架下，无论从哪一点出发，根据全局稳定性，私人财 
产都将成为演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终点。事实上，私人财产被看成一 
种一旦建立就能延续下去的惯例更为恰当.以一只标记领地和准备保 
卫领地的鸟为例，当大量同类侵占其中任何一部分能满足它们目标的领 
地时，它是无法抵挡这种冲 击的。 所以自然中的私有财产奇迹可以看 
成是一个基因编码的社会惯例。 


鹰一鸽模型的第二个问题是 Gmferi (1987) 提出的，他注意到了领地 
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依赖于种群的数量、高质量领地 
的密度、搜寻的成本以及其他有关种群中分配策略的变量。在竞争者—侵 
占者模型中，私有财产均衡的存在和稳定也与这些因素紧密相关。 

Hammerstein (1981) 则发现了鹰一鸽模型的第三个问题，他认为 
参加竞争的行为者除了它们所釆取的策略不同外还在其他方面有所区 
别。它们会在可能的特性例如力量、年龄、相对的格斗能力和需要等 
方面表现得不同。虽然在本文中我们只处理力量存在差别的情况，但 
是其他的情况同样也可以融合到一个竞争者一侵占者模型中。 

第四个问题是鹰一鸽模型事实上预测了两个全局稳定中的任何一个 
都能将鹰一鸽的混合策略排除的情况。第一种策略是中庸策略，在这 
种策略下第一个占据领地的行为者将成为不需竞争的所有者。第二种 
策略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策略，即当一个行为者在遇到一块已经被占 
据的领地时，在不发生争斗的情况下，就能赶走目前的占据者。由于 
第二种策略会导致无限侵占的情况出现，从而使得没有行为者能够从领 
地中得益，所以这种策略经常被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又是没有保证 
的，在竞争者一侵占者模型下，有很多组合理的参数值导致了共产主义 
者的而不是中庸的策略均衡出现。而我们也将会在第八部分给出一个 
合理的例子。 

关于鹰一鸽模型的最后一个问题在于分析中所包括的策略选择 
是任意的。更为重要的是，竞争者的打斗能力被看作是一致的和外 
生的。相反地，考虑老鹰们把不同的资源用于提高打斗能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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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erstein, 1981) 。 这时，如果在合理的条件下，只要存在一 
个正的概率让行为双方都错误地以为自己拥有这块领地，那么即使领地 
的目前所有者相对于潜在的侵犯者占有打斗上的优势，一个行为者扮演 
老鹰并且力量为 V 的中庸策略均衡也将被另一个行为者扮演老鹰并且 
力量为(/的中庸策略均衡所取代（参见第二部分）。 

这些论据的关键不在于否认鹰一鸽模型的适用性，因为的确存在着 
其他的场合使得中庸策略不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一种是错误对那些较 
弱的行为者而言成本更髙，另一种则是更有威力的老鹰能以更大的概率 
和非常小的成本贏得这场战斗。在这些情况下，老鹰的力量会有增长 
的趋势，而这会抵消为了保持力量而付出的更多成本。但是无论怎 
样，竞争者一侵占者模型都已经拓展到足以包含这些情况的程度。 

在竞争者一侵占者模型中， 一 个行为者必须作三个选择：是否在一 
块领地上投资，是否在遇到一块已经被占的领地时侵占该领地，以及当 
拥有领地时是否与怀有敌意的侵占者竞争。 

这样在模型中将会存在8种纯策略： （ a ) 被动行为者 （ Passive ) ， 
即不投资也不侵占也不竞争 I ( b ) 投资者 ( Investor ) ,进行投资但不 
侵占不竞争 I ( c ) 侵占者 （ Usurper ) ，实施侵占但不投资也不竞争， 
( d ) 竞争者 （ Contester ) ，不投资也不侵占，但参与竞争， （ e ) 投资 
者一竞争者，参与投资和竞争，但不侵占， < f ) 投资者一侵占者，参与 
投资和侵占，但不竞争， （ g ) 竞争者一侵占者，参与竞争和侵占，但不 
投资， （ h ) 主动行为者 （ Aggressive ) ，投资、侵占、竞争都参加。当 
我们不关心这8种策略的区别时，我们将把所有参与竞争的行为者称为 
竞争者，所有实施侵占的称为侵占者，所有进行投资的称为投资者。 

在竞争者一侵占者模型中，竞争者和投资者一竞争者策略对应于 
鹰一鸽模型中的中庸策略，因为它们都不包括侵占行为但总是有竞 
争。而竞争者一侵占者策略和主动行为策略在格斗力量强时对应于老 
鹰策略，格斗力量弱时则对应鸽子策略，因为就像老鹰和鸽子一样， 
他们对所有者和非所有者都展开竞争。但是被动策略和投资者策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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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鹰一鸽模型中没有相对应的策略，因为他们永远尊重其他行为者的 
私人财产，却不保护它们自己的财产。当所有的行为者不包括偶然的 
突变体采取竞争者或者投资者一竞争者策略，并且群体的数目也是演 
化稳定时，我们就可以说存在一个私有财产的均衡，因为绝大多数的 
行为者都尊重了所有权 。 m 

是否选择进行投资对于模型的运行来说并不是严格必需的，但它 
可能出现在许多实证上很重要的例子中。在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行 
为者没有动机通过投资来改善它们占据的领地，因为被其他行为者侵 
占的概率会非常高。私人财产在投资的回报比较高时才最可能得到推 
广，因为那些较小的，又相对封闭的尊重私人财产的群体会在牺牲不 
尊重私人财产的竞争者们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使群体得以扩展的利益基 
础。道金斯 (1982) 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投资在一个动物环境中具有 

重要意义的科学家。这个主题在当代有关功能构造的文献中是非常突 
出的 (Laland. Olding-Smee and Feldman, 1999, 2000, Laland and 

Feldman ，2 ⑻ 4) 。事实上，正如我们所将看到的，相对于存在的可 

开发的领地而言，当群体密度较高时，私人财产才是进行高水平投资 
的前提条件。 

在竞争者一侵占者模型的辅助下，我们指出在某些合理范围内的参 
数值下，私人财产均衡将会存在。但是私人财产的均衡却很少是全局稳 
定的，一部分竞争能力较强的竞争者将 侵犯一 个由各种类型的侵占者所 
组成的群体，而且一旦这种侵犯形成，他们将很难再被驱逐出去。 

竞争者一侵占者模型的一个特点是竞争者和侵占者的力量由演化力 
量内生决定。一种力量是否是演化稳定的将取决于那些必须由模型来 
确定的生态和结构因素，它们包括自然和领地的动态变化、搜寻的形式 
以及由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会面频率所决定的迁徙及各种策略所带来的成 
本与收益一览表。 

在下文我们将要讨论的例子中，私人财产均衡背后的直观意义是非 
常简单的。在第一个例子中，因为有一个正的侵占成本 c u 存在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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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位者比侵人者更有优势，或者说一个所有者贏得竞争的概率 Pc 大 
于1/2。在第二个可能更具实证意义的例子中，无论是所有还是非所 
有者所能拥有的力量都是内在决定并取决于适应和选择的演化过程。 
在一个私人财产均衡中，行为者平均起来在拥有领土时比没有拥有领土 
时使用力量水平更高而且无论是所有者还是非所有者都没有动机改变这 
种力量水平。因此，一个所有者通常可以预期在竞争而不是放弃所有 
权时能获得收益，反之对非所有者也成立。这个均衡对应于博弈论中 
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 （ Gimis , 2000) ,这是一个很少应用于动物行 
为模型但对理解私人财产非常关键的概念。 


2鹰一鸽博弈中的演化不稳定性 


设想两个行为者遇到了一块价值为 2r > 0 的领地。当双方都釆取 
鸽子策略时，如果双方装模作样的 （较 小）成本为 d < r , 那么各自的 
预期报酬即为 r - rf ， 然后领地被随机地分配给两个竞争者中的任何一 
个。当一只鸽子和一只老鹰相遇时，鸽子得到零而老鹰得到。（整块 
领地）。老鹰们会付出 2 v >2 r 的力量来参加战斗。因而当两只老鹰 
相遇时，胜利者得到 2 r 而失败者失去 2 v ， 所以每只老鹰平均得到 
v <0。 检验这里的纳什均衡存在而且惟一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可以得 
到釆取鸽子策略的可能 为： 



而每个行为者的收 益为： 

n * = {r - d) a * 

注意到当老鹰为竞争所付出的成本 v 越大时，均衡中釆取老鹰策略的可 
能 1- «就越小，而行为者各自的收益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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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引入中庸策略，即当行为者第一个发现资源时就釆取老鹰 
策略，当其第二个发现时则采用鸽子策略，同时每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均 
为1/2。我们非常容易检验中庸策略可以侵人任何老鹰策略和鸽子策 
略所组成的群体，所以它是全局稳定的。 

但是现在我们定义一只老鹰为 X ，它将会把的力量投入到斗争 
中。我们把标准鹰一鸽博弈中的老鹰标记为老鹰 V ， 然后我们增加一种 
老鹰 w 的策略，其中 r < vv < V 。 当老鹰 vv 和老鹰 v 相遇时，我们假 
定老鹰 w 获胜的可能性为/= vv / ( v + w ) ，无论胜或负，每只老鹰花 
费比例为 M 的自身力量在格斗上，除此以外当它失败时它还花费了比 
例为1 i 的力量。因此对老鹰 vv 来说它的竞争成本为+ 2 (1 - 
M ) (1 —/) w ， 而对老鹰 v 的成本为 MV + 2 (1- M ) / v 。 [ 2 】现在我 
们定义一个记作的中庸策略，当行为者先占据一块领地时就像老鹰 
太一样行为，否则就像鸽子一样行为，考虑一个由中庸策略和杉… 
所组成的群体， r < w < v 。 因为任何中庸策略在面对其他策略时能取 
得 r 的收益，并且任何由中庸策略组成的混合策略本身是中性稳定的， 
因此没有中庸策略是演化稳定的。但是事实上，假如存在某个时间 
段，在其中行为要保持力量水平 2 v 的成本为 c ( v ) >0，且/(1^)> 
0,或者两个行为者同时认为自己是一块领地的主人并且承认这个错误 
的成本随着老鹰力量的增长而增加，即使这种可能存在的概率非常小， 
也可以使中庸策略 S v 严格劣于中庸策略在这里我省略了显而易 
见的相关运算。我们发现即使当行为者竞争时，原居住者会比侵入者 
有更大的可能获胜的结论仍然成立。这是因为竞争中的每一个行为者 
成为原居住者或侵入者的可能性是相同的，所以如果他们都错误地扮演 
了原居住者，那么预期收益将是相等的。 


3田块与动物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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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田块组成的土地，其中每个田块都是不可再分的，因此只能有一个 
所有者。当然土地所有者可以获得由该田块带来的全部收益。而非所 
有者当遇到-块田块时它们可能试图侵占该田块，也可能千脆继续寻 
找。在每一段时期内每一块田块 都有一 定的概率“死亡”（即变得不 
再肥沃），而且会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保持休耕状态，在此期间无法从 
该田块里得到任何收获。过了休耕阶段以后，注意到该田块会有一固 
定的概率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内恢复生机。田块死亡和繁荣的周期足够 
长，以至于在一块死亡的田块上等待其复活是不值得的。 

我们设想领地有块不可分的田块组成，每块田块要么处于繁荣 
状态要么处于死亡状态。时间被分割为等长的几个阶段，田块在每一 
个阶段死亡的概率为 P ， 而死亡的田块在经历了 / c / 个阶段后，其后每 
个阶段恢复生机的可能为4。在死亡复活前所历经的 / c / 段时间中，任 
何一段都被称为田块的休耕期。 

我们作这些简化假设的目的在于得到一个具有高度操作性的分析模 
型。它很容易加上空间维度，季节，田块间的相关性，田块的可分割 
性和其他能反映领地重要属性的特征。 

设想肥沃田块的一般密度为/，已经休耕了 / c 年 ， k = l ， …， k f ， 
田块的预期数量是办，所以预期中比例为 M / 的田块在每个阶段将会 
休耕。假如有比例为 g 的死亡田块既不处于休耕阶段也没有恢复生 
机，那么一般地我们有 / + + g = 同时也有汴=«，因为重新 
恢复的概率9在稳定的肥沃率/相一致的前提下，必须满足上述的等 
式。所以我们能得到9 的值： 

q = l- / (f+ pk f ) ⑴ 

假设这里有〜只生物，我们将把它们称为动物 （ critters ) ，它们 
中的一些拥有肥沃的田块 6 在每个阶段结束时，那些死亡田块的所有 
者还有无产者将会在其他地方寻找生活资料的过程中被随机分配到另一 
田块 d 如果它们能找到无主的肥沃田块，那么它们就成为该田块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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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假如它们找到的田块已被其他行为者拥有，那么新来者可以试 
图侵占、替换目前的所有者。如果一场竞争的失败者生存下来了，我 
们假定它离开了该田块而且不会与同一个对手再进行竞争。 


4动物的适存度 

让巧代表一只动物在一肥沃田块上为改进土地而进行投资（假如 
该动物进行投资的话）所获得的适存度值（整个生命中孕育的后代总数 
目）。类似地，让耶代表无产动物的适存度。考虑在没有投资的情 
况下， b 。 是每一阶段在肥沃田块上的后代的繁殖率，而^^时是迁徙 
到另一田块所付出的成本。在本文中，成本与行动相联系的死亡率是 
对等的，而收益是以后代数目来衡量的。假如一田块拥有者投资 c ,.， 
那么它在每一阶段将享受一份数量为幻的额外回报。在我们的计算 
中，我们假定投资能促进适存度的增加。当不符合这种情况时，等式 
Ci = bi = 0始终成立。我们 得到： 

7Tg-= bo ^ bi + 7Tg (1 - p) + 7TbP (1 ~ Cm) (2) 

因为一个所有者再生产的概率为心+ fci ，有1 - 的概率保持土地 
的肥沃而且有的概率逋受可能性为的死亡，而假如这种可能性被 
避免，那么留下的处于无产状态的行为者的现值为 7 T b 。 注意到当下一 
阶段田块继续保持肥沃时，所有者将会有与现期同样的期望收益，这是 
因为我们假定田块死亡的概率是固定不变的。去掉这个假定会使模型 
复杂化，但是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研究田块的使用时间以及所有者和侵占 
者所掌握的不同知识将会怎样影响侵占和竞争的成本与收益。我们不 
会在本文中继续讨论模型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也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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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个迁徙者发现一肥沃无主田块的几率。等式 （3) 成 
立是因为迁徙者在投资阶段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为1- ^，然后进人所有 
者状态，或者说该迁徙者有 1-// 的机会吸收迁徙成本 c m ， 如果成本 
保留下来，那么迁徙者还继续处于非所有者的状态。 

注意，这假定了处于非所有者状态的收益相对时间的变化而言 
是固定的。一个更为复杂的模型将把季节性影响和动物的年龄作为 
行为者交互活动的部分决定因素纳入讨论范围。在本文中我们将不 
会继续这些争论。 

联立等式 （2) 和 <3)，我们得到巧和办的均 衡解： 

L 、 (Cm ( 1 -//) +/>) (b 0 + bn … 

7T g (d, bi) = - 7- - --- - - - - - (4) 

P (ff c i + c m (1 — //Ci )) 


7Tb (Ci » bi ) 


fr (1-c.) (bo^bi) 

P (ff c i + Cm {1 — ffCi )) 


(5) 


如果巧 （ q ， h ) (l-a) > 7i g (0,0) ，那么投资就会比不投资有 
更高的收益。从这里，找到了能满足投资的最小回报量 : 


T min ― 


bo (C m (1 — /f) ^ ff) Cj 
Cm (1 — Ci ) 


( 6 ) 


为了完整估计拥有一块肥沃田块的收益值，我们必须确定//的值。让 
U 和 / p 分别代表所有者和有主的肥沃田块的比例，于 是有： 


打 pff p — ^cf 0 

这一等式反映了有主田块的数董与所有者的数量相等的亊实（一只动物 
最多只能拥有一块土地）。我们也可以 得到： 

nc (1 一 f 0 ) ff = n p ff p p 


这表示了在均衡下，拥有肥沃土地但却面临土地死亡的所有者数童等于 
找到肥沃土地的非所有者的数量。我们令 a = n e / n p ， 代表了每块田 
块的动物数量，由此我们可以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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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p 


a 


⑺ 



foP 

l-fo (l-p) 


⑻ 


通过直接分析一块田块处于肥沃但无主状态的时间的预期比例，则尺 
必须满足下面的等式 [4] : 


f _1 - e- < a -ffp ) 一 ⑴、 

Jp ~ \ ~ (l-p) e~ k-ff p 、 ( y ) 

在封闭形式下这个方程是无法解的，但是它所依赖的潜在参数的方向性 
比较容易得到，而且数字解也是非常直接的。 


5侵 占 

假设有比例为/«的动物在到达一块有主的肥沃田块时会釆取强 
制性替换所有者的侵占策略。又假定原所有者不竞争，且侵占一个所 
有者的成本 c u 足够的小，从而使得侵占的收益为正。因此，侵占者 
的存在会减小动物们投资于它们的领地的激励，即使在这样的投资 
可以提高任何拥有该领地动物的适存度的前提下也是如此。在这样 
的情况下，虽然投资和防止侵占“会对整个种群都有益处”，但却 
是不会发生的。 

典型的私有财产无法维持的情况将会导致行为者放弃能增加收益的 
投资行为 t 而图1则说明了生态位构架 （niche constraclion ) 不存在时 
的状况。这张图表示了通过计算机模拟的一片由900个田块组成田 
地，而它最初时的群体密度为一份地块上有一只动物。每一阶段有 
20%的地块死亡，也有20%的肥沃土地重新恢复到最初的状态。休耕 
期设为五个阶段。从 （1) 式我们可以得到当休耕期后田块恢复肥沃状 
态的概率为 6. 67% 时，土地的肥沃率将长期保持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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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分配给未改善土地所有者的收益为10% (意味着该田块所有 
者在每个阶段有10%的机会可以拥有一个孩子），但是这个数据在上下 
每100个时间段后都要调整1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实际动物的数目会比 
均衡数 900 更大些或更小些。寻找的成本，即转移到另一块毗邻的田 
块的成本，定为 0.03, 在一块田块上投资的成本确定为0.20,而每个阶 
段给最初投资的回报率为60%。侵占的成本被定为 0.08 这一非常高的 
水平，以此来阻止侵占行为立即盛行的可能。同时也为了推迟侵占行为 
的出现，突变率被设定得非常低（每阶段0.00005%，且只对新生的行为 
者适用），而最初的群体只是由被动行为者和投资者所组成 。问 

我们假定整个群体只进行单一的再生育，即在突变成其他行为者类 
型的可能性非常小的前提下，每个新生的行为者继承了父母的行为策略 
和其他相关特征。所有成本（即迁徙的成本，侵占的成本，投资的成 
本）都等同于一动物立即死亡的概率。因此，一旦所有者决定进行投 
资，且投资的成本为0.1，那么所有者有十分之一的可能立即死亡，否 
则它就可以一直享受它劳动的成果直到土地死亡。一块价值为如的田 
块允许它的所有者以概率在每一阶段再生育。在图1中我们看到尽 
管为侵占策略设置了非常多的 障碍， 侵占策略还是出现了而且在几千个 
时间段后就很快地成为最为主要的行为策略。 


<次>^ 沄 *** 班扭 


图1傻占逐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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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竞 争 

现在我们增加假设，当一个所有者被侵占时会跟对方展幵竞争， 
从而在所有者和侵占者之间上演一场战斗。如果为外在给定的竞 
争成本，而且对双方来说是相等的，那么竞争者中的一个就有 G 的概 
率死亡。如果双方都活了下来，则各有50%的机会占有或保有财 
产。我们也假定在任何侵占发生之前，一切在田块上的投资都是所有 
者作出的，另外所有者的投资决定只依赖于它自身的策略，因而如果 
投资者是投资、侵占一投资、竞争一投资或主动型的行为者，那么它 
就会进行投资。特别地，投资决定并不依赖于在田块上非所有者的数 
■ 虽然我并不觉得这一假设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是我也没有正式 
探讨过这个问题。 

对一个已经投资过的所有者来说，要使它参与竞争之后增加收益， 
就必须满足： 

(1 - c c ) - -- ~2 7l ^ > nb 

这是因为如果所有者不竞争，那么他得到仙（不等式右边部分）。而 

如果他参与竞争，那么侵占者有 f 的机会死亡且得到巧，或者有 1- 

Q 的可能双方都不死且他得到 7 t g 和抑的概率是同样的。此外，只有当 
下述条件满足时，一个非所有者才会通过不参加侵占增加适 存度： 

(l-c “）（ (1- fc) ng+ fcl^Cc Y + (! - ) [ ng 2 ) ) ) < nb 

这里八是所有者 1 中参加竞争的比例。为了理解这一条件，请注意一 
个侵占者会立刻支付的成本，而且如果他存活下来，他会因为目前 
的所有者不竞争而得到这块田块（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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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否则的话，¥的可能是因为所有者死亡而占有财产， 1- G 的 

可能双方都活下来并且侵占者获得田块的概率为 V 2。 下面将提供一个 
充要条件，使得存在一个竞争成本对所有者而言参与竞争是有利 
可图的，而对非所有者来说实施侵占却是无利可图的。因此， 


丌名 〆 1 — (1 — ) f c 

7Tb (1 — C u ) (1 — /c ) 


( 10 ) 


当且仅当下述条件下将存在一个竞争成本 Cc ， 使得尊重私有财产能增 


加 收益: 


fc ^ fcnrni ― 


丌 g (1 — c u ) — ntf 

(1 一 ) ( 7Tg - 7Tb) 


( 11 ) 


从 （11) 得到一个使得私有财产均衡存在的必要条件是 C „ >0: 
即使在无竞争状态下，这里也会有一些不对称，使得侵占的成本很高。 
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条件是合理的，因为动物们即使不会参与一场高度 
减少收益的竞争，但仍可能会进行一场小规模战斗。在更多的情况 
下，这个条件是不合理的。这只是帮助说明了在动物群体中私有财产 
相对较为稀有的现象。 

因为 / C mi n >0意味着 7 Tg > 邱，从 (11) 得到的第二个结论是侵占 
者均衡总是演化稳定的，除非侵占本身并不能提高收益。因此就会有 
一部分严格大于零的竞争者侵犯这样一个群体，事实上，给各种参数配 
上的合理数值有可能使得这个比例很大。举例说，我们计箅^ = 0.2 
和叩/々= 0.5 的情况，得到 / cmi „ = 75%。⑹ 

图2是一个演化稳定的私有财产均衡的计算机模拟。这个模型的 
参数与前面一样，只是我们把迁徙成本从 0.03 改成了 0.02,而这会减 
少❿和 7 Tb 之间的差距，然后我们将竞争成本增加到0.75,这意味着竞 
争者有 37. 5%的机会死在一场竞争中。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又允 
许被动和投资型策略，因此侵占或者竞争是不可能的，那么从任何最初 
的群体状态出发，一个投资者均衡都会出现。现在我们允许有侵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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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一侵占型策略，也是从任何最初的群体分配状况出发。侵占会降 
低投资的回报，所以，投资行为减少，而且最初只剩下侵占策略。当 
竞争进人模型时，从一高水平的投资一竞争型行为者群体出发，私有财 
产均衡将被永远保持。但是这一均衡并不是全局稳定的，因为如果我 
们一开始的时候竞争者太少，对应于鹰一鸽模型中的共产主义策略的侵 
占均衡将不能被排除，除非突变所带来的一系列非常不可能的结果大大 
增加了竞争者的比例，即使他们的适存度很低。 



图2 —个私人产权均衡 


7内生的战斗力 

对 （11) 式中所含参数合理取值范围的估计使得我们认识到放在私 
有财产均衡上的注意力一般是相当有限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 
合理的条件下，为了维持一个私有财产均衡，群体中至少必须有75%成 
员是竞争者。这并没有反映私有财产的现状，一般私有财产岀现得相 
对较少，但是一旦存在就会倾向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此外，我们要求 
以形 式为〜 >0出现的不对称或者私有财产不稳定的情况。除了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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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殊的例子中，这里并不存在合理的原因使得这种不对称成立。 

从我们的模型中缺失的正是私有财产最为核心的 性质： 所有者配置 
了足够的格斗力，以至于它不会让潜在的侵占者加人到这场斗争中来。 

假设每个动物最初都拥有一对承诺，一个说明当它是所有者时的斗 
争强度，而另一个说明当它侵占非所有者时的斗争强度。我们可以把 
这两者对应地称为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 

设想当一个侵占者和一个竞争性的所有者相遇时，侵占者的进攻力 
量为，所有者的防御力量为〜，这里0 < 〜， h < 1，然后让 Pw == 
〜/ ( h 6 我们假定在 ( k + s u ) /2的概率下，这场会面会 
以斗争者双方中的一个死亡而结束，而所有者的死亡概率为 p u ， 侵占 
者死亡概率为 1- p u 。 在这种情况下，幸存者保有或占有这片田块的所 
有权。假如双方都存活下来，则侵占者成功替代原所有者的概率为 
P “ 注意到双方以投人战斗的力量来表示最终拥有领地的概率。这 
组跟竞争成本有关的假设中肯定不会存在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某些类型的战斗中，死亡的概率用最小的进攻和防御力量来表示更 
好，而且这将非常容易想像其非线性成本和收益表。 

在让一个所有者参与竞争并且加上新假设的情况下，要满足的条 
件为： 

s (1 - p u ) 7Tg+ (1-5) ( (1 - ) 7Tg + Pu nb) > 7Tb 

第 一项是侵人者死亡而所有者存活的概率，乘以所有权的价值 。而第 
二项是都没有死亡的概率，乘以在一场竞争后用目前所有者的预期收益 
来表示的值。现在侵占的条 件为： 

(1—/c) 7Tg + fc (Sp u 7Tg+ (1 - S ) (p u Tig + (l- Pu) TTfc ) ) > TTfc 

这里八 是所有者参与竞争的可能性，这些等式可以 化为： 



对所有者而 言有: 


133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7Tg — 1% 

m 


>fr 


2 (1 — / ) cS 0 


(13) 


对潜在的侵占者而言，当第一个不等式成立而第二个不成立时，一个私 
有财产的均衡就会出现。 

不等式 （12) 和 (13) 说明了模型的两个重要性质。第一，私有财 
产不能是全局稳定的，这是因为当八很小时，第2个等式会成立。第 
二，在适当的条件下，所有者会有个人动机选择较大值的而非所 
有者可能不会有动机相应地选择较大值的〜。为了理解这一条性质， 
我们注意到在两个等式中〜 和〜 的表达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在 
(12) 中，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心的值，而右边部分则是在种群中实 
际进行侵占的非所有 者的〜 值分布基础上得到的预期值。因此所有者 
可以选取某些〜使得等式满足，只 要〜的 均值不是太大。在 （13) 
式中，潜在的侵占者可以选择〜的值，但是右边部分是在所有竞争者 
的〜 值分布基础上得到的预期值。如果 A 足够小或者竞争者〜的均 
值足够小 的话，非所有者可以选择〜的一个值使得侵占能够 增加收 
益。 但是如果八足 够大且 〜也比较大，那么就存在使 （13) 成立的 
S U 。 特别地， 如果 /c/ (2 — /c ) > ( Tig — 7 Tb ) / 7 Tb ， 那么 （13) 式一 - 
定不 成立。在这种情 况下，潜 在侵占者不会从选择较大的 h 中 获益， 
而且 即使〜 较小， 第 一个等式也会成立。这说明了在一个私有财产均 
衡中〜 和〜 是 演化稳 定的可 能性。 

但这种解释并不是正式的 证明。 事实上，要计算战斗力量 h 和〜 
的均衡值，这个模型显得过于复杂了。然而以行为者基础模拟的这个. 
模型在相当宽泛的初始条件下，证明了这些参数的演化是与一个私有财 
产均衡相容的。 

在所有的模拟中，最初群体里的每一动物从单位间隔[0.5， 1] 和 
[0, 0.5] 的均匀分布中被相应地分配防御力和进攻力。新生的动物则 
从它们的父母那里继承这种力量，不过存在一个突变的概率，在此种情 
况下该力量大致会增加或减少 0. 5个百分点。因此这些打斗力量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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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者力量 


投资一侵占一竞争 


投资 




/\ 


0 10 000 20 000 30 000 40 000 

时间段 

图3当竞争力置是内生时的中庸侵入 

图3描述一个典型的模拟过程，其中最初投资一竞争的行为者比例 
非常低，只有3.44%。投资一竞争型策略在一开始几乎就要消失了。 
但是，除了较小比例成为其他类型的突变体以外，最终会增长到一个固 
定值。对这一模拟的进一步研究得到在力量内生的情况下，可以构建 
出相当宽的模型参数值，使得私有财产均衡较为显著地在模型中出现。 

8 一个反财产的均衡 

考虑如下的一个 情形： 行为者都将死亡，除非它们能在每 n 天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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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化的，除了强加到承受者身上的适存度成本，不存在任何东西能阻 
止侵占力量的快速增长，或者竞争者力量降低到较低的水平。正如我们 
所应该看到的，虽然在我们的模型中斗争力量是内生的，但是具有较大 
力量的竞争者可以在演化动态中存活下来，即使使得竞争者优于侵占者 
的不对称成本 G 被去掉时也是如此。虽然最终的私有财产均衡是非常 
稳定的而且正如在前面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使用合理的参数值上有 
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样的均衡并不是全局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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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成功地拥有 -- 块田块。一旦拥有田块以后，它们在每个时期能以 r 
的速度进行再生产。当一个行为者遇到一块已经被占有的田块时，它 
对该田块的估价可能超过目前的所有者，这是因为一般来说侵人者比目 
前的所有者寻找另一块田块的时间更少，而且前所有者可以有整整 n 
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0前的所有者可能没有动机为保有田块而 
展开一场战斗，但是侵入者可能会。因此新来者可能在不进行战斗的 
情况下获得该田块。所以这里存在着一个稳定的侵占均衡，对应于 
鹰一鸽模型中的共产均衡。当然，在未来的一些时期，一个侵占者可能 
自身也会被侵占，但决不是说存在一个无效的所有权循环。 

为了评价这样一个场景的合理性，请注意，假如巧是•一块田块所 
有者的适存度， 然后 n b ( k ) 是一个还有 A 个时期可以去发现和开发 
田块的非所有者的适存度，于是我有了下列的递归方程： 

岛 （ 0) = 0 (14) 

叩（灸 ）= f/^g^ (1 — // ) nb (k ~ 1) k = 1, , n 


(15) 


// 从一个非所有者变成一块田块所有者的概率，或者是因为田块不再 
被拥有，或者是非所有者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侵犯所有者。我们可以 
通过解 （14) 和 （15) 得到： 

7 tb ( k ) = ng (1- (1 — //) k ) k = 1 ，…， n (16) 

注意到当 / c 和 // 越大时，一个非所有者的收益也越大。我们也可以得 
到方程 （17) : 


〜= r + (1 - p ) ng -^ pn g ( n ) (17) 

这里 P 是田块死亡或者所有者在较低成本下被一个非所有者侵占的概 
率。我们通过解方程 （17) 得到： 

ng = f~a 二 f f ”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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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 r 越大，/?越小，/>越大， n 越大时，一个所有者的收益越大。 

正如在前面的模型中描述的，我们假定侵占 者有〜 的进攻力量， 
竞争者有 b 的防御力量，这里0 < bb < 1且；^ =。/ (^ + 
〜）。在+ L ) /2概率下一个行为者会死亡，竞争者以概率 
P W 死亡，侵占者死亡的概率则为 (l-Pu) ，假如双方都存活下来，侵 
占者成功替代所有者的概率为 p u 。 我们假定有比例为 A 的所有者是 
竞争者，然后得到一个所有者和一个发现所有者田块的非所有者符合侵 
占策略的条件（即侵人者成功侵占，所有者不竞争）。当这些条件满 
足时，我们有八= 0。 

令心为竞争而不是简单放弃田块所得到的适存度值 (fitness 
value ) 。于是我 们有： 

Tt c ^ S (1 - p u ) 7T^ + (1 - ^) ( (1 - p u ) 7Tg 

+ PuTib ( n ) ) - 7 Tb ( n ) 


通过化简 得到: 


n c = 


n g isj + Sp (2 十 h ) 
2 \ 5 o ^ S u 


a - fr) n - s u ) 


(19) 


而且，心在: y 。 中递增，所以假如所有者竞争，他将确定 ct 。 = 1，于是 
对所有者而言竞争能增加收益的条件 变为： 


s u + 2/ s u + 1 

1 + S u 


(1 — //) n > 1 


( 20 ) 


现在令 7 Tu ( k ) 为一个必须在段时期前拥有一块田块而且遇上一 
块有主肥沃田块的非所有者的适存度。那么行为者实施侵占收 益为： 

^ u ( k ) = (1 - /c ) n 8 + f c ( sp u 7 T g + (1 - 5 ) ( p u n g 
+ (1 - Pu) 7 Tb (k -1) ) ) - 7Tb (k -l) 

这个等式中的第一项是所有者不竞争的概率，乘以这种情况发生时侵入 
者的收益。第二项是所有者竞争的概率，乘以它进行竞争的收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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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项则是不侵占的收益。我们可以将等式简 化为： 

( — S Q ~ fc ) +5“ / O-l \ 

7Tu(k) = TTg (Zl) 

So ~ ^ u 

在八 >0 的前提下这个等式总是正的，而且随着 h 增加而增加，随着 h 
增加而减少。因此侵人者总是会 选择〜 =1。另外，正如我们所预期的， 
在八=0的情况下，侵人者实施侵占的概率为1，所以％ (幻=巧。在 
任何情况下，不管 / c 取什么值，侵人者总是会实施侵占。所以一个不 
竞争同时存在全局稳定的侵占均衡的条件（20> 变为： 

2 (1 -//)"< 1 ( 22 ) 

在//或者〃足够大的情况下都将满足 （22) 式的情况。当 （22) 式不 
成立时，就会存在一个全局稳定的侵占一竞争均衡。 

虽然 Maynard Smith (1982) 描述了 Oedbws cwito 蜘蛛的例子，其 

中的侵占者几乎总是不用战斗就能替代原来所有者，但是侵占（即共 
产）均衡在文献中并不是经常见到的。而在人类中，这种情况已经被 
称为“可容忍的盗贼”，而且在若干狩猎一采集的群体中也能较频繁地 
被观察到 （Blurton Jones , 1987； Hawkes , 1993, Bliege Bird and 
Bird , 1997, wilson , 1998) 。更为非正式地，我观察了每个夏天我 
的鸟在进食和洗浴过程中的例子。一只鸟到来以后，会进食或 洗浴一 
会儿，然后无抗议地被另一只鸟所替代，接着一切继续。这看起来像 
是在进食或洗浴了一会儿以后，就不再值得花任何精力来保卫这块领 
地。而侵占一竞争均衡可能用霍布斯均衡来命名更为恰当，因为这里 
有一场所有行为者针对 所有行 为者的战争，而且生命是野蛮和短暂的。 
(注意到这个例子中的情况，每一个对手都有1/2的概率会死亡。） 


9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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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很稳定。当这样一个均衡确实存在时，它一般将依赖于所有者与 
侵入者之间的不对称，但是这种不对称可能完全是全局的统计意义上 
的，因为当所有者平均地更愿意比侵人者投入更多力量时，这种区别就 
是演化稳定的。假如我们只是从局部互动来看不对称的根源，那么要 
想对这种类型有所理解是不太可能的。 

自从 John Maynard Smith 在25年前引人博弈理论模型后，动物行 
为学家对此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方面这样的模型确实对整个 
学科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提供了有序和具有分析力的支持。另一方 
面，这样的模型经常只比“玩具”的意义多一点，把握住的只是在这个 
领域观察到的丰富动态内容的一小部分而已。 

像竞争者一侵占者模型这样的方法可能提供•种非常有用的调和途 
径，在保持分析的清晰性和易操作性的同时，在生态细节方面非常丰 
富，作出了关于领地的生命周期、迁徙和所有者与非所有者的互动形态 
等方面的具体假设。这样的模型对说明系统所需要的参数数量进行了 
一定的控制。而且，每一个这样的参数，包括田块死亡的概率、迁徙 
的成本、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在肥沃与死亡的土地上的适存度，在理论上 
同时也可能在实践上有实证估计的能力。事实上，移动和互动的结构 
可以在改变后适应不同的现实环境。 


注释： 

[1] 一个采取被动策略或投资者策略的群体也尊重私有财产，但会被侵占者侵犯， 
所以并不是演化稳定的。 

[2] 这狴可能性和支付在 V = H ■时是减少囑一鹰支付和可能性的惟一线性函数，并 
保证在^ 0时老鹰 V 取胜。这个模型的分析不依赖于 M 的值^ 

[3] cdtter 有小动物的意思，也有家畜的含义，用于贬义的话，也可称呼人，现暂 
译为动物。一译者注 

[4] 这里和下文我们都会运用指数近似 (l-1/n) « ^ expert , 特别地当 n 非常 
小时这个结果相当精确。 

[5] 所有在这篇文章中出现的模拟都是作者用 PASCAL 编程语言写成的，程序的正 
确性 经过了检验，如果箝要的话可以用各种理论上的偏离情况来检验模拟结果。除非另 
有说明，所有的模拟釆用相同的参数。 

[6] —个相似的结论可以从假定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不对称使所有者更有可能 
贏得 竞争。假设在一场竞争中，所有者死亡的概率为 cv (1 - 化）而侵占者的死亡概率 
为 c cP “ 如果双方都存活下来，所有者拥有田块的概率为而侵占者拥有田块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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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P“ 因而 Pr > 1/2 时反映了所有者占有优势。所以我们非常容易得到致使一个私 
有财产均衡需要的竞争者的最小比例为 /nmn = (}—p C )/p Co 那么特别当存在非常强的 
所有者偏见时，八 mm 的值也会相应地变得比较大。例如当化 = 2/3 时，则 /Vrnin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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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遗传 


萨缪 • 鲍尔斯赫伯特 • 金迪斯 


关于政府在减少经济不平等方面应起何作用，人们的看法大相径 
庭。自利和价值观念的差异部分解释了人们在再分配问题上的争议。 
到目前为止，最困扰人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统计 


数据表明无论富人和穷人都持有类似的想法，即那些认为“在人生中获 


得成功和领先他人”取决于“勤奋”或者“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他们 
往往反对再分配的方案。相反，那些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从家庭继 
承财产”、“父母和家庭氛围”、“人际关系和认识恰当的人”或者 
“成为白人”的人则支持再分配方案 （ Fong ， 2001； Bowles，Fong and 
Gintis , 2002 a ) 。如果个人是由于继承而获得成功，那么即使是微小 
的成功，人们也会感到不公平。相反，通过别的方式获得成功的人即 
使取得巨大成就也不会招致别人的反感，只要竞争是公平的。 

公平竞争怎样在代际间发挥作用？强调代际间经济地位转移的生 


* 原文题目为 The Inheritance of Inequality , 发表于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6， 3 (2002) , pp. 3—20, 吴灵译。我们在这里要感谢 Jere Behrman，Anders Bjork- 
lund, Kerwin Kofi Charles，Bradford DeLong, Williams Dickens, Marcus Feldman ， 
James Heckman, Tom Hertz，Erik Hurst, Arjun Jayadev, Christopher Jencks, Alan Krue¬ 
ger, John Lochlin, Casey Mulligan, Suresh Naidu. Robert Plomin，Cecelia Rouse, Mi- 
chael Waldman 和 Elisabeth Wood ， 感谢他们为本文所作的贡献。我们要感谢研究助理 
Bridget Longridge 和 Bae Smith 所做的工作，感谢 John D . 和 Catherine T. MacArthur 基 
金会提供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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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机制是什么？这些机制服从公共政策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使经济成 
功的取得更公平？这些是我们在本文中将尽力回答的问题。 [1 】 

毫无疑问，一个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一般能够接受更多和更好的 
学校教育，并能从物质、文化、基因的遗传中受益。但是直到最近，经 
济学家们一致认为在美国，成功是指每一代人中的胜利和失败。从 Blau 
和 Duncan (1967) 开始，统计学上的早期研究发现父母与子女长大后的 
经济地位之间存在很弱的相关性，这也表明美国确实是一块“充满机会 
的土地”。例如，美国学者 Becker 和 Tomes (1986) 的研究表明，父母 
与子女的收人或者所得（或是它们的对数）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平均为 
0.15, 他们因此得出 结论： “除了受歧视所害的家庭外，几乎所有从祖上 
继承的所得优势或所得劣势都将在三代内消除殆尽。” Becker (1988) 
在美国经济学协会的就职演讲上表达了这样一个被广泛赞同的观点： 
“髙收人或者低收人从父辈转移到子辈的程度不高。” （ p .10) 

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高水平的代际流动性的估计在度量时容易 
犯两类 错误： 在报告收入时会出错，特别是在要求个人回忆他们父母收人 
水平的时候容易出错，认为当前收人的暂时组合与永久性收入不相关。 

( Bowles , 1972, Bowles and Nelson , 1974, Atkinson , Maynard and 
THnder , 1983, Solm , 1992, Zimmerman, 1992； Bjorklund , Jantti , and 
Sdon ， 即将发表）两代人收人间的髙噪音信号比 （ noise ~ tosignal - ratio ) 降 
低了代际间的相关。当这些错误被纠正后，代际间经济地位的相关性变得 
非常显著，它们的值是 Becker 和 Tomes (1986) 的研究结果的3倍。 

经济成功的代际转移估计值的高度一致激发了实证研究。大多数研究 
者都同意的事实 包括： 与那些在同一个种族里随机挑选出的有相似年龄差 
的人之间的收人水平相比，兄弟之间的收人水平更为相似，同卵双胞胎与 
异卵双胞胎或非双胞胎相比，其收入水平更为相似，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 
子能够接受更多和更好的学校教育 • 财富继承对子孙后代的富裕起很大作 
用。在以上几点和其他实证规律的基础上，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不同机制的组合能够解释经济地位的代际间转移，这包括雇员需要 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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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和非认知个性特征的遗传传递与文化转移、财富和高收人的团体成员 
资格如种族，以及地位较髙家庭孩子享有的优秀教育和健康体魄。 

然而，经济成功的代际转移依然是一个黑箱。我们发现尽管富裕 
父母较好的认知表现和教育程度非常重要，但最多只解释了经济地位代 
际间转移的一半原因。此外，当增加收入特征的遗传传递看上去起作 
用时，智商的遗传传递相对来说不太重要。 

可能有人认为黑箱问题的存在是因为相对于测度父母与子女的收入或 
所得的方法而言，对干扰变量的测度方法较差。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 
事。对受教育年限和其他从学校里所获知识的测度方法，跟测度认知表现 
(cognitive performance) 一样只存在很小的误差。釆用更好的测度办法当 
然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测置智商的办法不太可能有很大的改进，而且最 
近用改进后的办法对学校质量所进行的测度，并没有给我们研究黑箱问题 
带来多大的启示。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我们测度正确变量时方法太差，而 
是在于我们完全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变量。这些变量究竟是什么？ 

许多经济学模型把个人收人当成是个人带到市场上的生产要素 
(例如认知功能和教育）的总回报。但事实上，任何影响收人以及使 
父母一子女间存在很强相似性的个人特征都会影响到代际间经济成功 
的转移。这些特征包括种族、地理位置、高度、外表、或其他生理特 
征、健康水平，以及个性。•因此，与标准的研究方法相反，我们给予 
这些收人产生特征 （income-generating characteristics) 以适当的考虑， 
而这些特征通常不被认为是生产要素。在有关代际间经济地位转移的 
研究中，我们认为在认知技能和教育方面已经研究过头了，然而在财 
畜、种族和非认知行为特征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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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变量来测量，如收入、所得或者财富。离散的方法允许一个丰富但 
很难总结的表述，使用相关社会等级中的过渡率来描绘代际间地位保 
持过程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相比之下，连续的方法能 
够基于两代之间经济地位的相关关系给出一个简单的度量。此外，这 
种相关关系还能够分解，用以说明父母孩子经济地位相似性的各种生 
成机制。两种方法都是很有洞察力的，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主要 
釆用连续的测度方法。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用收入或所得作 
为计童单位，虽然对大多数应用来说收人（是更具包含性的办法〉是 
更好的选择。 

我们用下标 P 来表示父母，而 y 是指个人的经济地位，经过调整后 
它的平均值为7， ： y 在代际间是一个常数项， h 也是一个常数项， 
4是一个与无关的干扰项，因此 

y~y= &y(.y P - y) + ^ 

后代经济地位的均差等于父母经济地位与均值之间的差乘以心，再加 
上干扰项。相关系数 h 是用来测度代际间的收入弹性。在后面的实 
际工作中，除非特别提到，收入、所得、财富和其他用来测度经济成功 
的变童，我们都是取它们的自然对数值进行衡量。因此，心表示父母 
的经济地位变动1%时，子女的经济地位变动的百分比。我们用 1— 心 
来测量经济地位均值对后代经济地位的影响，1 — 心叫做对均值的回 
归 (regression to the mean ), 它表明了个人希望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 
比他们的父母更接近均值的意愿程度 ( Goldberger , 1989) 。 

代际间收人弹性与代际间相关系数的关系可以由下式 表明： 




❼是 y 的标准差。如果 y 是财富、收人或者所得的自然对数，那 
么它的标准差就是测量不平等的无计量单位 （ unit - free ) 方法。因此， 
如果不平等在代际间不变化，则 a ^ = ❼，那么 Py = ^。然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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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不平等提高的时候代际收人弹性超过了 p y ， 而收入不平等降低时 
代际收人弹性比 Py 要小。在效果上，代际间相关系数 P 会受收人分 
配的影响，而代际收人弹性却不会。另外， P 2 测度了这一代经济成 
功与上一代经济成功之间线性关系的差异。 

Mulligan (1997) 和 Solon (2000) 已经给出了代际间收人弹性的 
估计办法。 Mulligan 给出的估计均值分 别为： 消费 0.68, 财富 0.50, 
收人 0.43, 所得（或 工资） 0.34, 学校教育年限0.29。证据表明，收 
人在代际间的持续程度有混合的趋势。许多研究表明代际间经济地位 
的延续性会随着年龄的提高而提高，儿子的延续性要比女儿强，当多年 
的收人和所得加以平均时延续性也会变强。最近 Mazumder (即将出 
版）的一个研究对多年平均的重要性作了描述。他用美国社会保障管 
理局提供的数据来估计代际收入弹性，当他把子辈的所得加以3年平 
均，把父辈的所得加以两年平均，得出的弹性是 0.27; 把父辈的所得加 
以 6 年平均时弹性增加到 0. 47, 而把父辈的所得加以15年平均时这一 
数字增加到0.65。 

对于许多出身寒门的孩子来说，这么大的代际弹性意味着他们要变 
得富裕的想法只不过是种幻想吗？代际相关弹性是一种平均测度，凭 
此我们难以知道出生于富裕家庭、中等家庭和贫寒家庭的孩子在经济上 
成功的概率。通过计算这种条件概率以及观察整个转移矩阵，我们可 
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 Hertz (2002) 的研究结果可以用图表1加以说 
明，图中把父辈的收人在坐标上分成十等分（从左到右依次对应着从贫 
困到富裕），把成年子女的收入在另一坐标上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排序。 
高度表示从父辈坐标转移到子辈坐标的可能性。 

尽管 Hertz 在数据中用的收入代际相关系数为 0 . 42 ,但是这也表明 
出身贫困的孩子和出身富裕的孩子之间的生命轨迹有很明显的差异。 
图中的“双峰”体现了贫困与富裕（虽然我们不期望“富裕陷阱”这个 
术语会变得流行）之间的这种差异。在坐标上 D 点表示出生在最富裕 
家庭（十等分中的前十分之一）的孩子，长大后将有 22. 9%的机会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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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十分之一收入的家庭的子女 
进入后十分之一收入人群的 
几率是 31. 2%,进入后五分 〆 
之一人群的几率是 50. 7% 


后十分之一收入的家庭的子女 
进入前十分之一收入人群 
的几率是1.3%,进人前 
五分之一人群的几率 
是 3.7% 


前十分之一收人的家庭的子女 
进人前十分之一收入人群的 
几率是22.9%,进入前五分 
之一的几率是40.7% 

D 

前十分之一收入的家庭的子 
女进入后十分之一收人人 
群的几率是2.4%,进入 
后五分之一的几率是 
6.8°/o 






图1代际收入转移率 


图中，细胞（/， ）） 的高度表示其父母亲的收入位于第丨位置的人成年后将 
拥有位于第 ） 位置的家庭收人的概率。在子女26岁以上开始衡量他们的收入， 
并且在观察到的数据里面把收入加以平均。在收入数据中，我们把收入年龄从1 
到21排列，得到平均数是9.9。父母的收入是指当他们的子女在身边的时候的 
收入。我们把父母的收入也加以平均。在这些数据中，我们把收入年龄从1到 
18排列，得到平均数是 9. 4。在图表中，经过简单年龄调整的父母与子女之间 
的收入相关系数为0.42。 


最富裕阶层，有 40 . 7 % 的机会步入比较富裕的阶层（十等分中的前五分 
之一）。 A 点表示出生在最贫困家庭（十等分中的后十分之一）的孩 
子，长大后将有 1 . 3 % 的机会步入最富裕阶层，有 3 . 7 % 的机会步入比 
较富裕的阶层。 C 点表示出生在最贫困家庭的孩子，长大后将有 
31 . 2 % 的机会进人最贫困阶层，有 50 . 7 % 的机会进入比较贫困的阶层 
(十等分中的后五分之一）。 B 点表示出生在最富裕家庭的孩子，长 
大后将有 2 . 4 % 的机会沦为最贫困阶层，有 6 . 8 % 的机会落入比较贫困 
的阶层。 Hertz 的转移矩阵和其他的研究 （Corak and Heisz ， 1999 , 
Cooper , Durlauf and Johnson , 1994 , Hertz , 2001 ) 表明，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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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点上有不同的转移机制在发挥作用。例如财富遗贈在顶层的 
收人分配中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底层的收人分配中，髙犯罪率和 
身体健康因素可能又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同种族之间的动机模式也存 
在很大的区别 （ Hertz ，2002) 。从顶层沦落到底层的黑人是白人的五 
倍。因此成功的黑人并不像白人那样，能够有效地把成功转移给下一 
代。相应地，黑人从底层踏人上层社会的几率是白人的一半。 


2延续的 源泉： 文化，遗传和遗赠 

经济地位在代际间有效地转移着。我们将试着去发现父母收人是 
如何影响子女收入的。我们把代际相关（或者说是代际收人弹性）分 
解成反映生成机制贡献的各个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例如经济地位代际相关的原因有一部分可以用智商遗传来解释，或者孩 
子长大后富裕是因为生于富裕家庭。 

相关系数可以做到这一点。此外，我们用到的方法并不要求以特 
殊的次序来引进变量。假定父母的收人（用它的对数值来测度，用 
表示） 和子女的教育 （•?） 影响到子女的收入（同样用它的对数值来 
测度，用 y 来表示）。跟其他相关系数一样，代际相关系数/测度 
了在多元回归预测 y 中，关于父母收入（心^)和子女教育（0>^)的 
回归系数的总和。父母收入 （ P v ) 和子女教育 （0^) 都跟以与回 
归因子（当然，对于父母收人这个变量来说自相关为 1) 相乘^正态 
回归系数只是在因变量、标准单位离差中发生变化，并与自变量发 
生的一个标准离差变化有联系。在这个回归分析中，父母收人的正 
态回归系数体现的是直 接作用 （direct effect ) 。在关于代际相关的 
分解式中，教育因素被称为间 接作用 （indirect effect ) 。图 2 m 说 
明了这样的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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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总和的相关性 


只要多元回归系数是无偏的，那么分解式中无论哪种变量间的相关 
系数都是有效的。特别，这里并不要求回归因子是不相关的。这个分 
解式让我们能够更加精确地了解引言里所提到的“黑箱”。当我们说标 
准的学校教育、认知水平和其他一些变量对观察到的父母子女间收入相 
似性的影响小于一半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在使用这种比较方法的许多研 
究中父母的直接作用不到代际相关性的一半 （ Bowles , 1972, Bowles 
and Nelson , 1974, Atkinson et al ., 1983, Mulligan , 1997) 。 

我们的策略是估计这些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大小。分解式中， 
父母收入和其他变量（例如上面所说的学校教育）的相关关系被认为 
是与收人差异产生过程相联系的。当然这些相关关系并不需要反映因 
果关系。但是以上所提到的分解式能够重复地被用来解释父母收人和 
后代收人之间的相关关系，有时候是因果关系。例如，在研究财富转 
移过程中财富的作用时我们会问到为什么父母收入与子女财富是相关 
的。是因为遗产和身后物的转移，抑或是由于储蓄行为的文化传递造 
就了这种相关性？难道仅仅因为不知道父母和子孙的财富存在着什么 
样的相关关系，我们就应该尽量避免解释数据的由来？类似地，父母 
与子女之间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相似性可能是因为基因或文化上的遗 
传，后者包括学校教育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使子女获得了良好的技 
能与举止，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有优势。跟 Becker 开创的以及 
Graw 和 Mulligan 提出的模型不同，我们在分析父母与子女行为的时候 
所用的方法带有更多的诊断性，而不是给出产生传递过程的充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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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们是揭示了从哪个角度来发现原因。这篇文章的下一部分将 
会探讨这个分解式。 


3认知技能的基因遗传 

有一个途径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不仅仅因为乍…看它是可信的，还 
因为大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个途径就是认知技 
能的基因遗传。有许多文献表明了父母与子女在认知技能上的相似 
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42 到 0.72 之间，其中较高的数 
字是用父辈的平均智商相对于子辈的平均智商来测度的 （Bouchard and 
McGue ， 1981, Plomin , DeFries，McClearn and McGuffin , 2000) 

通过直接或教育所获，认知机能对所得的贡献在许多使用智商（或者相 
关的）测试分数来估算所得决定因素的研究中得到了 证实。 智商对于 
所得的直接作用是用多元回归来分析的。回归分析中把所得的对数值 
作为因变量，并估算出一系列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这些解释变量包括 
认知能力的测试成绩、受教育年限（也有可能是其他测度办法）、父母 
经济和/或社会地位的测量、工作经历、种族和性别。智商对获得较 
高水平的教育的贡献是通过测度孩子的智商（和其他的变量一起）而预 
测教育获得水平来估计的。 

我们在一个所得方程 (earning equation ) 中确定了 65个正态回归 
系数估计值，这些估计值是在美国跨度达 30 年的 24 个不同研究中的数 
据。我们 （ Bowles，Gintis and Osborne , 2002a ) 给出了苔萃分析 
( meta _ analysis ) 。[ 3 ]估计量的均值是 0. 15,研究显示了在认知分数 
上标准离差发生一个单位的变化而其他变量（包括学校 教育） 保持不变 
时，所得的对数值产生了七分之一单位的标准离差变化。与此相比 
较，在用来预测所得的自然对数的同一个方程中，关于教育年限的正态 
回归相关系数的均值是0.22,这表明了学校教育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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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通过检查确定这些结果是否依赖于作者们赋予的权重，是否会因 
为釆取不同类型的认知测试方法和在什么年龄进行测试以及在研究中其 
他的一些不同而产生差异，结果发现没有很显著的区别。关于孩童时 
期智 商对于以后学校教育（也是正态的）的影响，有研究得出一个估计 
值是 0.53 (Winship and Korenman , 199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 
出一个用来测算智商对于所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的粗略计算公式，如果 
用 b 来表示的话，就是 b = 0.15 + 0.53 x 0. 22 — 0.266。 

这两个事实（一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在智商方面的相似性，二是智商 
在直接和间接影响所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否暗示着认知能力的基因 
遗传在代际间经济地位的传递中起着重大作用？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 
一个方法就是在遗传传递是惟一的源泉的条件下，父母和子女间的智商 
有多大的相似性。同时，还要知道在没有其他传播途径的条件下，父 
母与子女之间的收人有多大的相似性& 

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一些遗传学的知识（有关细节参照附录和 
Bowles 与 Gintis [2001] 的文章），还要了解一些专业术语如显型 
(表现型）、基因型、遗传可能性和遗传相关性，这些术语对于许多 
经济学家来说是陌生的。人的智商——即测试分数——是一种显型， 
而影响智商的基因是人的基因型智商 IQ) 。 遗传可能性 
是指上述两者的关系。假定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下，基因型的一个标准 
离差差异是与^分之一的智商标准离差差异相联系，那么 V 表示的 
是智商的遗传可能性。 V 的估计量是通过双胞胎、兄弟姐妹、姑表 
亲和其他在基因上有不同程度联系的人们之间智商上的相似度来估算 
的。它的值不可能髙于1，最近的很多研究表明估计值一般都比较 
低，估计值很有可能等于一半 （0.5) 或者小于一半 （ Devlin，Daniels 
and Roeder , 1997； Feldman , Otto and Christiansen ，2000； Plomin , 

1999) 。遗传相关性在数理上度量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基因的相关程 
度，如果父母的基因是不相关的（随机婚配）的，遗传相关性为0_ 5。 
但是人们在选择配偶时会倾向于智商上更相似的（同型交配），这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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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表现为它们基因的相关系数 W 。 这种效应使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遗 
传相关性增加到 (l + m ) / 2 0 

使用以前分解式的方法，父母与子女之间智商的相关性（用 y 
表示）等于智商的基因遗传可能性乘以遗传相关性。因此我们得到 
V = hH \ + m)/2 c 由智商基因遗传导致的父母和子女收人的相关 
性就是 y 乘以智商对于父母收入的标准化影响，再乘以智商对于子女 
收入的类似影响，也就是 yfc 2 。 另一种算法是，我们观察到智商的基 
因遗传是在父母收人和子女智商的相关性中发生作用的惟一途径（我们 
用 yb 来表明），并把此式乘以子女智商对所得的影响也能导出同 
样的结果。 

使用上面估算的值，我们计算出智商的基因遗传对于代际间收人转 
移的贡献为 （ V(l + w )/2) (0.266) 2 = 0.035(1 + m ) h 2 a 如果智商 

的遗传可能性为0.5,未知的相关关系 m 为 0.2 (都是合理的，如果是 
大致估计），假定智商的基因遗传在代际收人转移中是仅有的作用机 
制，那么代际相关系数为0.01，或者说是观察到的代际相关系数为 
0_02。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智商的基因遗传在代际收人转移中的影响是 
可以忽略不计的。注意我们的结论不会因同型交配和遗传性的假定的 
改变而改变。智商不是决定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智商基因遗传在父母收入与子女收人之间的相似性的微小贡献可 
能是因为在测算认知能力时所釆用的方法误差所造成的。这里有两个 
争论： 第一，测试可靠性 （ reliability ) 体现在什么地方？不管测试什 
么，釆用的方法能够很好地测度吗？第二，测试的有效性 （ validity ) 
体现在什么地方？测试方法是否测度了正确的事情？认为测试过分 
渲染的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测试是在标准所得方程中使用一些可 
靠的变量而进行的。（可靠性由测试与再测试之间的相关性，在测试 
中奇数项目与偶数项目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別的更加复杂的方法来测 
度。）例如，对于通常使用的 Armed Forces Qualification Test ( AFQT ) 

方法-种用来测试职业成功的方法但现在经常用来测试认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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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一个人连续两天测试分数的相关性要高于同一个人连续两 
天报告教育年限或收人的相关性。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测试可能测量了错误对象，它更加重要但不容 
易有把握地解决。是不是存在没有用现有测量工具测度的认知技能， 
而它不但具有高度遗传性，还会对收人所得有很大影响，因此就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转移过程？对一般认知能力的测试方法的探索开始 
于 Edward Thorndike 在1919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智 能”。 这些测试 

方法不考虑智商，并且预测孩子成年后的成功可能。其他一些可选择 
的测试办法，如 Robert Sternberg 和他的合作者所做的“实际智能” 
( Sternberg , Wagner , Williams and Horvath , 1995； Williams and Stern ¬ 
berg , 1995) 能够预测个人在一些特殊职业上能否获得经济成功 。但 
是，尽管实际的名声和运气可能会在特定领域对个人的成功有所帮 
/助， Thorndike 的探究到现在还没有产生取代智商的强有力的手段，更 
不用说是高度遗传了。我们不能把在经济上有重要作用但又未被测量 
的可遗传的一般认知技能的可能性剔除出去，目前只能猜测。 

确实，我们倾向于认为目前可利用的测量方法过度估计了一般认知 
技能对于收人所得的重要性，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做测试就像是做工 
作。任何优秀的成绩都是能力和动机的复合产物，其中还包括了以下 
一些素质，如毅力、工作热情和其他对个人所得有独特贡献的特征^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尽童避免使用测试分数这个词语来描述“认知技能”， 
而是用更具描述性的“认知表现”的原因 。 Eysenck (1994， p .9)， 一个 
认知测试中的佼佼者，这样 写道： “在智商测试中解决一些低层次的问 
题只是一个表现的测度；在智商测试中，可能是个性而非仅仅是抽象的 
智力对智商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次智商测试只持续一个小时或一个小 
时多一点，而且疲劳、 警戒、 激励可能也会起作用。”因此，预测收入 
所得的认知测度的一些解释力反映的不是认知技能，而是有助于成功完 
成任务的其他个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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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因遗传和环境遗传 

尽管智商基因遗传不能解释代际间经济成功的转移过程，但还存在 
其他可能重要的通过基因转移的特征。确实，跟异卵双胞胎相比，同 
卵双胞胎在收人方面存在显著的相似性，这表明基因的作用可能是很重 
要的。这里，我们将用双胞胎的相似性来估计收人的基因遗传和代际 
转移的环境因素。 

但是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正如下面会指出的，我们的估计值 
对于未观察到的参数的变化十分敏感。第二，很多时候存在着一个错 
误的假定，即如果一个特征的遗传是显著的，那么这个特征不会因为环 
境的改变而改变。身高这个例子能够很容易推翻这个谬论。以美国双 
胞胎作为样本对身高遗传进行的研究表明，身高遗传的可能性是很明显 
的（大约是 Plomin et al . , 2000) 。此外，这个世界上不同人种 
之间的高度有显著 区别： 居住在苏丹的丁卡人（苏丹南部的黑种部族 
人）的平均高度是5英尺11英寸，比挪威人和美国服役军人高一点， 
却比南非 Hadza 狩猎一釆集者高出整整8英寸 （ Floud，Wachter and 
Gregory , 1990)。 但是 1761 年挪威征集的新兵却比今天的 Hadza 人 
还要矮，这表明就连可遗传性很强的特征对环境也是很敏感的。我们 
从由于环境变化引起的特征的小比例变化的发现中得出 结论： 通过改变 
环境来改变特征的政策需要非标准的环境条件，它不同于我们的估计所 
设定的环境变量。 

把南非作为考察的例子，我们看到在1993年（纳尔逊，曼德拉成 
为南非总统的前 一年〉 以前，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代际收人转移是因为 
父子都属于同一种族，种族在当时是一个关于收入的有效预测器 
( Hertz ， 2⑻ 1) 。把种族这个因素加入预测子女所得的方程中，这样 
做的结果是减少了父辈所得对子辈所得的影响，程度大概在三分之二 


154 




不平等的遗传 


以上。因为“种族”所指定的特征具有高度可遗传性，而且混种婚配 
的情况比较少，我们发现基因遗传在代际经济地位转移中充当着一个 
重要的角色。从南非这个例子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南非处于种 
族隔离的情况下，生理特征的基因遗传对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是非常重 
要的，然而这种生理特征的基因遗传却是源于环境的影响。造成肤色 
和其他种族特征的基因遗传在经济地位转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原 
因是公共政策，而不是人的本性。这些公共政策包括对种族的界定、 
种族间的婚配模式和其他非白人遭受的歧视待遇。因此，转移过程中 
基因要素的决定性作用本身不能说明公共政策能或应该在何种程度上 
使竞争变得公平。 

使用配对个人的数据估计遗传可能性，配对个人在不同程度上 
有共享的基因和环境。例如，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在成长过程 
中面临的环境很相似，而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在基因上有更大 
的相似性。在一系列很强的简化假定下（在附录里有详细解释）， 
人们能使用有亲戚关系的两个人之间遗传和环境相似性的方差来估 
计特征的遗传可能性，如估计收人、受教育年限或者其他一些标准 
的经济变量。 Taubman (1976) 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方法的经济学 
家。下面的模型在计算时，假定基因和环境会影响人力资本。人 
力资本能够产生所得，下面的方程也将揭 示这一 点。但是假定财富 
效应和其他对收人有贡献的变量是不受环境和基因影响的，我们下 
面会-加以说明。 

这里我们给出假定。第 一 ，基因和环境有相加效应——基因和环 
境可能是相关的，但是“优秀基因”对所得的直接作用（用它们的回归 
相关系数来衡量）独立于环境。因此个人的所得可以 写为： 

所得=& (基因 ） + 0 (环境）+异质效应 

第二，一对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针对异卵双胞胎）与一对人之间的环境 
差异不相关。举个例子说，长得漂亮的双胞胎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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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第三，对于异卵双胞胎和同卵双胞胎来说，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 
是相似的。第四，父母两人各自的所得隐形性状不相关（即他们是随 
机婚配的）。在给出这些假定以后，我们得出了所得的遗传可能性 
(^ 2 )是异卵双胞胎和同卵双胞胎的所得相关性差异的两倍的结论。 
当利用最佳数据集来测算出两者的所得相关性差异是 0.2 时 （Bjdrklund 
etal . 利用瑞典双胞胎注册登记处的数据估算得出，同时 Ashenfdto : 
和 Krueger (1994) 利用小一点的美国双胞胎数据集估算得出），在这 
些假定下可以得出 / i 2 估计值等于0.4。 

由于父母是随机婚配的，异卵双胞胎之间的基因相关性是0.5,这 
其中就隐含着异卵双胞胎收人所得的相关性，因为基因因素为矽/2。 
事实上，观察到的双胞胎所得相关系数大于这个估计值是因为双胞胎有 
着类似的背景环境。因此，一旦我们知道 / z 2 , 就能利用环境的相似性 
程度来估计观察到环境对观察到的所得相关性产生了多大的效应。 

假定中婚配是随机的、成长环境是相同的，这是不现实的，应该予 
以放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父母所得的基因型的相关关系）的 
估计值。有关的测度办法是用潜在所得来衡量。实际所得的相关性会 
低估匹配程度，因为许多妇女并没有全天都在工作。分配程度对显型 
的作用很有可能比对基因型的作用要大得多，因为分配是基于显型而不 
是基于基因型。以所得作为例子，我们就能看到两者并不紧密相关。 
假定与父母的潜在所得相关联的基因型有一半与兄弟之间的实际收入是 
相似的，那么两者的相关关系为0.2。 

第二，因为假定在平均上同卵双胞胎所经历的环境背景并不比异卵 
双胞胎所经历的环境背景更为相似，所以就应该完全用遗传相似性来解 
释同卵双胞胎两个人之间的收人差异比较小这一事实。但是如果同卵 
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经历了更加相似的环境背景（因为同卵双胞胎长得 
很像），那么估计量将会过高估计遗传可能性的程度。 

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 fq 普通兄弟姐妹拥有更加相似的环境背 
景， 这一 点是很有可能的 （Loehlin and Nichols , 1976； Feldman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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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Cloninger , Rice and Reich , 1979； Rao ， Morton , Lalouel and 
Lew , 1982) 。关于在多大程度上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经历的环境 
背景更为相似，这方面的估计已经相当准确，我们不可能估计得更好。 
估计值对有关双胞胎环境相关性的差异的敏感度可以通过假设某种程度 
的基因和环境的统计联系来获得，异卵双胞胎的基因相关但不相同，这 
使他们面临的环境的相关性比同卵双胞胎的要小。 

表1显示了多种关于基因一环境效应的估计量。跟假设一致，当 
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关性增加时，同卵双胞胎之间环境的相关性随之 
提髙，这点解释了同卵双胞胎之间收人的相似性，而收人的遗传可能 
性随之降低。 

表1所得的遗传可能性的估计 


基因和环境的相关性 

0.00 

0.50 

0.70 

0.80 

所得的遗传可能性 

0.50 

0.29 

0.19 

0.13 

正态回归相关 系数： 

基因与所得 

0.71 

0.54 

0.44 

0,36 

环境与所得 

0.29 

0.33 

0.38 

0.44 

环境的相关 关系： 

异卵双胞胎 

0.70 

0.70 

0.70 

0.70 

同卵双胞胎 

0.70 

0.80 

0,90 

0.97 


基因与环境之间的正态回归相关系数可以表示基因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本 
表中假定父母的收人决定基因的相关系数是0.2,异卵双胞胎之间的环境相关性 
是0.7。我们采用美国 Twinsburg 8 的研究成果，取同卵双胞胎收入之间的相关 
性为 0. 56,异卵双胞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为 0. 36,并且假定所得相关性也采用收 
入相关性的数值。 

Bj 6 rkkmd 等人所收集的瑞典双胞胎注册数据并不仅仅是关于双胞 
胎的数据，还包括了许多在不同程度上有关系的人（比如说姑表亲）， 
他釆用了 Cloninger 等 （1979) , Rao et al . (1982〉和 Feldman et 

al . (2000) 所开创的办法来进行估计，并允许有更多的强估计 （robust 
estimates ) 0 

我们把表1中第三栏的数值当作最合理的估计值集。由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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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出两个非常明显的结论。第…，所得的遗传可能性是很明显 
的。第二，环境效应一样很大 6 环境与所得的正态回归相关系数是 
0.38，而之前我们的分析得出受教育年限与所得之间的正态回归 
相关系数是0.22,可以对两者进行比较。因此，尽管教育能够把握相 
关环境的重要方面，但它远不是充分的。 

我们的估计量心和 A 里面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代际所得相关性？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除了 A 和心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父母所得与他们 
基因之间的相关性（我们的估计中已经隐含了这种相关性），以及父母 
所得与他们所经历环境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在表2的第一栏给出了估 
计。基因的贡献可以简单地由 / z 乘以父母所得与子女后代的基因型的 
相关性表示，即 V(l + m )/2。 类似地，环境的贡献可以由心乘以父 
母所得和环境之间的相关性（名义上是 0.74) 表示。最终可以计算出 
代际间的所得相关性是0.4。 

表2 环境、基因和财富对经济地位代际转移的贡献 



所得 

收人 

环境 " 

0.28 

0.20 

基因 

0.12 

0.09 

财富 


0.12 

代际相关性~ 

0.40 

0.41 


我们将在卜‘文讨论收人栏和财富对代际转移贡献的估计值。环境和基因栏 
呈现了表1第_-:栏的特征。 

鉴于我们有关智商遗传的负面看法，基因遗传可以解释代际相关 
系数的三分之一的估计，这有点出人意料。环境和基因令人惊奇的重 
要性使我们陷人困惑。如果基因对智商的贡献并不大，而且如果环境 
的贡献要大于学校教育的贡献，那么造成收人在代际延续的机制是什 
么？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谜中，不过我们会借助于数据而不是关于双胞 
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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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力资本 

因为学校教育所获在代际间是持久不变的，并且它与技能及其他能 
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回报的特征之间有着清晰的联系，所以认为代际经济 
地位转移是由于人力资本所造成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合理性。我们所引 
用的数据已经能够计算在多大比例上，代际收人相关性是由于高收人家 
庭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用年份来测度）所引 起的。 只要把父 
母收人与子女教育之间的相关性（大约是 0.45) 乘以所得方程中学校教 
育的正态回归相关系数（从我们以上的分析得出是 0.22) ，就能得出结 
果大约为0.10。这个贡献很显著，特別是在教育年限与智商相互独立 
这一约束条件下（因为我们是从所得方程中得出估计值 0.22 的，方程 
中回归因子包括了 AFQT 测试和其他一些测试根据）。整个贡献测算 
中，包括学校教育对智商的影响，学校教育对所得的影响，以及学校教 
育对所得的直接影响（直接影响测度中智商是一个常数> 都是0.12。 

通常情况下假定，测度学校教育质量的方法一旦有了充分发展，父 
母经济地位对子女所得的影响只会通过认知机能和学校教育来起作用， 
而直接影响则会消失。但是就算釆用在几年间改进的测度学校教育质 
量的不同方法，父母收人（或所得）对子女所得的直接影响的估计值也 
会发生显著改变。例如 ， Mulligan (1999) 釆用从美国青年纵向研究 
机构 （（ U _ S .)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Youth ) 获得的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数据，首先在没有控制任何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估计了一单 
位父母所得对数值的变化对子女所得对数值的影响，然后他又控制了许 
多因素，如学校教育质量的测度方法，以及 AFQT 、 标准教育变量和人 
口统计学变量，并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他发现，即 
使加人了一些控制因素，父母所得和子女所得之间的总的统计关系（无 
条件）仍保持在五分之二和二分之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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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不同数据和不同方法得出的这些结果再次肯定了黑箱之 谜：代 
际经济地位转移的相关系数中，有一半以上不能被解释。 [4 ] 

考虑到富裕家庭的孩子要比贫困家庭的孩子更为健康这一事实 
( Case ， Lubotsky and Paxson , 2001 ), 以及考虑到健康欠佳在以后的 
生活中对收人有显著影响 （ Smith ，1999) ,健康很有可能在代际转移过 
程中发挥着极其充分的作用，因为父母收入看上去对子女健康有着很大 
的影响，而子女的健康既不是由父母身体健康状况也不是由父母与子女 
之间的基因相似性决定的。 


6财富效应 

经济成功在家庭里面可以通过财富和身后物的继承转移给子孙后 
代。这种财富遗传的生成机制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部分是 
因为没有一个充分测童其他收人决定因素的面板数据集，这个数据应该 
能说明第二代人在步入财富遗传已经完成的年龄时的收入情况。我们 
注意到惟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的就是 Menchik (1979) 的文章，他利用 
第二代死亡时的数据来给出估计值，发现在此条件下代际财富相关性大 
大提高。但是当研究表明财富遗传很明显影响到富裕阶层的收入分配 
时，我们又怀疑这种遗传效应是否对许多家庭来说很重要，因为很少有 
人继承很大一笔财产^ Mulligan ( 1997 ) 认为不动产转移的巨大财富 
受制于遗传税，从 I 960 —1999年的数据看，美国不动产的传递大约占 
死亡数2%到4%之间。尽管这个数字遗漏了很多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 
实质性的继承和转移，但是对许多家庭来说，经济地位的改变的确不太 
可能直接通过财富和金融资产的代际转移来完成。 

因此，代际财富的延续可以至少部分说明父母与子女后代在特征上 
的相似性影响了财富的积累，比如对于前途的定位、个人对效率的理 
解、职业伦理、学校教育所得，以及对待风险的态度。人们的一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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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影响了其财富水平，比如不太顺利的人往往都是风险规避者，他们往 
往对前途感到悲观，而且效率意识比较差。因为这种财富与特征之间 
的相关性导致了财富积累，父母和子女后代在财富方面的相似性才得以 
提高，而不仅仅是因为遗赠和财富转移。 

不管造成父母子女之间财富相似性的源泉是什么，对于从财富中获 
得巨大收入的家庭来说，这种相似性在一定比例上造成了代际收人的延 
续。用以上所提到的分解方法，财富相似性对代际收人延续的贡献度 
可以由父母收人与子女财富的相关性乘以收入方程中财富的正态回归相 
关系数得到。我们釆用从 PSID 获得的数据来说明，这些数据是根据 
Charles 和 Hurst (2002) 的分析得到的。在这个数据集中，父母收入与 
子女财富的相关性（自然值和对数值）等于0.24。子女后代的平均年 
龄只有37岁，所以这种相关性并没有反映父母死亡时的财富遗传。为 
了得到一个大概的正态回归相关系数，一种办法是分析百分之一的财富 
变化将引起百分之几的收入变化，这个弹性的变化范围是0 (对于那些 
拥有少童或者没有财富的人来说）到1 (对于那些除了财富没有其他收 
人源泉的人来说）。利用美国人口数据计算得出的一个可信的均值是 
0.20, 均值的计算基于影响收人的因素是平均的。我们把均值乘以一 
个比率就能得到正态回归相关系数，这个比率等于财富对数值的标准差 
除以收人对数值的标准差，这也是从 Charles 和 Hurst (2002) 那里获得 
的数据。计箅结果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普遍比较富裕这一事实在 
代际收人相关性中的贡献度是 0. 12。 

这个数值尽管很大，但它很有可能被低估了。因为计算这个数值 
所用的数据本身是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并不能反映财富转移过程中的关 
键要素，也就是财产遗传要等到父母过世才能实现。此外，如果考虑 
到较大的财富拥有较高的平均回报这一事实，这个估计值还应该经过调 
整 （ Bardhan，Bowles and Gintis ，2000, Yitzhaki , 1987)。 较大的父 

母财富和自有财富还会提高学校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的回报比率，但是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办法来考虑这些。对于一个父母富裕的家庭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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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说，财富对代际相关性的贡献度将会更高。对于一个出生在只有 
少量财富的家庭样本来说，财富对代际相关性的贡献度将接近于零。 
财富效应在不同的收入分布中的差别反映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转移过程 
中的异质特征。由于财富的偏度分布，我们可以认为处于财富均值水 
平（我们估计中应用此均值）的家庭要比中等水平的家庭更加富裕。 


7群体成员和个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釆用生产函数法来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成为 
其他分析代际转移的经济学分析法的基础，此分析法试图计算出所有关 
于生产要素所有权对父母子女相似性的贡献度。在考虑到基因遗传的 
条件下，我们已经补充了一些常用的可供选择的分析法。但是对于其 
他代际延续的特征在分析中是否很重要这一点却很有争议，这些特征有 
种族、母语、孩子数量、兄弟姐妹数量等等。生理特征是一种具有很 
强预测作用的可遗传非技能特征。例如，肥胖是收入很低的妇女的特 
征，而高度却是男性高收入的特征。好的相貌是高收入者的特征，这 
一点对于男性和女性都一样。对于女性而言不管她是否拥有与公众社 
会打交道的职业，好的相貌对其收入来说都是很关键的 （Hammermesh 
and Biddle , 1993) 。 Bowles , Gintis 和 Osborne (2002 a ) 的研究给出 

了实际证据来说明非技能特征对经济上获得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有两个变量能够说明非技能性因素在代际经济地位转移中的可能重 
要性： 族群成员和个性。 

假设经济成功不仅仅受个人特征的影响，还受到个人所接触的群体 
圈子的特征的影响。群体可以用多种维度来加以区分：学校教育平均 
水平，经济上的成功，认知机能和财富水平。群体可以指地域上的居 
民，可以是邻居，可以是伦理道德上或种族上的群体，可以是共同语言 
意义上的群体，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还可以是个人在交往中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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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代表性的人的集合。有研究表明了群体对经济成功的影响 （ Coop - 
er et al . , 1994, Durlauf , 2001, Borjas , 1995), 并且这种影响还 

会因为一些原因而加强，这些原因包括歧视、墨守成规对行为的作用、 
获得信息的不同途径、产品补贴等等。 

很明显，种族在代际经济成功转移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Bjorklund , 
Eriksson , Jantti , Raaum 和 Osterbacka (2002) 的研究证明 了这一 

点。他们用美国的数据估计出兄弟间所得的相关性是0.43,但是当单 
独利用白人作为研究样本时估计值降到0.10。很明显，兄弟间在很多 
方面都是一直相同的，那么这就说明种族是造成他们收人相似性的主要 
原因〃用父母和子女来作分析也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在图1所呈现的 
数据集中，后代家庭收人对父母家庭收人的弹性是0.54,但是对白人而 
言弹性值仅为0.43,对黑人而言弹性值仅为 0.41 ( Hertz , 2002) 。 
以上“种族”在代际间转移的重要测度解释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在收人方 
面的相似性^利用 Hertz 的估计值我们发现种族（如父母收人与子女 
种族的相关性）在代际相关性中的贡献度是0_07。尽管这个估计值与 
前面提到的数据相比有点低，但是还是有可能被高估了，因为估计值是 
用收入方程的标准回归童计算得到的，而没有测度认知表现，加人认知 
表现就有可能稍微降低种族的相关系数。 

在传统的生产函数中没有体现出第二个特征——个性，但是个性却 
通过个人效率意识、职业伦理或者低时间贴现率（对前途有很强的定 
位）这些方式对代际经济地位转移发挥着作用。这些特征在各方面的 
重要性可以用一系列的交易加以说明，这些交易包括劳动力雇佣、资金 
借贷，或者在质童不确定情况下的商品交易。交易过程中各方不可能 
依靠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合同来详细说明交易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条件 
下，交易各方只能通过彼此的互相信任程度、诚信状况、工作努力程度 
和其他对方所拥有的特征来保障交易的顺利完成。举个例子来说 ，一 
个只关注当前利益的雇员将不会考虑雇主对于将来续聘的承诺，他们只 
会在适当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在目前，雇主需要用更髙的薪酬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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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努力工作，因此这些雇员在劳动力市场上被雇佣的可能性也较 
小。再比如说，相信宿命论的工作者认为他们当前的行为不会使他们 
被炒鱿鱼，所以这种劳动力雇佣合约要想激励雇员努力工作将会耗费 
过高的成本 （ Bowles，Gintis and Osborne , 2002 a) 。 Duncan 和 
Dunifon (1998) , Heckman 和 Rubinstein (2001) , Kuhn 和 Weinberger 
(2001 ) ， Heckman (即将出版）等人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了这些特征 
的现实重要性。 

Osborne (即将出版）研究了宿命论的经济重要性和代际延续，就 
像罗德尺度 （Rotter Scale ) 测度的一样，她采用一种普通的办法来测量 
在多大程度上个人认为他们一辈子中发生的重大事情都是由外在的事情 
引起的，而不是因为个人的努力。她的研究取样于美国男性以及这些 
男性的父母，她发现宿命论对美国男性在步人劳动力市场前的影响从统 
计上看显著，并且对所得有很大影响。此外，她发现父母与子女的 
Rotter 分数都是一致的。 Osborne 的研究中得到的正规影响数值（在绝 
对值意义上，也就是 -0.2) 比我们前面讨论所用荟萃分析法得出的智 
商平均影响数值稍微要高一点。父母收入与子女宿命论的相关性的估 
计值为-0.14。宿命论对代际相关性的贡献可以用父母收人与子女宿 

命论的相关性乘以子女宿命论与其以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得到，这里是 
0.028,以 （—0.2) x (—0.14) 得到。 

Osborne 还以英格兰的女性为样本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在样本11 
岁的时候测量社会失调问题（用 Bristol 社会调整尺度），比如说进取与 
消极，将能够有效预测样本33岁时候的所得。进取与消极等个人特征 
对所得的正规影响要比智商的影响要大得多。在 Osborne 的研究中没 
有测度这些英国数据集里面的代际个性特征的一致性，但是有其他的研 
究表明用社会失调法来测度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似性数值可能相当高。 

如 Duncan ， Kalil , Mayer , Tepper 和 Payne (即将出版）发现美国母 
亲的不正常行为举止将会影响到她们的女儿，包括吸毒、暴力行为、早 
期性行为、中途辍学和犯罪倾向。 Osborne 的研究表明了代际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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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移（无论是基因上的还是文化上的）可能是解释代际间收人一致性 
的重要渠道。 

相对于认知机能，我们对与经济成功相关的个性特征的代际转移过 
程知之甚少。然而 Melvin Kohn (1969) 关于父母抚养孩子的价值观的 
研究表明，至少有一些特征如父母在职场的经历可以总结起来传递给子 
女。 Kohn 以父母在工作中的自主程度对父母的样本进行分类，从无人 
监督型到完全受主管监控。 Kohn 发现处在较高水平的父母——他称之 

为“职业的自我管理”者 （occupational self - direction > -将教导他们 

的子女树立好奇心、自我控制、幸福和独立的价值观念。而那些在工 
作中受到主管紧密监视的父母将会强调服从外在的权威。 Kohn 得出结 
论： “无论是否有意识，父母总是倾向于以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所 
得到的经验教训来教导他们的子女，因此这也为他们的子女进入类似的 
社会阶级做了准备。” Osborne 所作的研究提出自我管理程度对后代的 
所得有显著影响。其他一些研究如 Yeung ， Hill 和 Duncan (2000) 表 
明父母行为，包括宗教参与、社会组织成员关系和一些预防性的行为如 
乘车时系安全带，都会对子女的所得有很大的影响。 


8结 论 


最近的证据表明代际经济地位转移的程度水平要比先前预想得髙。 
从别的一些测量结果来看，美国依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但是父母 
的收人和财富却明确预示了下一代将很有可能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地位。 

我们的目标是估计出代际转移的程度，以及揭示转移的生成机制 
是什么。表3给出了关于我们能够识别的各种主要生成渠道的相对重 
要性的最优估计值。表中惟一在之前没有给出解释的就是第一行，第 
一行是受学校教育年限和其他一些条件下的智商，它等于父母收人与 
子女智商之间相关性的估计值乘以智商对所得的正规影响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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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栏中关于智商、学校教育和 个人所 得的估计值是经过了简单调 
整后的所得栏的估计值，调整是考虑到所得差异对收人差异的影响后 
进行的修正，估计值和鲍尔斯与金迪斯 （2001) 的估计值很相符。因 
此，我们不考虑这些所得的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个人财富的回报 
率。相反，我们假定种族对人力资本和传统财富的报告有着相同的作 
用（如果种族仅仅通过对所得的影响来影响 收人， 它对代际间所得的 
相关性将会明显变得更大）。 

表3美国经济地位代际转移的主要渠道 


渠道 

所得 

收人 

智商，在学校教育条件下 

0.05 

0.04 

学校教育，在智商的条件下 

0.10 

0.07 

财富 


0.12 

个性特征(宿命论） 

0.03 

0.02 

种族 

0.07 

0.07 


总代际相关性估计 0.25 0.32 

对每-种渠道而言，所列示的数值由父母收人与预测到的/•女收入的相关性， 
乘以它们在所得方程或收入方程中的正态冋归相关系数得到。总代际相关性是由 
各种渠道加总得到，其中不包括父母经济地位对 r - 女经济地位直接影响 D 
数据 来源： 由正文中描述的公式计算以及鲍尔斯和金迪斯 (2001) 的文章。 

尽管表3的估计值相当不精确，但结果的性质却不太可能因为选用 
其他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法而改变。这有点令人惊讶，财富、种族和学 
校教育对经济地位的转移很重要，但智商不是主要贡献因素，并且就像 
我们前面看到的，智商遗传传递的作用更小。 

关注经济地位代际转移的政策制订者会遇到两个不同的难点。第 
一，许多可能会影响到经济地位代际转移的政策常常引发争议。例 
如，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以增加不动产税的办法来限制代际财产转移 
通常被认为是不友善的方式。消除种族歧视虽然是减少收人遗传可能 
性的方式之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十分困难。通过改进教育成就的 
方式，特别是对于那些其父母受学校教育水平较低的孩子来说，将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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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间接地减少经济地位代际转移的可能性。直接作用是指学校教育 
的影响，间接作用是指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群体关系的网络结构和婚 
配选择，而不仅仅是用收入来界定同类关系。但是改进教育成就也是 
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0 

第二个难点是规范。公平竞争的环境能保证父母收入和子女的收 
人之间没有相关性吗？ （ Suift ， 即将出版）家庭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和 
隐私可能会因为任何尝试拆离父母与子女财富的努力而不得不折中考 
虑。与其追求一个零代际相关性的抽象（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吸引人 
的）目标，不如动手处理一个更好的问题，即了解哪种代际转移生成机 
制是不公正的，并以此来制定相关政策。种族在地位代际转移中所发 
挥的作用无疑是不公正的。许多人认为父母收人与子女健康有很强的 
相关性的说法在道德上很值得怀疑，另外许多人也从道德上对财富遗传 
的髙水平程度表示怀疑。大多数人赞同对先天性残疾人进行补偿的政 
策。其他关于父母子女之间收人延续的作用机制，例如美丽相貌的基 
因遗传，被认为是不会招致反对意见的，所以不是政策所要干预的恰当 
目标。尽管有些一致意见能够建立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机制之上，但 
是这些政策的含意远未清楚。例如，我们不得不考虑和估计父母的一 
些可能动机，这些动机使父母对子女成功的影响减少。 

解决政策挑战不仅需要对上面所说到的难点的明确道德性及相关问 
题有一个清楚理解，更需要了解是哪一种作用机制造成了实质性的代际 
—致性经济差別。 


9 附录： 相关系数分解式和遗传可能性估计 

假设父母收人直接影响子女后代所得 >’，子女所得同时还受到 
两个变童 V 〗和的影响，这两个变量与父母所得相关联。[ 5 ]如果 
分别用和表示父母所得与 Vi 和 V 2 的相关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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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N v 分别来表示 > v ， v u w 与预测值 y 的正态回归相关系 
数，那么我 们有： 

r y p y = v + r y ^ 2 pv 2 y ( la 〉 

父母所得与子女所得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分解成直接影响（第一 
项）、由变量 n 产生的影响（第二项）和由变量 V 2 产生的影响（第三 
项），方程可以表示为： 

y = Py p >yp + + Pv 2 y^2 + Cy (2 a ) 

这里所有变量都是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1的正态分布， o 与独立变 
量不相关。那么，用期望值£ [ y P y ] 代替 _ y ， 重写方程式，由于两个 
变量 （如） ^和}的均值为0,方差为1，故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等 
于它们乘积的期望值，则方 程为： 

r y p yy = ^ [ y P y ] = E [^ y p y p ] 0 > p v + E lv \ y ] fi V] y -\~ E [ v2y ] 0 v 2 y 

(3 a ) 

所以，进行正规化， £" [ ry p y p ] = 1， £ [ viy ] = r V } y , E [ v2y ] 

=^ v 2 v , 我们就得到了 （ la ) 式 。 N 

我们现在应用这种办法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相似性方面的数 
据进行估计。一种更为一般的办法是利用两个人之间的不同关联程度 
来进行估计，这种办法是由 Feldman et al . (2000) 开创的。假设同一 
个家庭里的两个儿子的所得 yt 和 y 2 ，分别由他们的基因型 g ! 和 g 2 以 
及他们所处的环境 o 和 G 决定， 那么： 

yi = ^eei + hgi + £> . 对于 i = 1， 2 (4 a ) 

这里跟模型里的独立变量不相关，并且 y ; 的方差是单一的。 
匕和 gi 的方差也是相同的。注意，这里基因的正态回归相关系数 / z 是 
所得遗传可能性的平方根。我们假定兄弟 /• 的环境变量^决定于他自 
身基因 gi 和共同背景£；,因此我们有； 

e i — ^ eE + figegi 4 - € e t 对于 ^ = 1 , 2 (5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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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跟模型里的独立变量不相关， 并且匕 的方差是单一的。 
共同环境 E 包括了父母所得的影响、教育，以及任何兄弟间共同享有 
的能够影响子女后代所得的其他因素。为简单起见，我们用相关系数 

表示基因对环境的全部影响，故心与共同环境£不相关。最后， 
兄弟 f 的基因心是由父母的基因决定的，用方程表 示为： 

Si = pggf + Pggm (6 a ) 

这里 以是指 父亲的基因，是指母亲的基因，心是用父亲或 
母亲的基因来预测儿子基因时的正态回归系数。这个模型的结构可以 
用图3来说明。 

为了给出 h 为1/2, 假设.为母系基因和父系基因的相关系 
数。既然已经假定了可加性（即基因组的总影响等于各个基因影响的 
加总），我们就可以用单一的轨迹来表示心。在这条轨迹中，我们 
用 x 来表示可能对所得有贡献的基因的总和。正规化 JC , 我们得到 
£ |>] =0以及 + /2。根据基本遗传学知识，在这条轨迹 

中儿子从父母亲身上各获得一份基因， X /表示从父亲身上获得的基 
因，表示从母亲身上获得的基因。那么在这条轨迹中儿子的基因 
值就等于 U /+ X m ) /2，这里我们假定两种基因对经济成功都有相 
同的影响。在全文中我们都遵循这个假定。[ 7 ]在这条轨迹中，除了 
x f > 父亲还有另一种基因值2/，同样也是均值为0,方差为2。父系 
基因相应的值为 + /2，其中 X /与2/不相关。母系基因相 
应的值为 (Zm + x m ) /2,其中在这条轨迹中是母系的其他基 
因，并且 Am 与 Z m 不相关 6 因为父母的婚姻很匹配，每一个父系基 

因 JC / 和 z / 以与每一个母系基因相关。在这条轨迹中父母亲基因 
值的方 差为： 

E [ ( x m Zm ) 2 /4] = E [ {x f Z f) 2 / A ] =1 


父子之间基因的协方 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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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中，是指父亲的基因，是指母亲的基因，心，分 
别是指兄弟的基因，£是指兄弟所拥有的共同环境，^ Q 分别指 
兄弟所经历的总的环境背景 ，： H , »分别是指兄弟的所得 s 这里 
是指婚姻匹配的父母的基因联系，下面我们会给出具体解释， 
心二]/2, V 是指所得的遗传可能性。路径■表示基因影响环境 
的趋势 （ 意味着同卵双胞胎所经历的环境比异卵双胞胎经历的 
环境更为相似）。 


£ [ (xf + Zf) (xf + x m ) / 4 ] = (1 + m y ) /2 

因此在这条轨迹中，父系基因与儿子基因的相关性等于前面两个表达式 

的商 ，即： 

1 YYX 

r 8 f 8 l ~ + Pgf 爪 V = ^2~ + (7a) 

这个表达式中的第一项代表从父系基因组遗传到儿子基因组的直接路 
径，第二项代表这条轨迹图中父系基因值和母系基因值的相关性，即 
m y ， 乘以这条轨迹中母亲传给儿子的直接路径。为 了得到 该式，我们 
回忆最小二 乘回归 公式： = blXX + b 2 X 2 + £ , 这里 XI ， x 2 , y 服 
从均值为0、方差相同的正态分布， £与 A 不相关， m Goldber - 
ger (1991) 给出了 ： 


在我们的例子中， bi = fe, r X] y = rx 2 x = (l + m v ) /2 并且 = 
m y 。 代入上式，我们得到 1/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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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异卵双胞胎之间基因的相关性，我们取丨 = h 2 ，并乘 
以 （6 a ) 式中的右边部分，然后取期望值 ，则： 

r {\ g2 = E [ gig 2 ] - (1/2) 2 £ [ gj ] 

+ (1/2) 2 E [ g 2 m ] +2 (1/2) 2 £ [ gmgf ] 

= ( 1 / 2 ) 2 (2 + 2 m y ) = (1 + m y ) /2 

比照 （7 a ) 式，我们得到标准结果，发现父子间基因和具有相同父母的 
非同源兄弟间基因有相等的 联系。 为了确定异卵双胞胎所经历环境之 
间的相关性，我们取 i = l ， 2，并乘以 （5 a ) 式中的右边部分，然后取 
期望值，贝 U : 

r ^ l «2 ~ 0 E + r g \ g 2 P \e 

= Pe 十 (1 + m y ) p \ t /2 

最后，我们取 i = 1，2，并乘以 （4 a ) 式中的右边部分，然后取期望 
值 ，则： 

rf y,y 2 ^ &H\e z + h2rf g l82 +2 Mr 
上式还可以扩 展为： 

r f y x y 2 = pi ( (5| 4 - (l + m y ) p \ € /2) + h 2 (l + m y ) /2 

十 (1 + wiy ) pe figeh (8 a ) 

我们采用同样的办法和同样的有关数字来计算同卵双胞胎之间所得的相 
关性，但是现在兄弟间基因型的相关性 rg S2 =1，那么 

r ^i e 2 = 0 E + ^ " 射 名 2 P 爸 
=01 + Pb 

则 

r ^y 2 ~ P + 办 2 #& + Pehrgg 2 + Pefir^ gi 

可以 变成： 

ri y{y 2 — Pi (0£ + P 爸 e) + /l 2 + 2 Pgeh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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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文中，我们假定同卵双胞胎的- 0.9 (尽管我们的结果对这 

个假定不是十分敏感），所以 H = 两个关于兄弟所得之 

间相关性的方程 （8 a ) 和 （9 a ) 和由这些相关性观察到的值，使我们能 
够根据多个值来确定&和心的值 & 方程 （8 a ) 和 （9 a ) 隐含着同卵 
双胞胎之间所得相关性与异卵双胞胎之间所得相关性的差异，这个差异 
可以由下式 给出： 

r ^ y 2 - r y \ y 2 = (1 —爪 V 〉 (“ PeP ge ) 2 /2 (10 a ) 

注意，我们假定更加匹配的婚姻会提高 M 的估计值，而假定基因影响 
环境的趋势越强 （ 0#值提高），则 V 的估计值越低。在文献中，通 
常假定和 p g e -0, 因此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就能得到估计遗传 
可能性的标准 方程： 

/ i 2 = 2 ( rj ^ y 2 - r ^ y 2 ) ( Ha )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我们就能够直接从这个方程中估计 V ，然后用 P 
的估计值联合方程 （8 a ) ，就能估计出1。 


注释： 

[1] 参见鲍尔斯和金迪斯 (2001) 所作的有关正式模型和其他关于技术方面的研究。 
Arrow, Bowles 和 Durlauf (1999) ， 以及鲍尔斯，金迪斯 (eds. ， forthcoming) 的研究都 
给出了最近一些的实证和理论成果。 

[2] 此分解式能够在 Blalock C1964) 中找到，在本文的附录中也有详细介绍。 
GoWberger (1991) 用正态（均值为 0, 标准差为 1) 变量来说明标准回归模型。 

P ] 该方法是由 Hunter 和 Schmit 所创造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它使研究者能矫正 
对同一个问题的各项统计研究中的人为因素的影响，从而获得两个研究变置之间的真实联 
系。译者注 

[4] 利用以上所描述的传统变*,我们也可以说能够在统计上解释不到一半的所得 
或收人差异^但是这个亊实并不能解鞸我们在代际相关性方面的有限成功，因为这个相 
关性仅仅测度了所得的部分变化，这部分变化在统计上我们能够用父母经济地位来解释。 

[5] 具体处理办法，参见 Rao , Morton Yee (1976) , Cloninger et al . (1979), 

Raoeta 】. (1982) , 以及 Otto , Feldman 和 Christiansen (1994) 的文章 

[6] 注意，如果我们用样本均值，样本方差和样本协方差来替换这些总人数的期望 
值，就会出现相同的争论。在这个例子中，误差项和独立变童的统计独立是在构建模型 
时就确立的，而在总人口水平上这种独立性却是被假定的。 

[7] 当然，在轨迹图中，一对基因的实际值有可能比平均值要高一点或低一点，因 
为有的基因是显性的，有的基因是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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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利他行为的解释 

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 
罗伯特 •博 依德恩斯特•费尔 


1引 言 

包括适存度理论和互惠利他主义 （ Hamilton ， 1964, Trivers , 
1971, Williams , 1966) 的解释使一代研究者确信，所谓的利他主 
义——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只不过是从长期来说的自利而已。 
例如道金斯（1976， 1989) 在《自私的基因》里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 
自信地断言：“我们是幸存的机器——自动的机械盲目地设置和保存了 
一种叫做‘基因’的自私分子……正是这个自私的基因导致了人类的自 
私行为。”道金斯虽然考虑到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但这个道德必须强 
加在一个本质自私的人身上。“我们能做的只是尽最大可能来宣扬慷慨 
和利他，” “因为我们天生是自私的。”然而，根据 William — Hamilton 
传统中最有影响力的伦理学家 Alexander 的理解，甚至社会道德也 


* 原文题目为 Explaining altruistic behavior in humans , 发表于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24 (2003) 153 —172 ，胡芸译 《 我们感谢 Martin Daly, Steve Frank 和 Margo 
Wilson 的评论给我们的帮助，并感谢桑塔费研究院和 John D. 及 Catherine T. MacArthur 
基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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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从表面上超越自私。在《道德系统的生物学》中 ， Alexander 
(1987, p.3) 断言： “只有把社会看作一个追求各自利益的个人集合时 
才能理解伦理、道德、人类行为和人类心理。” Ghiselin (1974， p .247) 
甚至 声称： “如果我们不感情用事，就会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纯粹的 
慈善行为会改善我们对社会的看法。所谓的合作成了机会主义和利用他 
人的结合体……抓住一个利他者，揭穿一个伪君子。” 

然而，最近的实验研究揭示了人类行为的某些形式，这些人类行为 
包括很难用亲缘和互惠利他来解释的不相关个人间的 交往。 有一个我们 
称之为强互惠 （ Gintis , 2000 bj Herichetal . , 2001) 的行为，它的特征 

是与他人合作并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甚至在预期 
这些成本得不到补偿或是在一个较迟时期才能得到补偿时也这么做。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拥有的证据支持强互惠行为是解释人类利他主 
义的关键。我们还会说明为什么在具有人类演化早期特点的条件下，较 
小数量的强互惠者会人侵自利者人群，以及为什么强互惠是一个演化稳 
定策略。尽管我们报道的大部分证据是建立在行为实验的基础上，但同 
样的行为也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公司工资的设定 （ Bewley ， 
2000) 、缴纳税款 （ Andreoni ， Erard & Feinstein , 1998) ,以及对地方 
环境公共物品保护中的合作 ( Acheson , 1988, Ostrom , 1990) 。 

我们不会为了支持强互惠的重要性而否认亲缘利他 （ Hamilton , 
1964) 或互惠利他 （ Trivers ，1971) 的重要性。这两者毫无疑问是人 
类行为强有力的动机。然而，我们更相信物种的成功演化有赖于引导 
人们珍惜自由和平等的道德情操。而且，代议制的政府正是建立在强 
互惠和超越包括适存度及互惠利他的相关动机之上。 

我们希望避免可能对我们的观点产生的三个普遍误解。首先，许 
多当代研究者反对我们对道金斯、 Alexander 以及其他“自私基因”学 
派的批评，他们声称他们的表述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确切地说，作 
为表现型的“自私”行为应该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受到达尔文进化力 
影响的基因结构。然而，这些作者们明明知道他们的表述很可能被错 


178 




人类利他行为的解释 


误地理解，但仍然坚持使用夸张的陈述来表达一个“无懈可击”的命 
题。那么，这只能表明他们当时相信的这些陈述，现在看上去已经是 
不正确的了。 

其次，我们经常被认为拒绝使用“基因中心”的方法为人类行为建 
模。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结果从来没有和研究基因与文化变迁的标准 
群体生物学方法相矛盾。一个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利益的基因会消亡， 
除非这些基因会产生变异或是某些其他因素促进了这些基因的繁殖。 
在一个没有个体间社会交往结构的种群中，我们在实验中发现的及我们 
在模型中描述的行为者类型不会演化。然而，多层选择和基因一文化 
共生演化模型支持非亲缘间的合作 （ Bowles ， Choi & Hopfensitz , 出版 
中 I Feldman , Cavalli-Sforza & Peck , 1985, Gintis ，2000，出版中 
a , b , Herich & Boyd , 2001, Sober & Wilson ，1998) 。这些模型中 

的一部分会在下面讨论，而且这些模型不容易受到道金斯 （1976) ， 
Maynard Smith (1976 ) ， Rogers (1990 ) ， Williams (1966) 等人对群 

体选择理论的经典批评。 

第三，我们经常被告知我们所描述的行为事实上可以用标准的个体 
选择、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模型解释，这些模型适用于远古的、以我们 
这个物种演化初期为条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那个环境中，匿名、 
一次性的交往是非常罕见的。根据这个见解，那个时代环境下的强互 
惠行为是非适应性的。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并在本文第八部分提 
出我们的观点。 


2实验 证据： 劳动力市场的强互惠 

在 Fehr、GMchter 和 Kirchsteiger (1997) 的实验中，实验者把 141 
个受试者（为了赚钱而同意参加实验的大学生）分成“雇主”集和一个 
更大一点的“雇员”集。博弈规则 如下： 如果一个雇主雇用一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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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为 e 的雇员，雇员得到的工资为 VV ; 雇主的利润 7 T 是努力 e 的一 
百倍减去他必须支付给雇员的工资 W (7T = 100^- W ) ,工资在 0 到 
100之间（0< w <100) 1努力在 0.1 到1之间 （0.1< e < l ), 雇 
员的支付《是他得到的工资减去“努力成本” c ( e ) ，即 W = w - 
c (O ;努力成本 c ( e 〉 的大小由实验者预先规定，即当雇员提供的 
努力水平 e = 0， l ，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和 1 
时，实验者提供的努力成本表 c ( e ) = 0，1，2，4，6，8，10, 
12，15和18。实验结束时，所有收人都以真实的现金支付给受试者。 

行动顺序 如下： 雇主首先提供一个工资为 w 、期望努力为的合 
同，这个合同由最先同意这些条件的雇员达成，一个雇主最多可以和一 
个雇员订立 （ w ， e *) 的合同》同意这些条件的雇员可以得到的工资 
为…并提供 e 的努力，但 e 并不一定要等于合同中的 e *。 事实上，如 
果雇员没有遵守诺言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雇员可以选择任何水平的努 
力 ， e € [0，1， 1] 。尽管受试者可能和不同的对手进行几次博弈， 

但每个雇主一雇员的交往是一次性事件，而且相互交往的同伴的身份不 
会被披露。 

如果雇员是自利的，他们会选择零成本的努力水平 e = 0.1，不管 
雇主提供的工资为多少。由于知道雇主不会支付高于使雇员接受合同 
的最低工资1 (假设只允许整数的工 资）， 雇员会接受这个合同并使 
e =0.1， 此时的 c ( e ) =0，那么雇员的支付 w = l ， 雇主的利润 
71 =0. 1 x 100 — 1=9。 

然而，事实上，这个自利的结果很少在实验中出现。多次实验的 
结果显示，雇员的平均净收人 w = 35，而且雇主提供给雇员的工资越 
慷慨，雇员提供的努力水平就越髙。实际上，如图1所示，雇主假设 
雇员有强互惠的倾向，提供较为慷慨的工资并得到更高水平的努力来作 
为提髙他们自己和雇员收入的手段。 Fehr , Kirchsteiger 和 Riedl 
(1993， 1998) 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 

图1还表明，虽然在任何一个工资率水平上大部分雇员都是强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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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雇员的支付 


图1 

者，但商定的努力水平和实际提供的努力水平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 
距。这不是因为雇员集中有几个“坏家伙”，而是因为只有26%的雇 
员提供了他们承诺的努力水平！我们的结论是，即便是强互惠者，他 
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一种“折中”的道德水准，正如我们在曰常 
经历中所预期的。 

以上证据与雇主是纯粹自利的观念相容，因为雇主对雇员的善行 
在提高雇主自身利润上是有效的。在新一轮实验中，为了检验雇主是 
否也是强互惠者，实验者通过允许雇主对雇员的真实努力作出强互惠 
反应来拓展这个博弈。一个雇主可以通过支付1个单位的惩罚成本， 
使他的雇员的收人增加或下降2_5个单位。如果雇主是自利的，他当 
然不会釆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不会和同一个员工交往第二次。然 
而，实验结果显示，在68%的时间里，雇主会惩罚没有履行合同的雇 
员，在70%的时间里，雇主奖励了那些超额完成合同的雇员。事实 
上，雇主奖励了 41%履行合同的雇员。而且雇员也预期到雇主的这 
种行为，如以下事实所述，即当他们的老板获得惩罚和奖励他们的权 
力时，雇员的努力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未履行合同的人从83%下 
降到26%，超额完成合同的人从3%上升到38%。最后，即使把雇主 
对雇员惩罚的成本计算在内，允许雇主奖励和惩罚也能使所有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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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收人增长 40% 。一些研究者（包括 Akerlof ， 1982 ； Blau, 
1964 ； Homans, 1961) 推测，这种行为是建立在普通、真实的社会 
生活基础上的。 

我们从这个研究得出结论，扮演“雇员”角色的受试者遵循互惠的 
内化标准，甚至当他们知道以这种自身兴趣的方式釆取行动不能获得物 
质回报时也这样做 t 而扮演“雇主”角色的受试者预期到这种行为，并 
且对这些行为进行相应的奖赏。最后，当允许“雇主”奖惩时，“雇 
主”会利用“奖好罚坏”的行为来内化规范，而“雇员”则会预期到这 
个行为，并相应地调整他们自己的努力水平。 


3实验 证据： 最后通牒博弈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两个参与者在匿名条件下分配到一部分钱，比 
方说为10美元。一个参与者叫“提议者”，负责把这部分美元从1美 
元到10美元的任何一个份额分给另一个参与者，即“回应者”。提议 
者的提议只有一次，回应者在匿名条件下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对方提供 
的美元。如果回应者接受了提议，两人就按提议者的方案分配这部分 
钱。如果回应者拒绝，那么两个参与者都得不到钱。 

由于博弈只进行一次，而且参与者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一个自利 
的回应者应该接受任何数量为正的钱。知道这点之后，一个自利的提 
议者就会提供最小的数目1美元，而且这1美元会被对方接受。然 
而，在实验中，不但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自利的结果，并且从来没有接 
近过这个结果。事实上，正如这个实验的多次重复所表明的，在不同 
的环境和不同数量的钱的条件下，提议者通常提供给回应者的数目是非 
常可观的（标准的提供额是所有钱的50%)，而回应者一般会拒绝低于 
总额30% 的钱 (Camerer & Thaler , 1995, Guth & Tietz , 1990, 
Roth ， Prasnikar , Okuno - Fujiwara & Zamir ,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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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进行的最后通牒博弈，大部分参与者是大学生。我们从中 
发现了很多个体差异。比方说，在所有实验中有很大比例的受试者 
(一般大概为四分之一）以自利的方式采取行动。但是，在学生受试 
者中，不同国家间的平均行为惊人地一致。 

为了增加实验受试者的文化和经济环境的多样性 ， Henrich et al . 
(2001) 在各种包括最后通牒博弈在内的博弈中，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 
跨文化行为研究。12位富有经验的实地调查专家，在五大洲的12个国 
家，从15个有着极为不同的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小规模社会中招募研究 
对象。我们的样本包括3个搜食社会（东非的 Hadza ， 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 Au 和 Gnau 以及印度尼西亚的 Lamalera ) ，6个刀耕火种的原始 
农业社会 （ Acli 6 ， Machiguenga , Quichua , 南美的 Achuar ， 东非的 
Tsiman 6 和 Orma ) ，4个游牧族群 （ Turguud , Mongols , 中亚的 
Kazakhs 以及东非的 Sangu ) ，2个定居的小规模农业社会（南美的 
Mapuche 和非洲的 Zimbabwe 农民）^ 

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研究 结论： 

a . 规范的自利行为模型在任何群体研究中都没有得到支持。以 
最后通牒博弈为例，在所有群体中，不管提议者还是回应者或是两者都 
表现出互惠的行为方式。 

b _ 与原来的实验相比，跨文化研究发现了不同群体之间更多的 
行为差异性。最后通牒博弈中，学生受试者的平均出价在43%到 
48%之间，在我们的样本中，提议者出价的范围平均在26%到58%之 
间。在大学生中，始终按50%出价的受试者，占统计样本的15%到 
50%。在某些群体里，即便是在出价非常低的情况下，拒绝的比例也 
非常少；而在另外一些群体里，拒绝的比例却非常大，包括经常拒绝超 
公正 （ hyperfair ) 的出价 （例 如超过50%的出价）。与此相反， 
Machiguenga 最普遍的行为却是一毛不拔，平均出价是22«/^ Ach 6 和 
的分配有点类似美国人，但是拒绝率非常低。 Orma 和 Huinca 
(在 Mapuche 中生活的非 Mapuche 智利人）的出价模式接近分配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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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但是比完全合作要低一点。 

C. 不同群体在“市场整合”和“生产合作”中的不同程度，解释 
了群体间行为的部分 差异： 市场整合程度越高，合作的回报就越高，在 
博弈实验中合作和分享的水平就越高。这些族群被按照5个类别加以 
排列——“市场整合”（人们买卖和参加工作取得工资的频率），“生 
产合作”（集体生产还是个体生产），附加“匿名”者（匿名角色是否 
普遍以及如何处理），“隐私”（人们是否容易进行秘密行动）和“复 
杂性”（在家庭层面有多少决策是集权式的）。运用回归分析，只有 
最前面的两个特征（市场整合和生产合作）相关性非常显著，它们解释 
了最后通牒博弈中出价者行为差异的66%。 

d . 个体层面的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变量不能解释群体内部和群 
体间的行为差异。 

e . 在实验中，合作和惩罚的性质与程度，通常跟这些群体日常生 
活中的经济形式是一致的。 

在大量的案例中，博弈实验的开展和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相似性非 
常明显。被试主体在这种关系中对自我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下面是 
几个 例子： 

• Orma 很快意识到公共物品博弈与 harambee 是一样的， harambee 
是当地家庭发起的建造公路或者学校的共同体决策。他们把这个实验 
称为 “harambee 博弈”，并且慷慨付出（平均有58%，其中25%给出 
了最大贡献）。 

• 在 Ail 和 Gnau 里，有些提议者给出髙于一半的出价，而这些超 
公正的出价被拒绝了。这反映出美拉尼西亚通过馈赠礼物寻求社会地 
位的文化。在这些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大范围的贈予礼品是一种获取 
社会优势地位的要约，而拒绝礼品就是拒绝服从的意思。 

• 在捕鲸族 Lamalera 中，最后通牒博弈中63%的提议者会对等出 
价，大多数人不会超过50% (平均出价是57%) 。 在现实生活中，个 
体捕鲸者之间通过合作捕获了一个大猎物时，会小心翼翼地取得事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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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份额，并分给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 

• 在 AchS ， 79%的提议者会出价40%或者50。/。，并且有16%的人 
出价高于50%,这些出价不会被拒绝。在日常生活中， Ach 6 人分享肉 
类，平等地在各个家庭之间分配而不考虑到底是谁打到了这个猎物。 

* Hadza 和 Adi 6 不一样，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常常出价比较低，并 
且拒绝率很高。这反映出只在小范围的狩猎者内部分享肉类的趋势， 
群体内的冲突很激烈，而且猎人经常会把自己的猎物藏匿起来。 

* Machiguenga 和 Tsimai ^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出价都很低，而且事 
实上都没有被拒绝。在家庭以外，这些群体很少进行合作、交易和分 
享。从人类学意义上看，他们也都表现得很少敬畏社会制裁，很少关 
心“公共评价”。 

* Mapuche 人的社会关系的特征是相互猜疑、嫉妒并且害怕被嫉 
妒。这种模式和 Mapuche 人在最后通牒博弈后的会面是一致的。 
Mapuche 提议者很少要求出价考虑公平，但是却害怕被拒绝。甚至提 
议者提出超公平的出价仍然声称害怕极少数恶意的回应者，因为那些人 
甚至会拒绝对等出价。 


4实验 证据： 公共品博弈 

有一系列的论文分析公共品博弈，如社会心理学家 Toshio Yamagishi 
(1986， 1988) ，政治科学家 Elinor Ostrom 及其合作者 （ Ostrom ， 
Walker and Gardner , 1992), 经济学家 Ernst Fehr 及其合作者 
(Gachter and Fehr , 1999, Fehr and Gachter , 2000, 2002) 的论 
文。这些研究者无一例外地发现，相对于假设的、能被预期的标准经 
济学模型里的自利人，当受试者搭上自己的费用去惩罚搭便车者的时 
候，群体展示出了更髙的合作率。 

—个典型的公共品博弈由几轮构成，比如说10轮。受试者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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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知博弈总共进行的次数，也被告知有关博弈的其他各个方面的信 
息，博弈结束后受试者贏了多少就能获得相应的真实货币。在每一 
轮，每一个受试者都和其他几位——比如三个——组成一个严格匿名 
的群体。每个受试者会有一个确定的“点数”，比如20,在实验的最 
后阶段可以兑换成真正的钱。每一个受试者可以把他的一部分点数放 
在一个“公共账户”里，其他放在自己的“私人账户”里。然后，实 
验者告诉受试者公共账户里有多少点数，每个私人账户最后都能得到 
公共账户里总点数的40%。如果一个受试者把其所有的20个点数都 
捐给了公共账户，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每轮都能拿到8个点数。实际 
上，一个参与者把所有的都捐给公共账户，他所损失的是20个点数， 
但这一轮结束后，不管私人账户里有多少，其他三个成员总能够获得 
总数为24 (8 x 3) 个点数。 

一个自利的参与者不捐助公共账户，可是实际上只有少数受试者符 
合自利模型。受试者起初平均贡献他们点数的一半给公共账户，贡献 
水平随着博弈轮次的运行而减少，直到最后一轮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以自 
利方式行为 (Dawes and Thaler , 1988, Ledyard , 1995) 。在 12 个 
公共品博弈实验中， Fehr 和 Schmidt (1999) 发现在前面几轮中，均值 
和中值的捐助贡献水平在40%到60%之间。但是在最后阶段，73% 
(总数是 1 042) 的个体没有任何贡献，而剩下的参与者的贡献也接近 
0。这个结果和自利人的模型是一致的，自利人模型预测每一轮所有人 
的贡献都是零。虽然也可以用互惠利他模型来预测，但实验的结果是 
互惠的减少。实际上这并没有解释适度的合作水平，反而解释了在公 
共品博弈中合作水平的恶化。 

实验后对受试者合作出价减少的解释报告是这样的，那些合作的受 
试者对比他贡献少的人表现出愤怒之情，然后利用惟一的手段减少 
他们自己的贡献一来报复那些低贡献的搭便车者 （ Andreoni ，1995) 。 

实验证据支持了这个解释。当所有受试者都被允许惩罚无贡献者 
时，他们会付出成本来坚持这样做 （ Dawes , Orbell and Va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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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gt , 1986； Sato , 1987, Yamagishi , 1988 a , 1988 b , 1992) 。 

举例而言，在 Ostrom 等人 (1992) 的实验中，受试者在一个25轮的公 
共品博弈中相互作用，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可以对其他人“罚 
款”以增加他人的成本。罚款成本的使用，自然会增加整个群体的利 
益。但这个博弈里惟一的纳什均衡不依靠这个可疑的威胁，因为没有 
参与者愿意支付这个“费用”，于是没有人会因为背叛而受到惩罚，这 
样所有人都会背叛而不为公共领域贡献任何东西。然而研究者发现， 
惩罚行为非常显著。 

这些研究允许个人使用策略行为，因为对背叛者的高成本惩罚会在 
将来增进合作，对执行惩罚者会有一个正的净回报。 Fehr 和 G 如 hter 
(2000) 设置了一个没有策略性惩罚的实验情景。他们使用6轮和10 
轮的公共品博弈，群体的规模是 4 个人，只允许最后一轮才能施行高成 
本的惩罚。他们釆用三种不同的指派成员的方法，有足够多的受试者 
在 10 到 18 个群体之间同时进行实验。在所谓“伙伴待遇”的情况下， 
全部 10 轮实验中， 4 个受试者始终都在同一个群体里。在所谓“陌生 
人待遇”的情况下，每一轮结束后受试者都会重新随机组合。最后， 
在所谓“完全陌生人待遇”的情况下，受试者会随机组合并且保证他们 
不会再遇到同一个受试者。每一个受试者在开始实验前大约平均可以 
得到35美元。 

Fehr 和 GSchter (2000) 进行了 10轮有惩罚的实验和10轮没有惩 
罚的实验。他们的结论可以用图2来表示。 

我们看到，允许高成本的惩罚时，合作没有恶化。在伙伴待遇组 
中，尽管严格匿名，但合作却增强并且几乎到了完全合作的境况，甚至 
在最后一轮也是这样^当不允许惩罚时，在早先的公共品博弈中同样 
的受试者经历了合作的恶化。在伙伴待遇和两种陌生人待遇情况下的 
合作率的对比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惩罚的强度在所有待遇中大致相同。 
这显示出惩罚在伙伴待遇情况下更有效，因为在这种待遇情况下，被惩 
罚者确信，一旦当他在前面几轮被惩罚了，这个群体里就有了执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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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图 2 


者。这就更加证实了强互惠的趋社会性对合作产生了影响，被研究的 
群体变得更加团结并能使合作维持得更久。 


5实验 证据： 意图还是结果？ 

上面展示的实验中遗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对贡献和惩罚关系的界 
定。强互惠的解释表明高贡献者将是高惩罚者，而被惩罚的人是贡献 
低于平均水平者。这个推测是由 Fehr 和 GSchter (2002) 证实的， 
75%的惩罚行为是由贡献高于平均水平者实施的，预测一个参与者对另 
—个参与者实施多大惩罚的最重要变量是惩罚者自己的贡献量和被惩罚 
者贡献量之间的差异。 

理解上述证据的另一个主要问 题是： 互惠者是对公平或不公平的意 
图作出反应还是对公平或不公平的结果作出反应？毫无疑问，强互惠 
模型对意图的重视超过对结果的重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Falk ， 
Fehr 和 Fischbacher (2002) 进行了两个版本的“偷袭博弈”-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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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方式（ I )，但是在这里不能从他的行为中推断出这个参与者的意 
图，以及一个无意图方式 (NI) ,在这里可以从一个参与者的行为中 
推断他的意图。他们为消极和积极互惠行为提供了意图和行为相关的 
明确证据。 

偷袭博弈包括两个阶段。在博弈一开始，两个参与者都得到12点 
代币。在第一阶段，参与者 A 选择一个行为 ( {-6, —5，…， 

5， 6} 。如果 A 选择 fl >0， 他给参与者 B 的代币为《，但是如果他选 
择 a <0， 那么他从参与者 B 中拿走的代币为 | a |。 在的情况 
下，实验者把三倍的 a 给 B ， 那么 B 就得到心。当 B 发现 a 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一个行动{- 6, —5，…，17， 18} 0 如果 b > 0, 

B 把 b 数量的代币给 A 。 如果 b <0， B 失去而且 A 失去 |3 b |。 由 
于 A 可以给予或拿走，而 B 可以奖励或惩罚，那么这个博弈既允许积 
极互惠行为也允许消极互惠行为。每个受试者只能参加一次博弈。 

如果参与者 B 是自利的，那么他们都会选择6 = 0，既不奖励也不 
惩罚他们的同伴 A ， 因为这样的博弈只进行一次。知道这点之后，如 
果参与者 A 是自利的，那么他们都会选择 a =- 6，这时他们最大化自 
己的支付。在 I 条件中，允许参与者 A 选择 a , 但是在 NI 条件下，参 
与者 A 的选择由一副配对的骰子决定。如果参与者不是自利的而且只 
关注公平的结果而不是意图，那么参与者 B 在1和 NI 条件下的行为是 
相同的。而且，如果参与者 A 认为他们的同伴 B 只关注结果，那么两 
种情况下参与者 A 的行为也不会改变。如果参与者 B 只关注同伴 A 的 
意图，那么在 N 1 条件下 B 将永远不会奖励或惩罚，但是在 I 条件下将 
奖励选 择较高 a 的同伴以及惩罚选择较低 a 的同伴。 

实验者的主要结果是参与者 B 在1条件下和在 NI 条件下的行为有很 
大差异，这表明对公平意图的关注具有行为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在 
I 条件下参与者 B 因从 A 处获取而给予 A 的奖励要高于在 NI 条件下 B 给 
予 A 的奖励（显著性为 P <0.01) ，而且在 I 条件下 A 因从 B 处获取而 
受到的惩罚要高于在 NI 条件下的惩罚 <显著性为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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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个人的行为模式，在 I 条件下，没有一个行为者的行为是纯粹 
自私的，然而，在 NI 条件下， 30 个人的行为是完全自私的。在1条件 
下， 76 个受试者奖励或制裁了他们的同伴，而在 NI 条件下，只有 39 个 
受试者奖励或惩罚了他们的同伴。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大部分的行为 
者受他们同伴意图的驱动，但有显著比例的受试者要么只关注结果要么 
同时也关注同伴的意图。 


6强互惠的稳定演化 

金迪斯 （2000 b ) 在论文中提出丫一个解析模型，该模型显示，在 
可行的条件下，强互惠可以通过群体选择在互惠利他主义中产生。这 
篇论文中，合作被模拟为在一般条件下，行为者在对将来能从其他成员 
那里得到阅报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的〃-人公共品重复博弈。合作通过 
放逐威胁得以持续。但是当族群面临灭绝或者解散的威胁时，比如说 
遇到战争、瘟疫或者饥荒，为了生存，合怍将变得更为必需。然而， 
当族群受到威胁时，一个人对族群的贡献在将来得到冋报的可能性会急 
剧下降。随着族群解散的可能性上升，合作的动机也将不复存在。因 
而，恰恰当一个族群最需要趋社会行为时，基于互惠利他主义的合作得 
面临崩溃。 

少量不考虑未来回报而对背叛者施以惩罚的强互惠者能够显著提高 
人类族群的生存机会。而且，人类是惟一具有以低成本对受罚者施加 
严厉处罚能力 （ Bingham , 1999) 的群居物种，这是人类具有高超的制 
造工具和狩猎能力 （ Darlington , 1975； Fifer , 1987 ; Goodall , 
1964, Isaac , 1987, Plooij , 1978) 的结果。确实，同非人类灵长类 
作严格比较，在这些条件下，强互惠者能够侵人一个利己类型的人群并 
保持均衡。这是因为，即使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的强互惠者，至少他 
们有时可以组成 •个较 大比例的族群使得合作在艰难的时候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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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这样的族群将会胜出其他的自利族群，从而使强互惠者的比例得到 
增加。这个现象会继续，直至达到强互惠者的均衡比例。 

尽管可以解析地得到上面的结果，却不容易对强互惠者均衡比例作 
数学描述。然而，计算机模拟非常能说明问题。比如说，假设在好年 
景时一个族群在•个阶段的幸存机会是95%，在年景不好的时候 （10 
个阶段中的发生一次），族群在这个阶段的幸存机会是25%。图3中 
较低的曲线表明，当每个族群有40个成员时，惩罚成本 0 ( r ) 的变化 
与强互惠者均衡比例7 * 的关系。较高的那条曲线表明了当每个族群 
有8 ⑴ 个成员时的相同关系。如果族群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同 
时强互惠的特点在家庭中具有高度的传递性，那么一个很小比例的强互 
惠者就能确保合作，而且惩罚的成本很低，强互惠者的均衡比例很大。 



这个模型强调了强互惠的一个关键的适应性特征一它独立于未来 
交往的可能性一互惠利他只有预设未来交往的可能性较高时才能解释 
一般的合作。然而，互惠利他在大的族群中是缺乏效率的 （ Boyd & 
Richerson , 1998； Choi , 2002, Joshi , 1987, Taylor , 1976) 。这是 

弓为， 当一个人为报复族群中的一个背叛成员而不进行合作时，事实上 
他对所有的成员包括背叛者和合作者都施加了惩罚。-人公共品博弈惟 
一的稳定演化策 略是： 只有当其他所有人合作时才合作，而在其中一个 
人背叛时就背叛。对任何一个这样支付单调的动态系统来说，均衡的凝 
聚力在族群规模上升时变得非常微小，因此该族群由较大数目的、有条 
件的合作者组成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样一个结果随时可能被异质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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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于其他参与者而言的不完美信息或任何随机事件所打断。所 
以，如果族群的规模很大，这种均衡不可能在某个合理的历史时刻出 
现。 而且， 只要有一个成员背离，这种惟一的边缘”均衡也将崩溃。 

为了使强互惠的演化更具现实性， Henrich 和 Boyd (2001) 提出了 
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合作和惩罚的规范通过支付倾斜传递（模仿成 
功者）和顺应传递（模仿多数 行为） 来获得。他们表明，如果两个阶 
段都允许惩罚，那么通过稳定的惩罚，可以在一个任意小数量的顺应传 
递者之间保持牢固的合作行为。接着，他们解释了一旦合作在一个族 
群中趋于稳定，它是如何通过文化的群体选择功能在一个多个群体的人 
群中传播的。一旦合作盛行，他们进一步指出有利于合作和惩罚的趋 
社会基因如何人侵文化的群体选择。比如，因为这样的基因减少了髙 
成本惩罚者所冒的风险。 

上述分析揭示了利他合作和利他惩罚之间很强的不对称性， Boyd , 
Gintis ， Bowels 和 Richerson (2002) 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的研 

究表明，利他惩罚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族群中导致合作，因为利他合作者 
相对于背叛者的支付劣势是独立于人群中背叛者的比例的，而当背叛者 
变得稀少时，用于利他惩罚所造成的成本劣势将趋于下降，因而，这个 
时候利他惩罚就会很普遍，不利于他们的选择压力也较弱。当背叛者 
很少时，惩罚者只面 临很小 的成本劣势，这一事实意味着弱的族群内部 
的演化力量，如顺应传递，能使惩罚变得稳定并允许维持合作。计算 
机模拟显示，当族群不能维持利他合作时，族群间的选择将导致利他惩 
罚的演化。 


7制度与行为的共生演化 

如果群体选择是对个体合作行为成功演化的部分解释，那么可以认 
为增强群体选择压力的特征（比如，相对较小的族群规模，有限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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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频繁的群间竞争〉是与合作行为共同演化的，这种族群层面的特征 
与个体行为可能存在着协同效果。有这样的例子，合作是部分基于一 
种只有人类才具有的特殊能力，它可以构建某种制度环境，限制群内竞 
争、减少群内非典型变异，同时提升群间竞争的重要性，并允许个别贵 
价、但有利于群内的行为通过群间选择过程同那些支持性的制度环境共 
生滇化。 

这种对群内竞争进行压制可能会严重影响进化动力的观点可以在群 
居昆虫或其他物种中得到广泛证实 ， Boehm (1982) 和 Eibl-Eibesfeldt 
(1982) 首先将这种推理运用到人类社会，探究文化传递在减少群内显 
型变异中的作用。这些惯例比如均等制度，在非亲属间分享资源，以 
及减少群内福利或物质福利的差异。这些惯例可以减少在福利或物质 
福利缺乏时，群内成员所获资源过于严重的不平等。因此，尽管对群 
内成员表示慷慨的优秀猎人可能比其他猎人拥有较好的福利和营养（作 
为消费结果比较），但这并不表明缺乏均等，除非这些惯例会导致不太 
成功的猎人的福利和营养恶化（这似乎不太可能）。通过减少成功个 
体方面的群内差异，这些惯例可能会削弱族群内基因或文化选择上的操 
作，这些操作反对对族群有利而对个人来说要支付代价的举措，因而使 
族群得以在群间竞争时获得更大的利益。族群层次的制度因此创造了 
某种新的环境，这种环境能够展现生物进化和文化变迁过程的方向和速 
度。许多增强选择压力从而降低族群灭绝可能性的事实，可以解释减 
少群内表型变异的社会制度的成功演化。 

我们沿着这些新的特征建立一个演化动力学模型。这个模型通过 
文化、基因传递个人行为以及通过文化传递族群层次的制度特征，使群 
间竞争对族群层次的选择起决定作用 （ Bowles ， 2001, Bowles , Choi 
& Hopfensitz , 2002)。 我们可以看到，群间竞争可以成功地解释下面 
两个进化： （ a ) 人类社会的利他形式从亲缘转向非亲缘， ( b ) 族群层 
次上的制度结构，比如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重复出现并逐步扩散的 
资源分享。如果对群外成员施加惩罚的成本足够高，而族群层次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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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能够限制这些行为，因此削弱了反对这些行为的群内选择，那么有利 
于族群内部利益的行为就可能得到进化。 

我们的模拟显示，如果在族群层次上贯彻资源共享或者族群成员非 
随机配对的制度能够进化，那么有利于族群的个体特征就能与这些制度 
共生演化，即便后者会给釆纳它们的族群带来高额成本。这些结果在 
下面的条件中保持 不变： 族群中个体合作行为和社会制度在一开始是缺 
失的。但是，在缺乏族群制度时，只有当群间的冲突非常频繁、族群 
规模较小且移民比例较低时，有利于族群的特征才能进化。因此，合 
作行为成功进化的相关环境，是存在于9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近代人 
类所特有的建构社会制度能力的结果 （Boyd&Richerson， 出版中）。 


8对强互惠的其他解释 

我们认为很多实验数据支持我们关于强互惠行为的假设，而且，根 
据当前和古代的证据，强互惠行为在基因与文化共生演化过程中是具有 
适应性的。第一个论断遭到 Price，Cosmides 和 Tobby (2002) 的批 
评，他们对数据作出了另一种解释。第二个论断也遭到许多人的批 
评，他们认为博弈实验中利他合作和利他惩罚是不利适应的反应，因为 
受试者所面临的实验场景不论在人类演化史或是当前的日常生活中都没 
有，人类不会对这些场景作出适应性的基因或文化的反应。最强烈的 
抨击是认为我们所描述的利他行为对理解自然状态下的人类行为没有重 
要意义。我们依次来解决这两个批评。 


8.1 强互惠 与适存 度赤宇的减少 

Price 等 (2002) 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解释实验博弈中的行为 
的自利模型。尤其是，他们断言 ( p .221) : “惩 罚搭便车者的动机是 
为了防止出现搭便车者的适存度优势超过贡献者的适存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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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指出 （ a ) Price 等的模型和现存的实验数据不 相容； （ b ) 
Price 等的模型不是演化稳定的。 

Price 等的模型断言，惩罚性行为是对支付差异而不是对违反互惠 
规范的反应。实验者检验了惩罚意愿是否是对支付差异的反应，在适 
当控制的场景下，结果几乎是清一色的否定。要了解这个问题的全面 
讨论，参看 Falk , Fehr 和 Fischbacher (2001) 的文献。 

比如说，我们把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在10美元中分给回应者的 
钱限定在2美元或8美元，而且回应者也知道这个限定。接着，尽管 
在未限定的情况下回应者会拒绝2美元，但在限定条件下几乎所有回 
应者都接受了提议者提供的2美元。这和回应者采取行为是为了减少 
适存度差异的假设不相容，因为在非限定和限定情况下这个目的都能 
实现。但是，实验中出现的行为与回应者釆取行动是为了惩罚不慷 
慨的提议者的假设一致。因为在限定的情况下，提议者无法使自己 
变得慷慨，除非釆取极端的或是不合理的慷慨——慷慨到他自己只 
保留2美元。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 （ Blount ，1995) ，最后通牒博弈中提供的钱由 
计算机而不是提议者给出，并且回应者知道这个事实 c 在这个情况 
下，甚至数额很低的钱也很少被拒绝。这和强互惠假设相容，因为回 
应者没有动机去惩罚不对低支付负责的提议者。然而，根据 Price 等的 
模型预测，不管由计箅机还是提议者来分钱，低支付都会被拒绝，因为 
这两者都给提议者带来了相同的适存度优势。 

其实，更一般的情况是，在标准的最后通牒博弈中（参见第三部 
分），一个接受50%以下任何份额的回应者都会产生…个相对的适存度 
损失，然而几乎所有回应者都会接受40%的份额。相似的，在雇员一 
雇主博弈中（参见第二部分），雇主自愿把资源转移给雇员。 

回到演化稳定的问题上来， Price 等的模型是建立在选择更喜欢惩 
罚性情感的假设上的，因为这样的情感会减少背叛者相对的适存度优 
势。正如作者所声称的，选择取决于相对而不是绝对的适存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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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减少承受者适存度的“恶意”行为，在理论上都会增加惩罚的频 
率，只要这个行为使其他人的适存度比自己减少得更多。但是——这 
是十分重要的——衡量相对适存度不仅包括他们惩罚的目标，还包括那 
些合作充分从而免受惩罚且又不承担惩罚成本的其他相关人。这些 
“远离麻烦”的行为者将会比惩罚者（或他们的目标）具有更高的适存 
度，从而会以其他行为者为代价来扩展他们在人群中的份额。 

用人类学的术语说，其他相关人与自己是属于一个同类群的个人 
(在同一个演化人群中生活和繁殖的个人），而不是特殊个人的社会 
群体（在同一个演化人群中专门交往的个人）。由于这个分类，如果 
一个人群足够小，从而这个人群中的社会群体和同类群的大小是一致 
的，选择将更青睐恶意的行为 （ Hamilton ，1970) ，即使在趋社会的 
物种 （ Foster ， Wenseleers , & Ratnieks , 2001 ) 中也是如此。但是人 

类搜食社会的证据表明，同类群的规模比社会群体大，因此恶意行为 
不会被选择 6 

解析模型表明，如果社会群体的成员在完全零和的条件下竞争， 
那么恶意行为会演化，而且一个人适存度的增加必然意味着这个社会 
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再生产产出会因补偿而减少 （ Boyd , 1982) 。但 
我们知道，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狩猎一釆集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上面的 
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在这样的社会中，资源没有本土化，群体是 
流动的，而且部落间的个人迁徙频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完全 
零和的条件。 

一个社会群体的子集，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在一个近乎零和的 
条件下竞争是可能的。比方说，男人可能为了女人而竞争，或者为可 
以转化成相对适存度的优势地位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可能会 
更青睐减少竞争对手适存度的恶意行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认 
知回路”马上就会被构建起来，从而使这个人只致力于减少与他有特 
殊零和竞争关系的、特定的个人的适存度。举个例子，男人应该关心 
与他年龄相仿的男人，那些人的地位、等级与他相当，但不关心比他 


196 



人类利他行为的解释 


大的或比他小的男人以及女人。这个情况不适用于平等分享合作成果 
的公共品博弈。 


8.2 强互惠与非适应性 


一些行为学的科学家认为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描述的行为是不利适应 
性的，而且和真实的社会互动不相关。他们提出，人类的大脑不是一 
个一般的目的性信息处理器，而是一套用于解决在我们这个物种演化历 
史中面临的特殊问题的互动模块。由于实验博弈匿名、不重复互动的 
特点，我们无法预期受试者在实验博弈中会按最大化适存度釆取行动。 
因此我们必须在受试者的实验环境中引进一些与演化历史相似的条件， 
像非匿名、重复互动之类的信息，然后才能确定这个被重新解释的环境 
与最大化适存度之间的关系。 

这个批评如果是正确的，也不会减少强互惠行为在当代社会中的重 
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生活经常性地使个人面临匿名的、非重复 
的互动，这是具有先进贸易、通信和交通技术的现代社会的特征。因 
此，如果强互惠行为曾经是非适应性的，但它仍然是解释现代人类合作 
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我们不相信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事实上，人类完全有能力分辨 
其他人在将来与自己交往次数的多少。这样，他们预期将来和他人有 
较多的交往时所釆取的合作，会比他们预期将来和他人有较少交往机 
会时的合作更加充分 （GSchter & Falk , 2002, Keser & van Winden , 
2000) 。 

在我们祖先的生活环境中，具有精致协调的行为系统的人类很可能获 
得某种进化的优势，不管他们面临的是亲缘还是非亲缘、重复还是一次性 
的互动，也不管这么做是否能增加个人的声誉，这个优势产生的原因更可能 
是因为人类面临许多互动，而在这种互动中在未来继续互动的概率非常低， 
以至于背叛是值得的 (Gintis, 2000b f Manson & Wrangham, 19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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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结 论 

为了理解人类趋社会行为的主要脉络，还需进行更多的实验和理 
论工作。我们猜想，在过去几年已经完成的许多研究的基础上，所获 
得的新知识会给我们一个趋社会的全貌（它的反面是反社会），这个 
趋社会的理论从根本上和自利的经济学模型与自涉的互惠利他生物学 
模型不相容。 

当代行为学理论是几个重要理论贡献的遗产（包括 Cosmides & 
Tooby , 1992, Dawkins , 1989； Hamilton , 1964, Maynard Smith , 
1982, Trivers , 1971, Williams , 1966； Wilson , 1975) ，他们所有人 
都假设可以使用自利模型来解释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关系。因此行为学理 
论最成功的研究是在家庭、亲缘关系和性关系领域，而在处理具有更复 
杂互动特征的社会群体行为方面，没有什么大的说服力。这一点都不足 
为怪。为了说明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应读更注意 （ a ) 社会情感的起源 
和本质（包括愧疚、羞耻、同情、种族身份和种族仇恨）， （ b ) 人类社 
会历史的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 （ c ) 人类演化中的族群结构和族群冲 
突*以及 （ d ) 把社会生物学的见解融人主流的社会科学。 


注释: 


[1] 原文如此，疑为 80 。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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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 

奎缅费斯巴赫特雷尔谢尔哈默施奈德巴克费尔 
(Dominique J .- F . de Oucrvain , Urs Fischbacher , Valerie 
Treyer , Melanie Schellhammer，Ulrich Schnyder，Alfred Buck ， 
Ernst Fehr ) 


许多人自愿为惩罚违反社会规范的人支付成本。演化模型和实验 
证据 表明利他惩罚是人类合作演化的一个决定因素。我们使用 H 2 1s O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来检验在--个经济交易中对背叛者进行利他惩 
罚的神经基础。受试者可以象征性或有效地对背叛者进行惩罚。象征 
性惩罚并不减少背叛者的经济收益，而被实施的有效惩罚会减少背叛者 
的经济收益。当受试者知道背叛者滥用信任并决定对其进行惩罚时，我 
们可以扫描受试者的大脑。同象征性惩罚相比，有效惩罚激活了背侧纹 
体 （dorsal striatum ) ,它已经包含在因以目标为导向的行动而产生的奖 
励过程中。而且，有更强背侧纹体激活能力的受试者愿意花费更多的成 
本 对背叛者进行惩罚。我们的发现支持人们从惩罚违反规范的人中得到 
满足以及背侧纹体激活反映了从惩罚背叛者中得到预期满足的假说。 

人类社会合作的机制和水平在动物界是罕有其匹的。人们经常可以 
同一大群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合作，这些人可能以后再也不会碰到。 


* 原文题 R 为 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 发表 f Sci^ 305(2004) 

1254 —1258, 胡芸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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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表明，强互惠行为（利他惩罚和利他奖励的结合）在人类合 
作的演化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注1一3〉。人们经常对他人的合 
作和遵守规范的行为进行奖励，对违反社会规范的人进行惩罚（注4, 
5)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人类社会并没有建立法律实施的现代制度—— 
用公正的警察和公正的法官来确保对违反规范的行为（例如经济交易中 
的欺诈）进行惩罚。因此，社会规范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实施，私下 
的制裁就是其中之一。即便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很多规范仍然是靠私下 
的制裁来实施的。如果制裁在带给别的个体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实施制 
裁的人付出了代价，那么这个制裁就是利他的。例如，对在经济交易中 
欺诈的人迸行制裁，以使欺诈者未来的交易对象受益，因为欺诈者现在更 
加意识到欺诈会被惩罚。这种意识可能可以防止将来的欺诈（注3〉。 

为什么人们在没有得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还愿意惩罚违反公认规范 
的人呢？我们认为个体从惩罚违反规范的人中得到了满足。 一 些文献 
也证明了这个假说。首先，最新的社会偏好（注6 — 8) 模型所定义的效 
用函数包含了对违反公正和合作规范的惩罚愿望。这些模型能比自利偏 
好模型更好地解释实际行为，支持了人们有愿望去惩罚违反规范行为的 
观点。其次，最近的人类合作演化模型（注1， 2) 也表明利他惩罚行为 
有其长远的演化根基。这表明最近的导致人类承担惩罚他人的成本的机 
制是演化而来的。利他惩罚并不是一种像消化食物一样的自动反应，也 
不是一种基于深思熟虑、有明确目的的行为，那么人们必须有惩罚的愿 
望。这种诱导出有动机行为的机制说明人们从这种行为中得到了满足。 
大多数人在发现违反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觉得不舒服，但一旦公 
正得以建立他们就感到轻松和满意。许多语言中有这样的格言瞽句来表 
明这种感觉，例如，“复仇的滋味是甜美的”。 


1研究惩罚背叛者的实验 


我们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来观察釆用真实货币支付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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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以此来检验人们从惩罚背叛规范中获得满足的假说。我们的假 
说预测利他惩罚和与奖励过程的大脑区域的活跃程度相关。非人类灵 
长类（注9 一 11) 单一神经元的记录和人类使用货币作为奖励媒介（注 
12-16) 的神经成像研究可靠地表明，纹体是与奖励相关的神经回路的 
一个关键部分。再者，如果利他惩罚的发生是因为惩罚者预期从惩罚 
中得到满足，我们就应该观察到与奖励相关的脑区明显兴奋，而这个脑 
区又和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相关。非人类灵长类（注 17—19) 的单一 
神经元记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背侧纹体在目标导向机制中是整 
合激励信息和行为信息的关键。最近的神经成像研究也支持背侧纹体 
与奖励决策过程相关的观点 （注 20〉。 

在我们的实验中，两位参与者， A 和 B ， 以匿名的方式进行交往 
(注 21) 。两个参与者都知道自己和一个参与者进行交往，开始时每 
个人都得到10单位的货币。如果 A 信任 B 而且 B 也以值得信任的方 
式行动，他们就可以充分扩大自己的收益。更具体地说， A 做第一个 
决策，他可以把自己的全部初始财富都交给 B (情况 1) 或者他自己留 
着（情况 2) 。如果 A 充分信任 B (情况 1) ，实验者就把 A 交给 B 的 
数量扩大到四倍，那么 B 可以得到40单位。这样， B —共有50单位 
的货币，他自己的10单位加上被赠予的40个单位，此时 A 没有留下什 
么。接着 B 要决定是还50单位的一半给 A ， 还是什么都不还。如果 B 
是值得信任的，他会送还25单位给 A ， 这样每个人都获得25单位货 
币 * 如果 B 留下所有的钱，他就保有50单位而信任他的 A 分文不得。 
情况2说明 A 不信任 B ， 大家都保留初始的10个单位（注 22) 。 

我们认为，如果 A 信任 B , 合作和公平的规范要求 B 送还一半的收 
益，而如果 B 不守信留下了全部的钱， A 就视之为一种背叛规范的行 
为，我们认为这产生了惩罚 B 的愿望。因此， A 被赋予选择的权利， 
处以 B 最髙20个惩罚点的惩罚（注 23) 。在 A 获知 B 的行为后，有 
一分钟的时间来思考和决定是否要惩罚 B ， 如果要惩罚 B 就必须决定惩 
罚的点数。实验者在一分钟后要求 A 作出决定。因为我们对惩罚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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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生理基础感兴趣，所以在这一分钟内对 A 的大脑进行了扫描。 A 总 
共和七个不同的 B 配对，他重复了七次上面的实验。由于 A 信任 B 而 
B 也值得信赖的情况会带给双方相当多的收益，所以 A 有极大的激励去 
信任 B , 事实上，只有一个受试者在所有的七个实验中都信任 B 。 A 在 
七个实验的三个实验中遇到了可信赖的对手，但剩下的四个 B 在实验中 
保留所有的钱。因为我们对利他惩罚的成像感兴趣，同时为了尽可能 
减小辐射，我们扫描了那些 B 保留所有钱的实验， A 只在这些实验中有 
惩罚 B 的愿望。在每个实验之间的10分钟间隔中， A 填写了调查问 
卷，在问卷中 A 按照七点 Likert 尺度评估了 B 在前面实验中行为的公 
平性，以及惩罚 B 的愿望。15位健康的右撇子男士作为受试者 A 参与 
了我们的实验。由于我们关心的是 A 对滥用信任的反应，所以分析了 
信任 B 的14个受试者。 


2不同条件下预期的大脑活跃程度 

在 B 保留全部收益的四个实验中， A 面临着四种不同的条件 6 在 
惩罚阶段，这些条件产生的对比对衡量与奖励相关脑区的活跃程度是必 
要的。在称为 1 C (有意而且代价高〉的情况中， B 自己决定保留全部 
或者送还，这样如果 B 保留所有的收益，那么他就是有意滥用 A 的信 
任。而且这时惩罚对于 A 和 B 都是有代价的。每一个对 B 的惩罚点 
将花费 A —个单位货币并同时减少 B 两个货币单位的支付。在称为 IF 
(有意但无代价）的情况下， B 同样自己决定转让与否，但是惩罚 B 对 
于 A 来说是没有代价的，施加于 B 上的惩罚并不花费 A 什么，而 B 依 
然在接受每个惩罚点时减少两单位的货币支付。第三种称为 IS (有意 
但是象征性的）， B 还是自己决策，但是惩罚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每 
个惩罚点都不减少 A 或者 B 的支付，这时 A 并不能减少 B 最后的收 
益。最后一种情况是 NC (无意却有代价）， B 的决策是随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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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 B 不需要为他的决策负责，但是惩罚同时对 A 和 B 有代价，每个 
惩罚点减少 B 两单位货币支付、 A —单位的货币支付（注 23) 。为了 


控制顺序效应 （sequence effect ) ，这四种情况出现的顺序是随机的。 


这些条件使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相关条件下大脑活跃程度的差异来检 
验我们的假说。特别地，我们预计当 A 的信任被滥用以后， IF-IS 对比 
激活了与奖励相关的脑区。我们推测， A 在 IF 和 IS 条件下都有惩罚 B 
的愿望，因为 B 是故意在滥用 A 的信任，不过 1 S 条件下 A 不能对 B 进 
行实质性的惩罚。纯粹象征意义的惩罚并不令人很满意，因为惩罚背 
叛者的愿望无法有效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估计它的发生次数会 
比 IF 条件下少。 

从有效惩罚中得到的满足可能有不同的心理根源。不实施惩罚的 
受试者可能感觉糟糕，因为背叛者逍遥法外而且所得比他们自己支付的 
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惩罚避免了不断加强的负面结果。另 
—方面，有效的惩罚可能被视为正义的行为，受试者会因此感觉良好； 
在这种情况下，惩罚会不断正面强化结果。 

除了有效惩罚机会的差异外，在所有情况中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 
IF - IS 对比是一个检验有效惩罚的满意程度的理想方法。如果惩罚在 
IF 中是令人满意的，我们预期受试者同样也愿意承担惩罚背叛者引致 
的成本。实际上，那些在 1 F 条件下显示出与奖励相关的脑区高度活跃 
的受试者也应该是 1 C 条件下愿意为惩罚承担最高成本的个体。此外， 

如果受试者合理地权衡惩罚的代价和满足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惩罚的 
边际成本小于惩罚的边际“收益”的时候他才惩罚，这时 1 C 条件下的 
惩罚也应该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这样我们认为 ICMS 条件下与奖励 
相关的区域也是活跃的。 

如果 B 在 NC 条件下保留所有的钱，他并不需要为这个行为负责， 

因为是外加的随机机制迫使他如此。因此我们预计 A 并不认为 B 这 
种独占是不公平的，也没有愿望，或者只有很微弱的愿望来惩罚 B 。 

如果没有惩罚的愿望，那么惩罚也不可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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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参与者 A 对 B 的感觉和对 B 实施惩罚所减少的实际支付 

(A) 如果 B 保留了所有的钱，那么 A 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在 PET 扫描的 10 分钟 
的间隔中，气与者 A 通过在一个七点的 Likert 尺度（从 -3 到 + 3) 来表明他把 B 在前 
面实验中的行^看成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最大的公平用~3来表示，最大的不公 
平用+3来表示。这个图指出受试者之间的平均预期 ( B ) 如果 B 保留所有的钱， 
参与者 A 惩罚 B 的愿望。在 PET 扫描的十分钟间隔中， A 使用七点 Likert 尺度 d 
-3到 +3) 来表明他奖励或惩罚 B 的愿望的强度。该图表明惩罚和奖励的平均愿望。 

(C) 如果 B 保留所有的钱’ B 所遭受的实际支付减少。该图表明 A 惩罚 B 后的实际支 
付的减少。在 〖S 条件下， B 的经济支付不会减少 6 


我们预测在 1 F - NC 和 IC - NC 对比中与奖励相关的区域会激活 。 最 
后，我们也能计算复合对比 ( IC + IF ) - (1 C + NC ) 。我们应该能观 
察到这一比对中与奖励相关的区域会被激活，因为在 1 C 和 IF 中都有 
愿望和可能进行惩罚，而在 IS 中没有机会，在 NC 中没有意愿。如果 
对有效惩罚的意愿或者可能都没有的话，惩罚就不带来或者只带来很 
少的满足感。 

调查问卷和实验观察支持了这些假说（图1的 A 到 C ) 。 A 把 B 


3 


B 

0 



◊ 

- 

( 

1 

_ 



o 

- 


C 


Is 


IF 




A 

$ 



▲ 




1 寧 - 


3 


c 


,s 


,F 


,c 



屮匈呤运葫制 ® 


0 5 0 5 0 5 05 
4 3 3 2 2 1 1 


207 




人类 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在三种有意的条件 （ ic ，1 F 和 1 S ) 下保留所有钱的行为看做是很不公 
平的举动，而在 NC 条件下把这个行为看成是中性的（图 1 A ; 等中位数 
显著性检验 ， P < 0.002 时 NC 和每个有意情况的两两对 比〉。 相似 
地， A 在三种有意的情况下显示出强烈的愿望惩罚 B ， 而 NC 下几乎没 
有这个愿望（图 1 B ; 等中位数显著性检验 ， P < 0.012 时 NC 和每个有 
意情况的两两对比）。此外， A 对 B 有意滥用他的信任的惩罚是很高 
的，但在 NC 条件下对 B 几乎不进行惩罚 （图 1 C ; 尸<0.00]时比较 1 C 
和 NC 的显著性检验以及比较 1 F 和 NC 的显著性检验）。14个受试者中 
有12个对 1 C 条件下 B 的独占进行了惩罚，在 1 F 条件下全体受试者都 
对 B 实施了惩罚。这与在 NC 条件下形成鲜明的对比。在 NC 条件下 
14个受试者中的3个减小了 B 的支付，而且这-:个受试者对 B 的惩罚 
是很微弱的。 


3 惩罚是否激活与奖励相关的脑区的回路？ 

在上述对比中显示出更为活跃的区域是尾核（表 1) ，它在我们预 
计的与奖励相关的活跃区域的五个对比中被激活。例如，在复合对比 
中最活跃的是（注6, 22，4> 尾核的头部（图 2 A ; P <0.05， 通过多 
重比较来校正）。此外，尾核（图 2 B ) 血流峰值的有效范围分析表明 
了不同条件对其活跃程度所作的贡 献：在 1 C 和 fF 条件下我们观察到超 
过平均水平的活跃程度，这时受试者表现出强烈的惩罚愿望并且这个愿 
望可以得到 满足； 在 IS 和 NC 条件下，我们发现活跃水平低 f 平均水 
平，在这呰条件下受试者要么不能满足惩罚的愿望，要么没有惩罚的愿 
望。尾核的这个活跃模式在 1 F -1 S ， IC - IS , IF - NC , IC - NC 的单独对 
比中也存在（表 1) 。 

在受试者有强烈惩罚愿望并且 p 〖以实现惩罚的情况下，尾核的活跃 
程度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一区域对奖励过程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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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 受试者表明惩罚的愿望并能有效进行惩罚 （ 1C 和 IF ) 相对于不能有效惩罚或没 
有惩罚的愿望 （ IS 和 NC) 下尾核的活跃程度。 （ B ) 在尾核中血流量增加到最高水平的 
效应规模。拄状体表明相对于平均大脑激活的尾核活动。 


表1 PKT 结果 



对比 区域 （ BA) --- Z 值 

x y z 


(IC+ IF)—(IS+NC) 

Caudate nucleus 

6 

22 

4 

5.11* 


Thalamus 

22 

-24 

10 

4.43* 

IF-IS 

Caudate nucleus 

6 

22 

4 

3.55 


Thalamus 

22 

-22 

10 

4.21 

IC-IS 

Caudate nucleus 

6 

24 

2 

3.70 


Thalamus 

22 

-22 

10 

4.15 

IF-NC 

Caudate nucleus 

6 

22 

4 

4.18 

IC-NC 

Caudate nucleus 

6 

22 

4 

4.23 

IC-IF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BA 10) 

2 

54 

-4 

4.59 


Medial orbitofrontal 

-4 

52 

-16 

3.35 


cortex (BA 11 ) 

该表表明定位血流最大变化的 MNI 坐标 U, >’， z) 。 * 表明在 P< 0.05 时的显著 

活跃，通过多重比较纠正。否则，假设的脑区 h 限是 P < U.001 ， 未校正。对所有在 
尸 <0.001 时的激活，见（注 21) 。 BA 是指 Brodmann 区域。 1C 是指有意和代价的条 
件， IF 是有意和无代价的条件， 1S 是有意和象征性的条件， NC 是无意但有成 + 的条件。 

1 坐标的负值表明脑的左边， MN1 是指蒙特利尔神经学院。 



209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大鼠的损伤性实验（注 24) 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注10， 19) 的单一神 
经元记录实验发现这一脑区和奖励信息过程相关。人类尾核的活跃也 
见于几篇对奖励过程（注12，13，15，16，25， 26) 进行研究的神经 
成像报告中。此外，在诸如可卡因（注 27) 和尼古丁（注 28) 的强化 
刺激中也发现了尾核活跃。一些神经成像研究表明，货币刺激参数的 
增加与尾核的活跃程度正相关（注14, 15)。 

我们还发现了丘脑（表1>在 1 C 和 IF 情况下相对于象征意义惩罚的 
情况下的血流量增加。1 C 、 IF 条件和 NC (没有惩罚的愿望）条件相比 
较，在 NC 条件下并没有发现丘脑被激活。在对货币激励过程（注14, 
16, 26) 进行考察的神经成像研究中有发现丘脑被激活的报道。综合这 
些事实，我们的发现表明尾核在惩罚有意滥用信任的愿望得到满足的相 
关奖励过程中起到了显著作用，丘脑可能也对此起一定作用。 

如果我们能指出有更强尾核活跃度的受试者会更强烈地进行惩罚， 
那么我们的结论将得到进一步支持。我们通过计算 1 C 条件下不同受试 
者的实际货币惩罚和脑区兴奋之间的相关性来检验这个问题。我们发 
现尾核活跃（在坐标位置[10，26， -2] , P < 0.001) 和惩罚投人 
(图 3 A ) 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这一相关性有两种方式来解 释：较 
高的惩罚会导致较强的满足感，这表明较强的惩罚会使尾核更加活跃， 
另一种是预期从惩罚背叛者中得到较强满足的受试者愿意在惩罚上投人 
较多。如果后者是正确的，则因果关系被颠倒了，因为较强的尾核活 
跃反映了从惩罚中得到更高的预期满足感，这反过来导致了对惩罚的较 
髙投入。第二个解释在目标导向机制意义上考虑尾核在整合激励信息 
和行为信息中的重要作用是特别有意思的。 


4脑区激活与惩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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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据使我们可以区分这两种解释，关键在于验证在 IF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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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unt invested for punishing in IC 

0*06 r B 


— 0 06 - 1 - 1 - 1 - 1 - - - 1 - 1 - 1 - 1 - * —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Amount invested for punishing in IC 

图 3 

( A ) 在 IC 条件下，坐标£10，26， -2] 上的 
尾核激活和实施惩罚所花的钱之间存在正相关。在 
1 C 条件下，有较髙尾核激活的受试者会支付更多的惩 
罚成本。 IF 条件下，在坐标[10，26， 0] 上 
的尾部潋活的受试者最大惩罚和在 1 C 条件下受试者 
花费的钱之间存在正相关。有皎高尾核激活的受试 
者在 IF 条件下比在 1 C 条件下愿意为相同（最 大） 水 
平的惩罚支付更高的成本 a 

下实施最大化惩罚的11个受试者的尾核活跃情况。因为这些受试者对 
B 施加了同样的惩罚，所以他们尾核活跃的差异不可能是因为惩罚程度 
的差异引起的。然而，如果尾核的活跃反映了对给定的惩罚水平的预 


0 聆 £ -—*9- 2 」坩"-°1 



211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期满足感，那么不同样本之间尾核活跃程度的差异就反映了给定惩罚水 
平的预期满足感的差异。如果这•解释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观察到 
IF 中显示较高尾核活跃程度的受试者，也就是说，如果惩罚需要成本 
的话，那些预期从相同水平惩罚中得到更高满足感的受试者愿意对惩罚 
投入更多的钱。换句话说，这一解释预计在 1 F 中实施最大化惩罚的受 
试者之中，那些尾核较活跃的受试者在 1 C 条件下会花费更高的惩罚成 
本。 IF 条件下尾核的活跃程度和 1 C 条件（图 3 B ; P < 0.002) 下惩罚 
的投人规模正相关支持了这一预测。这一发现证实了观察到的背侧纹 
体活跃反映了惩罚的预期满意度，这与背侧纹体是与目标导向的奖励行 
为有关的一个关键区域观点一致。 

如果对有意背叛者的惩罚是有偿的，则参与者 A 在 1 C 条件下而不 
是 IF 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权衡，因为前者的惩罚是有代价的。 A 必须权 
衡惩罚导致的情感满足和惩罚所招致的货币成本，这个权衡需在追求行 
为目标的过程中整合几个独立的认知过程。很多证据表明，前额叶和 
前额脑区底部皮层参与了整合独立的认知和决策过程（注烈一 32) 。 
我们的行为数据表明， 1 C 条件下受试者面临了一个决策问题是因为在 
IF 条件下大多数受试者都实施最大化惩罚，而 1 C 下惩罚者的成本使惩 
罚显著下降（图 1 C , 显著性检验 ， P == 0.039) 。因此，我们预期在 
IC - IF 对比中发现前额叶和前额脑区底部的兴奋。数据显示 （表 丄和 
图 4) 前额叶腹部正中 （ BA 10) 和前额脑区底部中部皮层 （ BA 11) 在 
这一比对中被激活。 BA 10 的激活是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区域与在追 
求更高行为目标中（注33> 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认知功能的整合有关。 
前额脑区底部中部皮层的活跃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它与屡次提到的需要 
对激励值编码（注34， 35) 的困难选择有关。这些活跃间接支持了惩 
罚背叛者产生满足的假说，因为否则就没有和成本相比较的收益，也不 
会有整合的发生。 

这些结果还阐述了利他的生物学定义和心理学定义（注 4) 间的显 
著差异。根据利他的生物学定义，利他行为是施加者有代价地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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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前额的皮层在整合惩罚和收益中的作用 


腹正屮的前额皮层和中间的圆形额在 K ： 条件下相对于在 IF 条件下。 


转移给其他的个体。这个利他概念的定义与这个行为是否有转移利益 
给他人的意愿尤关，因为利他主义完全是以一系列行为的后果来定义 
的。这和利他的心理学定义形成对比，利他的心理学定义要求利他行 
为不以亨受激励为基础而是受利他动机的驱使（注36)。这样惩罚背 
叛者在生物学上是利他行为，因为它对于惩罚者是有代价的，而且使得 
被惩罚的个体以后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减少背叛。尽管我们的结果表明 
这在心理学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利他行为。 


5小 结 

我们的研究是最近尝试用“神经兀经济学”和“社会行为的认知神 
经科学”来理解社会脑 （social bram ) 和相关的道德情感的研究的一部 
分（注 3744) 。然而，这个研究是想发现对背叛者实施惩罚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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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建立适用于一大群无血缘关系的个体所组成的大群体社会规范 
并通过利他制裁来实施这些规范是人类区別于其他物种的一个明显特 
征。利他惩罚可能是解释人类社会空前水平的合作的一个关键要素 
(注1一3)。我们假设利他惩罚给惩罚者提供安慰或者满足，因此激 
活了与奖励相关的脑区。我们的设计产生了五个对比来验证假说，同 
时背侧纹体的前部在五个对比中都被激活，这说明尾核在利他惩罚中起 
着决定性作用。尾核的兴奋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一脑区与在预期 
收益激励下的决策和行动有关（注 17_20) 。 利他惩罚中尾核的关键 
地位有进一步的事实支持，尾核较活跃的受试者花费了较多的惩罚成 
本。此外，我们的结果还揭示了这一相关性背后的原因。在惩罚成本 
很低的时候尾核高度活跃的受试者也愿意花费较多的资源来对背叛者实 
施惩罚。这样，高的尾核活跃程度就与强的惩罚意愿相关，活跃的程 
度反映了惩罚背叛者的预期满意程度。我们的结果支持最近发展出的 
社会偏好模型（注6—8)，它假定人们偏好惩罚规范破坏者，阐释了利 
他惩罚的演化模型后面的直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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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对照表 


Aggressive 主动行为者 
assurance game 信任博弈 

bourgeois strategy 中庸策略 

canonical 规范** 
caudate nucleus 尾核 
conformist 宿命论者（顺应者） ** 
conformist transmission 顺应传递 
Contester 竞争者 
Cooperator 合作者 
costly signal 贵价信号 


direct effect 直接影响 
differential replication 差异复制 
dorsal striatum 背側纹体 


* 该表是在 徒向统 一的社会科学 I 和《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 两书编辑过程中 
整理 而成，难免挂一漏万，望读者 谅解。 一编者注 
•* 在本书中， norm —词也被译作规范，通常是和内化等词搭配。一编者注 
*** 括号里是书中可能出现的另一种译法。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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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ing 所得 

environmental inheritance 环境遗传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演化稳定策略 
exaption 附 M 适应 

fighting strength 战斗力 
fitness 适存度（适应性） 
folk theorem 无名氏定理 
foraging 搜食 

genetic inheritance 基因遗传 
genotype 基因型 
genetic correlation 遗传相关性 
genetic transmission 遗传传递 
genetically encoded 基因编码 
globally stable 全局稳定 
group selection 群体（族群）选择 


heritablity 遗传可能性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 C 平传递 
hyperfair 超公正 

immediate return 立 即回报 
intergcnerational mobility 代际流动.性 
inter-group 群间 
interaction 互动 （交往，交互） 
internalization of norms 规范的内化 
internalized norms 内在规范 
interplay 可-嬉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kin 亲缘 

market integration 市场一体化（市场整合） 
moonlighting game 偷袭（者）博弈 

niche construction 生态位构架 
norm 规范 

normalized influence 正规影响 
noise-to-signal ratio 噪音信号比 

oblique transmission 倾斜传递 
offer 出价 

orbitfrontal cortex 前额脑区底部（眶额皮质) 
other-regarding 他涉 


parochialism 狭隘主义（地方观念） 

Passive 被动行为者 
payoff 支付（收益） 
payoff-monotonic 支付单调 
PET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 
public goods 公共品 
phenotype 显型（表现型） 
predisposition 倾向 
prefrontal 前额叶 
proposer 提议者 
prosociality 趋社会性 • 

* 在本丛书的第一册《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中，该名词被统译成“亲社会 
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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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对照衷 


rate of mutation 突变率 
rational actor model 理性行为者模型 
rationalizability 可理性化 
reciprocator 互惠者 
replicator dynamics 复制动态 
responder 「口 1 应者 


selfish 自私 
self-interest 自利 
self-regarding 自涉 
sequence-effect 顺序效应 
socialization 社会化 
stag hunt 会猎 
striatum 纹体 

substantial frequency 真实频率 


territorial claim 领地宣告 
tit-for-tat 以牙还牙 
thalamus 丘脑 

threat of ostracism 放逐威胁 
trait 特征 

trigger strategy 触发策略 


Usurper 侵占者 


valuation 赋值 

vertical transmission 垂直传递 


within group 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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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復杂》一书使中国学术界知道了桑塔费研究院 （Santa Fe Institute) 
和 喿塔费 学派。但对于这个学术团体的后续研究工作，国内却很少进 
一步关注和跟追。究其原因，也许是他们大范围的跨学科研究思路， 
使国内学者难以适应，尤其在我国现有的科研体制和学科分野条件下。 

为此，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 ICSS ) 在汪丁丁教授的 
领导下，组织了这次翻译工作。参加翻译的主要是中心的研究生和工 
作人员，他们是昌明、梁捷、李华芳、林水山、吴灵、周新成、毛尚 
煩、李欢、熊艳艳、刘征、谢家骏和胡芸，其中胡芸还承担了校对工 
作。这次翻译的文献近20篇，都是桑塔费学派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 
考虑到篇幅问题，将分几辑出版。由于时间紧迫，加之涉及的学科领 
域众多，翻译上存在的问題还望读者给予谅解。 

本论丛的出版得到了教育部“语言与认知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基地和浙江大学“强所计划”的支持，特此鸣谢。此外，我们要 
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志毅先生，他参照原文对本书的文字作了 
大童的修改和润色，并为本书配备了中英文译名对照表。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 less ) 

2005年4月于浙大西溪 



